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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语用学的希望与青年学者的使命


胡范铸


在中国语言学的各分支中，语用学是相对非常年轻的一门学科。不过，即使如此，当年最早致力于从西方引进语用学理论的学者，也大半已经退隐。导夫先路者既已功成身退，则积薪而上者更有待后来。

学术的理想境界应该是“有激情的理性”，“有思想的学问”。如果说理性需要锤炼，学问依赖积累，那么，激情和思想更属于青年。中国语用学迄今为止在整体上基本上还停留在介绍、引进和消化的阶段，在诸如语用学的根本目标、语用学的主要问题、语用学的核心概念、语用学的分析方法等一系列基本命题上，都还缺乏中国学者自己的思考。可以说，中国的语用学研究特别离不开青年的激情创造和思想探索，没有青年不但没有语用学的未来，甚至没有语用学的现在。

由此，“中国青年语用学者丛书”试图聚集起中国语用学研究中的一群年轻人，一群正届而立的学人，一群充满创造力和探索欲的青年，开始一种自己的思考。

这套丛书的第一辑三种，包括陈佳璇的《社会语用学案例研究》、陈丽君的《基于资源概念的旅游语言研究》和甘莅豪的《空间动因作用下的对举结构》。

陈佳璇的《社会语用学案例研究》努力探索的是社会语用学问题。如果说语用学在我国学术界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则社会语用学更是一个相当缺乏讨论的领域，对于这门学科的基本范式可以说都还在摸索之中。在国内一些学者看来，所谓“社会语用学”，主要就是研究“社会用语的规范”问题，如称呼问题、礼貌语言问题等等。而我则以为：所谓社会语用学，并非只是“语言规范化”研究对“社会用语”的拓展，而是整个的语用学与社会学的一种结合，是语用学的问题与技术同社会学的问题与方法的一种深刻的结合。因此，这不但需要一种对于语用学理论和社会学理论的深刻理解，更需要一份深刻的社会关怀和强烈的创造意识。

作为我国第一部综合运用语用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对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重大语言问题加以探索的语言学著作，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语用学”研究，陈佳璇的《社会语用学案例研究》的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它的问题意识、方法意识和探索意识：从西方社会学名家“布迪厄社会语用学的基本范畴”、“得体原则是不是语用的最高原则”到“汉语询问范畴研究的既有范式及其问题”，从“间隔号用法的发展和统一”、“关于《规范通用汉字表》研制及相关问题的讨论”到“字母词概念的重新界定”，从国家语委“新词语的发布”、“中文危机和高校自主招生”到“国际汉语教育”，从“国家形象修辞”、“塔利班修辞诉求”到“计划生育标语的言语行为”，从“刑事案件当事人的身份称谓”、“法律语言的易读性”到“非婚生子女的抚养义务”，从“火星文”、“新闻语言”到“中国高校改名的现状、问题与对策”……本书讨论的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当代社会语言运用的重要问题，而且其中牵涉到语言规范化、语言教育学、政治修辞学、法律语言学、传播语言学等各种领域，视野之宽、范围之广，在青年语言学者中是相当罕见的。其中所采用的方法，更是相当丰富，从“概念分析”、“研究范式分析”到“互文性分析”，从“规范化研究”、“言语行为研究”到“修辞诉求研究”，从“易读性测量”、“义素分析”到“社会认知调查”，不断变换方法和分析技术，其中既有语言学的，也有社会学的。而内中所展示出来的分析路径的创造性，问题与方法的适切性，更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陈丽君的《基于资源概念的旅游语言研究》可以说是国内第一部真正从整体上揭示语言对于旅游的价值的著作。旅游是当代社会的一种日显重要的生活方式，但旅游语言却未能够成为受到学界特别关注的一种领域语言，至今，无论语言学界还是旅游学界都尚未对旅游语言作出系统的、深入的考察。中国语言学界通常都是将语言作为一种符号体系、交际工具或能力加以研究，本书却是基于“语言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的假设而展开。语言是一种资源，所谓“资源”就是可以转化为其他形态以实现某种社会价值的存在物。旅游中的语言正是这样一种存在。“旅游”就是借助某种条件的帮助，有休闲时间、有富余的可支配的财政支出者自愿离开家到另外一个地方逗留一定的时间，以体验变化为基本目的的行为过程。据此，《基于资源概念的旅游语言研究》认为对旅游语言的研究也应该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研究为旅游者“离开家到另外一个地方逗留一定的时间”提供工具条件的“工具性资源”；二是研究为旅游者“以体验变化为基本目的”提供“对象”条件的“对象性资源”；三是研究旅游从业者为旅游业提供“人力”支持的“人力性资源”。其中，把语言作为工具性资源尽管以往已有不少人注意到，但依然缺乏系统性的分析。至于把语言也看作为旅游的对象，即旅游的对象性资源，却几乎没人加以讨论。而把语言作为人力性资源，无论在语言学界还是在旅游学界也都是尚未得到关注的命题。

藉此，在先后进行一千多人次的调查、上百人次的访谈、上千实物的分析基础上，《基于资源概念的旅游语言研究》运用社会语言学的方法，以资源为核心概念，构建了一个从总体上认识旅游语言，并能切实解决旅游语言存在的种种问题的分析框架，不但为领域语言研究探索了一种新的可能，并为中国旅游产业的发展，为旅游生活质量的提升，作出了语言学者的贡献。

甘莅豪的《空间动因作用下的对举结构》则可以说是一项借助“空间语法”假设而努力打通语用与语法的工作。句子有“合法”的和“不合法”（亦即“非法”）的，这是一个惯常的认识。但今天越来越多的语言学者不仅已经意识到句子的“合法”与“不合法”是相对的，它们之间是个连续统，是个程度也就是“合语法度”的问题，并且还看到，许多不合语法的句子的“合语法度”在一定条件下是可能立刻发生变化的，而导致变化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对举”。但是，哪些类型“非法句”的“合法度”能够在对举中获得改变？对举结构可以改变句子“合法度”的根本动因是什么？它与其他改变句子“合法度”的动因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等等，学界尚未给予有效的说明，而这正是本书试图解决的问题。

语言和空间的关系一直是语言学界的重要命题，但这一命题其实包含了两个不同的视角，一是关注“语言叙述的空间”，一是关注“语言存在的空间”。所谓“语言叙述的空间”，是指人怎样通过语言认知空间；所谓“语言存在的空间”，是指人怎样在空间中组织语言。迄今为止，语言学界研究的基本上都是“语言叙述的空间”；但由于语言的书面形式必须占有一定的空间，语言各项活动必须在一定空间中展开，受语言符号所处空间的影响和作用，语言符号的呈现方式、结构关系也可能发生相应的变化。对于这些变化的研究则应该成为“语言存在的空间”的重要课题。依据这一假设，《空间动因作用下的对举结构》指出：“对举结构”就是“语言存在的空间”制约产生的一种现象。从语言形式上看，对举结构具有一个很典型的特征，就是在线性语流中，两个或者多个字数、结构、词汇等形式相近的单位对举，由此不但在语流中被凸显出来，人们很容易把它们和其他语言单位单独区分开，并且还形成相对闭合的空间——对举空间。对举空间的格局会营造出一个“微语境”。在此“微语境”中，人们通过一系列“空间组织规则”来构建和组织语言符号的关联性。这些“空间组织规则”包括：相似规则、完形规则、简化规则、隐退规则、凸显规则、交流规则、稳定规则。在“空间组织规则”的作用下，彼此相邻的语言符号在对举空间中优先互相影响，这种影响又作用于句法，进而有效地转化“非法句”的合法度。由此，《空间动因作用下的对举结构》构建了一个很有个性的解释模型。

小荷露角，新松日高。这里只是“中国青年语用学者丛书”的第一辑，以后还将有第二辑、第三辑……

记得自己当年动手写作《幽默语言学》时，还是大二的学生；动手撰写《钱钟书学术思想研究》时，也还是在大三，当时只是觉得“语言的幽默”、“钱钟书的学术思想”等等很有意思，于是冒冒失失地就自己动起手来，不料竟然还就一举成书出版。30年过去，如今看来，尽管这两本书依然不断被人引用，不过粗疏之处自己是越看越多，大有“颇悔少作”之心。如今，“中国青年语用学者丛书”自然也不可能尽善尽美，其中的稚嫩甚至舛误在所难免。但是，对于这样一群有个性的青年学者，我依然有理由预卜他们未来有更大的成功——尽管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最后，特别要感谢前美国中国语言学会会长屈承熹先生和中国修辞学会会长陈光磊教授对本丛书的关心和指导。

是为序。

2012年6月于卧看云舒云卷居

中国青年语用学者丛书第一辑三种出版以后，收获了很多鼓励，如今，第二辑三种《指令言语行为的重新分析》《作为亚语篇的报刊新闻标题》和《中国新闻语言中的指称序列研究》又即将与读者见面。

《指令言语行为的重新分析》是一项首次试图统合语用学中的指令研究、语法学中的祈使句研究和话语标记研究的工作。指令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言语行为，汉语“指令”范畴的研究通常有两种倾向，或主要依据西方的语用学理论加以考察，而忽略汉语语言形式；或主要依据语法学的语气分类思想加以研究，将指令言语行为的分析等同于祈使句的分析。《指令言语行为的重新分析》则根据“新言语行为分析”理论对于“言语行为”的重新定义和对言语行为分类的重新认识，根据“给予”、“索取”和“信息”、“行为”四个参数，论证了“指令”的本质是一种“索取”、“行为”的行为，明确了指令言语行为在整个言语行为中的逻辑坐标。

作者提出，指令范畴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话语权”。在这里，“话语权”不是一个固有的指令方式选择的模具，而是一个可以调节的机制，即指令言语行为的核心是“对话语权的处置”，在“对话语权的处置”的视角下，指令言语行为可以分为“强调自身话语权的指令言语行为”、“模糊彼此话语权的指令言语行为”和“强调对方话语权的指令言语行为”三大类别。这样，根据话语权的变化，指令言语行为也就出现了“指令度”的问题。以往语用学者通常都认为间接指令是比较弱的指令而直接指令则是比较强的指令，对间接指令的研究也都是基于疑问和陈述作为次要施事行为的基础之上。本书则从分析威胁言语行为入手，指出威胁言语行为中的某一类可以作为间接指令出现，并且其指令力度最强。而指令度可以分为三个等级：强指令、一般指令和弱指令，进而可以细化为“威胁”、“命令”、“建议／商量”、“请求”、“乞求”五个等级。这样，不但明确修正了语用学界对于间接言语行为语力的认识和对于“威胁”归属问题的认识，而且扩大了指令言语行为研究的范围。由此，本书进一步就指令言语行为的本质特点对汉语语法的选择具有什么样的制约作用，指令表达与其支持性成分——话语标记的关系等进行了研究。全书从理论出发到现实语法问题的讨论，构拟了一个较为逻辑化的汉语指令言语行为研究的分析框架。

白丽娜的《作为亚语篇的报刊新闻标题》是专门讨论“报刊标题语言”的一部著作。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说出来的话”和“写出来的话”的语法面貌具有相当的不同，但是，直到目前，还很少有人能够注意，同样是“写出来的话”在句法面貌上与“说出来的话”的不同，在标题语言中尤其是新闻标题语言中的特点表现得更为典型：大量的句法现象可能只出现在标题中而不出现在其他语境中，哪怕是同一语篇的书面的正文中；同样，书面正文中具有合法性的现象，在标题中却可能丧失合法性。这就是所谓“标题语法”现象。可是，“标题语法”现象的本质又是什么？迄今却还都没有获得有效的解释。对此，本书从重新梳理新闻标题的现有定义出发，第一次提出“亚语篇”的概念，由此考察了新闻标题在“版面空间的制约”和“视觉刺激的强化”双重压力作用下，在词汇、句法以及标点符号的使用上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进而指出“报刊新闻标题的本质是一种形式语句，但功能上介于语句与语篇之间，具有相当独立性的亚语篇”。

由此，作者第一次通过“亚语篇”这一概念，揭示了语句和语篇的关系以及语言的使用在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差异；第一次从“版面空间”这样一个新的视角比较系统地考察了报刊新闻语言的问题；第一次论述了“版面空间”作用于新闻标题语法变化的两大机制——“限制”与“补偿”，并进而解释了新闻标题语法面貌的一系列变化。

《中国新闻语言中的指称序列研究》既是一项新闻学的工作，也是一项语用学的工作。作者从批评语言学、“新言语行为分析”、观念史学等角度，对新闻语言中指称序列进行了多方面的描述和分析，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新闻语言的指称序列问题的分析框架，显示了对于一个极其重要而又一向被漠视的领域加以深入探讨的可能性。

作者通过对于中国新闻语言中指称序列的语料调查，讨论了新闻语言在指称序列问题上的性质、类型特征及其形成动因，并由此具体分析中国新闻语言中重要人物身份类指称序列、重要地名类指称序列、重要机构类指称序列等序列的使用特征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由此，本书显示出一系列的贡献：在研究内容上，第一次对中国新闻语言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指称序列”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在应用价值上，对中国新闻语言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很有现实针对性的分析：第一次明确指出指称序列应分为一般序列和重要序列，制约一般序列的条件与制约重要序列的条件相关而不相等；第一次明确提出，新闻语言重要的指称序列，不但是中国语言生活现代性发展的一种标记，也是对现代中国意识形态的一种型塑；第一次据此提出了推进中国新闻语言现代性的具体建言。在理论上，把批评语言学与语用学结合起来。不但对新闻语言指称加以批评性分析，更对批评语言学的理论本身也作出了调整，在中国语言学研究中第一次显示批评语言学不但应该揭示语言背后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更应该为推进语言背后的意识形态的现代性发展而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批评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解析的层面，同时还应该包括建设的工作。由此，全书显示出强烈的学术探索意识和社会关怀意识。



希望中国青年语用学者丛书第二辑同样能够得到学界的关注和批评，更希望青年语用学者的探索能够得到中国语言学界更多的关心和支持。

是为续。

2013年8月补序于澳大利亚墨尔本


言语行为是其他社会行为的基础。

——哈马贝斯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国内外研究概述

一、国内外对于言语行为的研究

言语行为理论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
[1]

 ，是在西方的哲学研究出现了“语言学转向”——语言成为了哲学研究的主体对象的背景下产生的。这一理论是由英国的哲学家奥斯汀（Austin）于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哈佛大学作“论言有所为”（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的系列讲座时首先提出的，在这一系列讲座论述中，他推翻了“逻辑一语义的真值条件是语言理解的中心”这一传统观点，开始建立言语行为理论，他认为“言就是行”，即人在说出话的同时就实施了一个行为。奥斯汀的贡献在于他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对言语行为作了开创性的思考，从此，言语行为理论逐渐从哲学范围扩大到到语言学甚至受到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各个专业领域的关注。奥斯汀对言语行为的研究着眼于施为动词，他从施为动词的角度对言语行为进行了分类，奥斯汀的学生塞尔（Searle）对老师的哲学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对言语行为进行了更为深远的研究，无论是从研究的视角上还是从研究的深度上，都更进了一层，塞尔“在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将这一理论提高为一种解释人类语言交际的理论”（何兆熊：2000）。首先，他在“意义”这一命题的基础上对言语行为进行研究，重新确立了言语行为分类的标准；其次，他区分了直接言语行为和间接言语行为，并对间接言语行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同时他将日常语言中的间接言语行为区分为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和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并对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进行了总结归纳。如果说奥斯汀对言语行为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那么塞尔的研究则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国外对言语行为研究，大致有这样几种类型：对言语行为的类别进行的研究，如奥斯、塞尔、利奇（Leech）、罗斯（Ross）、凯兹（Katz）、威利斯（Willis）、安娜（Anna Wierzbicka）、鲍尔默（Th. Ballmer）、布伦嫩施图尔（W. Brennenstuhl）、萨多克（Sadock）、普罗斯特（K. Proost），等等；在分类研究的基础上，很多学者对不同类别的言语行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如简内特（Astington Janet W.）（1988）Children's Production of Commissive Speech Acts
 ，对承诺言语行为进行研究；尼科洛夫（Nicoloff）（1989）Threats and Illocution，Antonio Blanco Salgueiro
 （2010）Promise, Threats, and the Foundations of Speech Act Theory
 ，对威胁言语行为进行研究；Hannes Rakoczy and Michael Tomasello（2009）Done Wrong or Said wrong? Young Children Understand the Normative Directions of Fit of Different Speech Acts
 ，对指令言语行为进行研究。

在塞尔（1975）将言语行为区分为直接言语行为和间接言语行为之后，出现了大量的对直接言语行为和间接言语行为的研究，如：戈登、拉考夫（Gordon & Lakoff, 1975）对间接言语行为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转移衍生规则（transderivaional rules）；Davison（1975）从句法和语义等方面对直接言语行为和间接言语行为进行了研究；Steven K. J. Geukens（1978）对直接言语行为和间接言语行为的区别性进行了研究；Clark（1991）对间接言语行为以及对间接言语行为的回应进行了分析；A. M. Shapiro and G. L. Murphy（1993）对间接言语行为处理进行了研究，等等。

利奇（1983）认为间接言语行为和礼貌有关，其著名的礼貌原则（Politeness Principle）的中心思想就是交际时应尽量选择那些不会贬损对方的语言。虽然礼貌原则没有集中讨论间接言语行为，但利奇认为礼貌是解释间接言语行为的关键。在利奇之后，布朗（Brown）和列文森（Levinson）提出的面子理论，也将礼貌和间接言语行为联系起来。在这几位著名学者研究的基础之上，出现了很多和礼貌因素有关的间接言语行为的讨论。如：Lei Ye (1995) Complimenting in Mandarin Chinese
 对汉语恭维言语行为的探讨；Steinberg Du (1995) Performance of Face-threatening Acts in Chinese: Complaining, giving bad news, and disagreeing
 ，对汉语使用者在进行抱怨、告知坏消息、表示不同意时候的言语行为进行讨论；Hansun Zhang Waring, Eun Sung Park (2010) "Got a Quarter": A Descriptive Study on Street Solicitation for Money
 ，通过对曼哈顿的街道“要钱”这一请求进行调查研究，分析它们和礼貌的关系，等等。

除此之外，学者还对与言语行为相关的其他内容进行了研究。如：Holdcroft（1992）对语境、会话和言语行为关系的研究；Harnish（1994）对语气对言语行为影响的分析研究；Wennerstrom（2001）对语调和言语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

近些年来Sachiko Ide, Yasuhiro Katagiri, William Hanks和Scott Saft等人倡导在语用学研究中应该“将本族语者的生活世界融进该语言的语用描述中”，而不是“不加鉴别地依赖于操现代西方语言者的常识以及随之而来的个人主义、理性和市场经济”，从而“打破已建立模式的束缚并使理论来源多样化”（Hanks：2009）。在这样的倡导下，言语行为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结合本国语言的实际情况，对言语行为进行重新分析，如：Thomas tinkham（1993）Sociocultural Variation in Indian English Speech Acts
 ，对印度英语中言语行为的情况进行研究；Bayraktaroglu（2001）Advie-Giving in Turki: "Superiority" or "Solidarity"？
 从土耳其语出发对建"？从土耳其语出发对建议言语行为进行研究，Malcolm Skewis（2003）Mitigated Directness in Honglou meng：Directive Speech Acts and Politeness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ese
 ，对汉语18世纪指令言语行为进行的研究，等等。

我国对言语行为的研究起步较晚，在国内的言语行为研究中，大致有这么几种类型：

1．对言语行为理论进行介绍、评述或研究。如：顾曰国（1989）《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诠释与评判》，郭聿楷（1989）《语用学中的“言语行为”理论》，张春隆（1994）《论言语行为及存在的问题》，辛斌（1999）《言语行为，交际意图和预示语列》，高一虹（2000）《沃尔夫假说的“言外行为”与“言后行为”》，刘绍忠、廖凤荣《海外汉语语用学研究：现状及启示—言语行为系列研究之一》，贺春英（2009）《功能视野中的言语行为理论研究：回眸与反思》，胡范铸（2009）《言语行为的合意性、合意原则与合意化》，尚晓明（2009）《言语行为理论中的个人意向性和社会现象》，黄萍（2009）《意向性·言语行为·目的原则》等。

2．对汉语施为动词的研究。如：吴剑锋（2009）《言语行为动词的句类标记功能》，认为言语行为动词可以成为句类的充分标记，可作为句类划分的标准；钟守满、齐永丽英（2010）《汉言语行为动词重叠现象语义结构分析》从语体、语法结构、语义、认知等角度，审视英汉言语行为动词的重叠结构；董秀芳（2010）《汉语中表示承诺的言语施为动词》对汉语中表示承诺的几个言语施为动词的从历时发展的角度对其语义功能、力度等级等进行了探讨和研究；肖珊（2010）《现代汉语祈使类言语行为动词语义结构与同义词群建构——基于“词群—词位变体”和“词汇范畴化”的个案研究》对现代汉语中祈使类言语行为动词为个案进行研究，探讨动词语义网系统的建构。

3．对某一类语域中的言语行为进行深入探讨研究。如：李军（2003）《使役性言语行为分析》，徐翁宇（2006）《言语行为与对话语句》，向娟（2007）《承诺类言语行为中的语义韵和被承诺者角色》，金城（2009）《评价语句的言语行为分析》，董秀芳（2010）《汉语中表示承诺的言语施为动词》，这些文章就汉语中的请求行为、道歉行为、拒绝行为、承诺行为、禁止行为等等作出了多角度的深入研究。

4．对汉外言语行为进行对比研究。如：张绍杰、王晓彤（1997）《“请求”言语行为的对比研究》，王爱华（2001）《英汉拒绝言语行为表达模式调查》，曲卫国、陈流芳（2001）《也谈“please”，也谈“请”》，黄永红（2001）《对言语行为“道歉”的跨文化研究》，等等。

5．言语行为理论与其他理论的交叉、多角度或综合研究。如：陈海庆、张绍杰（2004）《语篇连贯：言语行为理论视角》，幺孝颖、高志怀（2008）《对间接言语行为的认知阐释》，陈香兰（2009）《间接言语行为的转喻多域操作》等。

总之，从20世纪50年代到现在，言语行为研究从哲学范畴进入到更广泛的范畴，而在语言学范畴中，言语行为研究正朝着更为多元化、多角度的方向发展。

二、国内外对于指令言语行为的研究

在指令言语行为的研究上，言语行为理论创始人奥斯汀对言语行为研究的着眼点在施为动词上，这些施为动词当然包含了具有指令义的ask、request等，但由于他的学术角度，对指令言语行为的研究并未深入进行，奥斯汀的学生塞尔则对指令言语行为从不同视角和深度进行了研究。首先，塞尔确立了言语行为重新分类的标准，把指令言语行为和其他言语行为用较为合理的原则区分开来；其次，他为指令言语行为寻找到了规定性要素，即四个最主要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他以指令言语行为为例来研究直接言语行为和间接言语行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指令行为的研究。之后不断地有学者对指令言语行为进行研究，如Allan（1986）、Vanderveken（1998）、Alston（2000）等。赵微（2010）曾在《指令行为与汉语祈使句研究》一书中总结过Allan、Vanderveken和Alston这几位学者对指令行为的研究。其中，Allan和塞尔一样，将指令行为作为人际行为进行研究；而Vanderveken则把指令作为基本原发施为语力进行研究，并从此推导出请求、建议和推荐的途径；Alston（2000）则将指令和承诺都作为和义务有关的两种类型进行研究，并提出了分析指令言语行为概念的模型。

近些年来，国外指令言语行为的研究者从自身的文化和语言出发，以研究者自身的生活世界为基础，发表了多样化和多角度的论文，如：Ahmad atawneh, S.N. Sridhar（1993）Arabic-English Bilinguals and the Directive Speech Act
 ，对阿拉伯语和英语双语者的指令言语行为进行研究；Kristine L. Fitch and Robert E. Sanders（1994）Culture，Communication，aril Preferences for Directness in Expression of Directives Communication Theory，
 探讨了跨文化的情况下指令表达的情况；Shoji Takano（2005）Re-examining Linguistic Power：Strategic Uses of Directives by Professional Japanese Women in Positions of Authority and Leadership
 ，对担任领导职务的日本女性使用指令行为进行了研究；Christiane Dalton-Puffer（2005）Negotiating interpersonal Meanings in Naturalistic Classroom Discourse：Directives in Content-and-language-integrated Classroom
 ，从人际意义对自然课堂话语中的指令行为进行研究；Marianthi Georgalidou（2008）The Contextual Parameters of Linguistic Choice：Greek children's Preferences for the Formation of Directive Speech Next Term Act
 ，探讨了希腊儿童指令行为选择的形式和功能；Bernadette Vine（2009）Directives at work：Exploring the Contextual Complexity of Workplace Directives
 ，从语境的角度探讨工作场合中的指令言语行为；Rita Brdar-Szabó，Mario Brdar（2009）Indirect Directives in Recipes：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对烹饪食谱这一特殊的指令行为对象，以日耳曼语、斯拉夫语为主要数据进行探讨，并分析了匈牙利的言语行为情景模型的背景，讨论语内和语际的指令动机；Alexandra Craven（2010）Directives：Entitlement and Contingency in Action
 借鉴Curl and Drew's（2008）对权利和请求类型的应变分析，研究英国家庭就餐时间父母对孩子的指令行为，对自然状态下的指令言语行为进行了研究；Junko Saito（2011）Managing Confrontational Situations：Japanese Male Superiors' Interactional Styles in Directive Discourse in the Workplace
 探讨了日本工作场所中男上司的指令话语模式和话语风格；Hansun Zhang Waring, Eun Sung Park（2010）“Got a Quarter”：A Descriptive Study on Street Solicitation for Money
 对曼哈顿的街道50名来自50个不同地区的人来要钱的请求进行调查研究，分析它们在不同程度的直接因果关系，以及和礼貌的关系，对街头要钱与社会、文化、情境的关系进行了讨论。

而在汉语指令言语行为的研究中，国内外对于汉语指令行为的研究大致有两种路径：一个是从言语行为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另一个是从传统的祈使句的角度进行研究。

从言语行为角度的研究，近些年来有以下一些比较重要的成果：Song Mei Lee-Wong（1994）的Imperatives in Requests：Direct or Impolite Observation from Chinese
 ，对汉语指令的直接性和礼貌性的关系进行研究；Yanyin Zhang（1995）的Strategies in Chinese Requesting
 ，对汉语“请求”的策略进行研究；Indirectness in Chinese Requesting
 ，对中文请求的间接言语行为进行研究；张绍杰、王晓彤（1997）在《“请求”言语行为的对比研究》中依据实际问卷调查结果对汉语中请求行为的表现方式作了跨语言对比分析；李军（2001）《使役性言语行为分析》对使役性言语行为进行了研究；Malcolm Skewis（2003）Mitigated Directness in Honglou meng：Directive Speech Acts and Politeness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ese
 ，透过《红楼梦》对汉语18世纪指令言语行为和礼貌的关系进行研究；方志英（2007）《试析汉语建议言语行为——谈中国大学生建议言语行为的实施》以问卷调查的形式，探讨了建议言语行为的实现模式及实现策略，并分析了影响建议言语行为实现的社会情境因素；汪雯波（2007）《汉语直接请求言语行为研究》中就诊室中医生与病人这一特殊场景中的请求行为进行了自然观察；张晓婷（2008）《从请求言语行为微探DTC与MCQ效度》对汉语中语篇补全测试和多项选择问卷进行了效度研究；刘群、朱蕾（2009）《请求和拒绝—两种言语行为实现方式的跨文化研究》采用Blum-Kulka Elite Olshtain（1984）实验性研究方法对请求和拒绝进行跨文化研究；赵微（2010）《指令行为与汉语祈使句究》对指令行为和汉语祈使句进行了详细、深入的分析；肖珊（2010）《现代汉语祈使类言语行为动词语义结构与同义词群建构——基于“词群—词位变体”和“词汇范畴化”的个案研究》对汉语语义网中祈使类言语动词部分的建构进行“词群—词位”词群基元派生的探索。同时还有一些和汉语指令言语行为相关的研究，如：Xing Chen, Lei Ye, Yanyin Zhang（1995）《汉语中拒绝研究》，Jinwen, Steinberg Du（1995）的《中文面子威胁、研究：抱怨、告诉坏消息和反对的研究》（刘绍忠，廖凤荣：2006），等等。

在以上这些论文和著作中，李军、赵微是对指令言语行为进行整体研究的，其余大部分是对指令言语行为的下位类别进行研究的，如Yanyin Zhang、张绍杰、王晓彤等对汉语请求行为的研究，方志英对汉语建议言语行为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大部分采用的是问卷调查和自然观察方法。李军（2001）《使役性言语行为分析》指出使役性言语行为的实质，分析使役效果的构成要素与表现形态，总结了使役取效的调控内容；《使役方式选择与社会情景制约关系分析》则以统计手段来总结汉文化中使役方式的运用与情景制约的关系。赵微（2010）《指令行为与汉语祈使句究》中对汉语直接指令和间接指令的实施手段作了比较细致的研究。在直接指令的实施手段中，主要考察了施为动词和祈使句；在间接指令的实施手段的研究中，则从陈述或者询问接收者实施某个行为能力或必要性的句子等五个类别来进行研究。她的这部分研究主要还是基于奥斯汀的施为动词和显性施为句的语法特点以及塞尔的六类间接言语行为分类的基础，根据汉语的情况进行了修订和增减，总体的框架并没有变化。但在作为指令行为最常用的句式——祈使句的研究中，对祈使句中的动词特征、动词性结构，形容词和形容词性结构、副词以及语气词和语气成分都做了较为详尽的描写，进一步推动了汉语指令行为语言形式和特点的研究。

在传统的汉语祈使句研究中，分为两大类别：第一类是对祈使句的定义、性质、归位进行整体考察；另外一类则是对祈使句内部的某一问题进行研究。对祈使句的关注始于《马氏文通》，虽然《马氏文通》并没有明确地提出“祈使句”的定义，但已经关注到了这一语言表达形式。明确提及“祈使句”这一术语的是黎锦熙（1924）《新著国文语法》，他将句子按照语气分为五类，祈使句就是其中一类。而吕叔湘（1942）《中国文法要略》中则确定了“祈使句”的定义、类别以及祈使句中会出现的语气词。王力（1944）《中国现代语法》、朱德熙（1982）《语法讲义》中都用一定的篇幅对祈使句进行过阐述。20世纪80年代之后，对祈使句的研究有：刘月华（1985）对北京话中的祈使句的考察，袁毓林（1993）从句法的角度对祈使句的研究，马清华（1995）从主语、语气词、语调、标点4个方面对汉语祈使句进行研究。在传统的研究中，一般分为两个主要的角度：一是语气的角度，以吕叔湘（1944）、胡明扬（1981）、常敬宇（1988）、贺阳（1992）、劲松（1992）、邢福义（1996）、商拓（1996、1997）和范晓（1998）等为代表；一是功能的角度，以朱德熙（1982）、石佩雯（1980）、刘月华（1985）、袁毓林（1993）、张谊生（1997）、方雾（1997）、李圃（2009）等为代表。

李圃（2009）《现代汉语功能祈使句研究》中以祈使功能为核心，将所有行使祈使功能的句子置于“功能祈使句”的大框架下，从功能角度界定了祈使句，拓宽了传统语言学对祈使句的定义，提出了“祈使元素”的概念，分类考察了祈使句的形式、语义及语用特点，探讨了祈使句的具体使用策略及使用原则，不失为一种全新的研究思路。

而对祈使句内部的某一问题进行研究，有以下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和文章：

彭可君（1990）《副词“别”在祈使句里的用法》注意到了“别”对动词和形容词的选择性。

沈阳（1994）《祈使句主语省略的不同类型》对祈使句的主语在何种情况可以省略，何种情况不能省略作了详细探讨。

张谊生（1997）《“把＋N＋Vv”祈使句的成句因素》讨论了一个特殊祈使句的成句因素。

张美兰（2003）《＜祖堂集＞祈使句及其指令行为的语力级差》以《祖堂集》为例，讨论了指令行为语力级差的问题。

李宇明（1996）《论词语重叠的意义》，陈立民（2005）《论动词重叠的语法意义》，都对祈使句中词语重叠进行了探讨。

傅惠钧、陈艳丽（2007）《略论隐性否定祈使句》从句法形式、语义构成和语用特点对汉语隐性否定祈使句进行研究。

宛新政（2008）《“（N）不V”祈使句的柔劝功能》指出作为汉语否定祈使句的一个小类，“（N）不V”祈使句具有特殊的“柔劝”功能。

张小峰（2009）《关联理论视角下语气词“吧”在祈使句中的话语功能探析》认为祈使句中的“吧”字出现与否，既与说话者的身份地位有关，更与说话者的交际意图密切相关。

张则顺（2011）《现代汉语祈使句主语隐现研究》认为“祈使句主语隐现归根到底是经济性原则和明确性原则共同作用的结果”。

高增霞（2011）《“吧”字祈使句的使用条件》认为“吧”字祈使句常用来告辞，结束谈话；或者在文章中用来结尾，作结束语。

值得一提的是，张斌主编（2010）《现代汉语描写语法》一书中有两个部分对祈使句作了比较详尽的描写，分别是：“句类—祈使句”和“语气范畴——祈使语气对汉语句法的制约作用”。这两个部分可以说是集中了对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关于祈使句的最核心、最关键和最精华的理论成果的概论。

总之，在汉语指令言语行为的研究上，最近十几年的研究展现了百花齐放的状态，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问题一：大部分的指令言语行为的研究都是基于塞尔等国外学者的理论框架，在这些框架中，替换掉英语中某些特有的特点，再总结一些汉语的特点，包括分类甚至类别区别特征的阐述。大部分研究的模式是：介绍言语行为理论，或者再添加几个别的相关理论，然后列举出汉语的某些文化和语言使用特点，最后得出汉语某种言语行为的使用策略。首先，用以指导我们研究的理论是否完全正确？是否足以指导我们进行研究？也就是说，已有的理论存在不存在缺陷和漏洞，有没有需要订正的地方？或者说，有没有更加优化的理论来指导汉语指令行为的研究？如何完善和优化指令行为研究的理论是一个很少有人做但需要做的理论研究。其次，对于“什么是指令言语行为”、“直接指令行为和间接指令行为在汉语中的界定是什么”、“指令言语行为有哪些下位类别”、“区分这些下位类别的依据是什么”、“直接指令和间接指令在指令度上的关系是什么”、“威胁和指令的关系是什么”这些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在汉语指令言语行为中并没有人探讨或者被很多研究者忽视。举例来说，有些人的文章中将威胁作为指令的下位类，有些人则认为不是；有些人的文章中将“你现在应该去睡觉”作为直接言语行为，有些文章中将其划分为间接言语行为。这些定义和划分都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并没有给出划分的标准和理由，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缺乏理论逻辑的支持。

问题二：塞尔（1979）曾经提到过无论是哪种言语行为都会最终通过语言这种物质形式表达出来，而由于文化和思维的不同，由于每种语言表达方式的差异，每种言语行为折射在不同语言的形式上会有差异。西方学者相信通过研究本族语能总结出适用于所有文化的根本规律。然而，文化的差异给这个普遍适用性带来了问题。例如，在英语文化中，“建议”这一言语行为往往会被视为一种威胁面子的行为，“建议”给予者因此会出于礼貌的考虑运用不同的策略来减少可能的威胁因素。但Bayraktaroglu发现“建议”在土耳其文化里远没有西方学者所谓的威胁性，相反地，土耳其文化把“建议”视为团结的象征，促使团体一起解决某个问题（杨芳：2010）。在语言形式上，英语有时态、单复数、词形等特点，而汉语也有自身的语序、句式等特殊性，在文化思维上，汉语更是有其独特性。因此要想研究汉语言语行为，首先应该基于汉语这种语言的形式，透过这些大量的语言形式，结合对应的理论来探讨汉语使用者为何会采用某种言语行为，影响他们采用这些言语行为的因素有哪些，进而提炼出汉语使用者在使用此言语行为时候的策略和原则等等，这才是正确的研究汉语言语行为的方法。

问题三：如果说指令言语行为可以分为直接表达意图的部分和不直接表达意图的部分，作为对意图提供支持的部分，话语标记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那么什么样的话语标记可以进入到指令言语行为中，在进入指令言语行为之后，这些话语标记又体现出哪些功能？对指令言语行为的实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都是本文所关注的问题。

总之，在国内汉语指令言语行为研究中，缺乏在具有逻辑性展开的理论框架基础上的汉语指令言语行为的研究，如何构建一个合理的框架并在这个框架下进行汉语指令言语行为分析，是本研究重点所在。

三、国内外对话语标记的研究

话语标记通常被认为是用来标记某一话语与前面话语之间存在某种关系的词和短语，如英语中but、therefore、in conclusion、to the contrary、still、however、anyway、well、besides、actually、after all，汉语中“不是我说你”、“你看”、“你说”、“这个”、“那个”、“你知道”，等等。由于研究的出发点或侧重点不同，也有人将它们称作话语联系语、话语小品词、语用标记语、话语标记语、话语操作语、语用小品词等。人们普遍认为，这些词的共同点是具有共同的意义，即非真值条件义，它们的作用是通过各种方式来标明它们所在的话语是如何与前面的话语互相照应、彼此延续的。话语标记是话语分析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许多语言学家对此都作过专门的研究。

在国外话语标记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Randolph Quirk在《随意的交谈——日常口语的一些特征》讲座中提出了这一语言现象，当时所用的名称为“修饰语”。话语标记研究的真正发展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语用学杂志》（Journal of Pragmatics
 ）在1986年、1990年、1998年三次出版了话语标记专题特辑：1986年《语用学杂志》首次以特辑形式介绍了各国语言中话语标记的研究概况，当时给话语标记命名的术语是“小品词”（particle）；1990年该杂志正式出版了以“话语标记”为专题的特辑；1998年该杂志又推出了题为“话语标记和连贯关系”（Discourse Markers and Coherence Relations）的特辑（刘丽艳：2005）。西方语言学界对话语标记所做的研究大都从以下三个角度进行：句法角度，语义角度和认知角度。这三种角度的代表人物分别有弗雷泽（Fraser）、希芙琳（Schiffrin）、雷德克（Redeker）和布莱克莫尔（Blakemore）。希芙琳以“话语标记”（Discourse Markers）为题目做了关于话语标记的研究，她将话语看做是社会互动的过程，从话语连贯的角度出发来讨论话语标记的功能。Schiffrin认为话语标记在特定的话语语境中提供参与者的坐标和话语坐标，以此将局部语境标示出来。其功能为生成和理解语句提示语境坐标，而且它通常建立几个语境坐标，作为语境坐标的话语标记有助于增强连贯。

国内对话语标记的关注在近几年来呈发展的趋势，对话语标记进行研究的博士论文主要有6篇，分别为：冉永平（2000）《会话中话语标志：语用研究》（The Pragmatics of Discourse Markers in Conversation
 ）、侯国金（2004）《语用标记等效原则》、韩戈玲（2005）《语用标记语：双边最佳交际》、刘丽艳（2005）《口语交际中的话语标记》、李秀明（2006）《汉语元话语标记研究》、于海飞（2006）《话轮转换中的话语标记研究》。其中，冉永平《会话中话语标志：语用研究》从认知的角度出发，基于关联理论对话语标记进行研究，他关注到话语标记的产生，关注到在话语理解的相关因素中，话语标记在认知获得上或者语境效果上的作用，着重对话语标记语作为引导和路标的语用功能进行研究。刘丽艳《口语交际中的话语标记》在梳理国内外话语标记研究概况的基础上，从中外学生在不同阶段运用第二语言进行口语交际的情况出发，对第二语言话语标记的习得过程和使用情况中话语标记的误用原因进行了分析，对汉语口语中几个典型的话语标记的使用模式、功能以及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了考察和分析。于海飞的《话轮转换中的话语标记研究》，是以话轮转换中的话语标记作为研究对象，以萨克斯（Sacks）、谢格洛夫（Schegloff）、杰斐逊（Jefferson）的会话模式为理论基础，从位置、条件、功能、频率等不同角度探讨了话语标记在话轮获得、话轮保持、话轮放弃中的应用。李秀明的《汉语元话语标记研究》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言语行为的基本概念和理论，讨论了元话语标记在汉语语篇中的形式特征、功能分类以及在各类语体文本中的使用情况，对元话语标记范畴的构成、功能以及表现形式作了较为系统的说明和分析。

在论文方面，主要的论文有何自然、冉永平（1999）《话语联系语的语用制约性》，方梅（2000）《自然口语中弱化连词的话语标记功能》，黄大网（2001）《话语标记研究综述》，冉永平（2002）《话语标记语you know的语用增量辨析》，李佐文（2003）《话语联系语对连贯关系的标示》，冯光武（2004）《汉语语用标记语的语义、语用分析》，霍永寿（2005）《从言语行为的实施看话语标记语的语用功能》，刘丽艳（2006）《话语标记“你知道”》，董秀芳（2007）《汉语书面语中的话语标记“只见”》，陈铭浩、张玥（2008）《话语标记语在法庭会话信息修正中的作用研究》，郭风岚（2009）《北京话话语标记“这个”、“那个”的社会语言学分析》，曹秀玲（2010）《从主谓结构到话语标记——“我／你V”的语法化及相关问题》。这些学者都从各自的角度出发进行了话语标记的研究。

国内对话语标记的研究倾向于以下几个方面：一、对话语标记功能的分类或描写；二、对话语标记语法化过程的描写。但对于话语标记和具体言语行为结合的研究几乎没有。本文认为话语标记应该是言语行为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我们将会对汉语指令言语行为中的话语标记的分布、功能进行描写和研究。


 第二节　本研究的前提和假设

一、言语行为：交际过程的最小单位

传统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从语言系统本身着手，关注的是封闭的语言系统，他们研究的角度是静态的，研究的系统是相对稳定的。他们从语言内部对语言事实进行描写研究，并不关注语言的运用：包括语言使用者、语言的使用环境等等的因素，因此他们认为，句子是语言最小的交际单位。

我们先来看下面几个例子。

A　（1）我希望你参加我的婚礼

（2）我命令你到815高地。

B　（3）我爸爸是司机。

（4）我爸爸是市长。

以上的两组句子，从孤立的句子来看，其语法结构完全一致，从句法的角度这两个句子没有区别，没有继续研究下去的必要；但是在实际的语言运用中，（1）与（2），（3）与（4）却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作用。首先，从意图来看，例（1）和例（2）都表达了说话者的意愿。例（1）是表达说话者请求的意愿，发出的是邀请的行为；例（2）表达的是说话者要听话者必须实施其需求的意愿，发出的是命令的行为。其次，从说话者和听话者两者之间的关系来看，例（1）中的说话者以平等的关系和听话者说话，例（2）中说话者和听话者的关系一定是不平等的，是上下级的关系，是服从和被服从的关系。再次，从说话者的语气来看，同样是表达意愿的语气，但例（2）的语气远远强于例（1）。

再来看例（3）和例（4）这两个例子。“我的爸爸是司机”和“我的爸爸是市长”，这两个句子由说话者说出或者在听话者听来，其语言效果是非常不同的，如果我们对句子进行补充说明，可以得到很多种不同情况。举例来看：

（3a）我爸爸是司机，打交道的人不少。

（4b）我爸爸是市长，打交道的人不少。

我们给两个句子补充了语义相同两个部分，同样是认识的人很多，但两句话传达出的信息完全不同。司机认识的人很多，听话者不会有多于字面意思的想法；但市长认识的人很多，听话者想到的会是他的社会关系网很广，办事能力很强。同样格式的两个句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同说话者、听话者的社会地位和角色关系有很大的联系。

实际运用中的语言并不是静止的，绝对稳定的，而是动态的，跟随情景语境和说话人的意图有所变换的，同样的结构甚至同样的句子在不同的意图和情景下也可以表达出完全不同的意愿，达到完全不同的效果。俄罗斯语言学家阿普列相曾说过：“语言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人为中心的。”因此，“现代语言学探索的一个中心问题是人如何使用语言，同时也在探索语言单位中如何体现人本身”（汪吉：2006）。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提出：语言不只是用来陈述事实，人们用语言来达到多种多样的目的（徐友渔：1994）。其基本出发点是：“人类语言交际的基本单位不应是词、句子或其他语言形式，而应是人们用词或句子所完成的行为。说话人只要说出了有意义、可被听话人理解的话，就可以说他实施了某个行为，这个行为叫做言语行为。任何一种语言里话语的数量从理论上讲都是无穷的，但人们运用这无穷的话语所能达到的交际目的的种类则是有限的。言语行为的本质就是交际者借助话语传达交际目的或意图。不论我们是在向他人提出请求或者是在向他人道歉，只要所说的话语传达了一定的交际意图，完成了一定的功能，我们就是在实施言语行为。”（高蕊：2008）因此，“语言不仅是一套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而且更应该被看作是一种行为方式。语言的功能就在于它形成了能够实现一定意图、达到一定效应并且使用一定手段的行为。言语行为就是在一定的语境条件下用构造语句的手段来实现某种意图的活动方式”（汪吉：2009）。

塞尔认为所有的语言交流都包含着言语行为，语言交际的最小单位不是语词、语句，而是被完成了的某种言语行为：“语言交流的单位，并不是通常认为的那样是指号、语词或语句，甚至也不是指号、语词或语句的标记，而是在言语行为的完成中构造出这些指号、语词或语句，把某些标记看作一个信息，就是把它看做一个构造出来的或说出来的标记。言语行为就是在一定条件下构造出或说出一个语句标记，言语行为就是语言交流的基本的或最小的单位。”（塞尔：1969）因此，我们可以把语言交际过程看做是由一个接一个的言语行为构成的。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重点将是以人对语言的使用为基础，以言语行为为最小单位，对使用中的即交际中的语言进行研究。

二、意图：言语行为的核心概念

人类用语言来进行交际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或者说，为了实现自己的需求。从最初的船工号子式的“哼唷哼唷”到现在的内部系统完善的语言体系，从儿童发育之初的“依依牙牙”到成年人熟练地使用母语甚至是第二语言，每个人使用语言都是为了表达自己的需求，或者回应别人的需求，每一个言语行为的发出，都一定会传递着说话者的交际意图。塞尔认为，使用语言就像人类许多其他社会活动一样是一种受规则制约的有意图的行为。在整个言语行为过程中，“话语与事件发生关系，使话语具有意向性并且对受话人产生影响。整个话语指向言语行为的交际目的”。

意图是言语行为的核心概念，它既是言语行为的出发点，也是言语行为的回归处。每一个言语行为在发出时，必定都伴随着或强或弱的交际意图，比如请求行为，是为了得到别人的帮助或者让别人做出符合自己意愿的事情而发出的；再比如道歉行为，是为了得到听话者的谅解而发出的；即便是日常生活中的随便聊天，也是伴随着或沟通感情或缓和气氛等交际意图。如何衡量一个言语行为是否成功，意图是否实现是最重要的标准。

正如沈家煊所提到的，“说话的最初刺激是说话人的说话意图，而这种意图很难直接控制”（沈家煊：1988）。这个意图“很难直接控制”是因为在交际中它会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影响：首先，是语言本身的原因，即说话者表达意图所采用的语言形式是什么样的。我们说，语言是人类交际的最重要的工具，但是语言往往不能完全表达人的思维或者意图，这是众所周知的语言的局限性。我们在此略过不谈。第二，是语言形式的选择的问题，也就是说话者的原因，即说话者如何选择一定的话语来表达他的意图。问题的关键在于说话者在传达他的交际意图的时候是否使用了最合适的话语，他所使用的语言形式是否能最大限度地体现他的交际意图。第三，是意图接收的问题。这和听话者的理解能力有关，同时也和听话者和说话者共同的知识背景和社会背景有关，也就是和语境有关。听话者在接收到说话者发出的信息的时候，有这样三种结果：第一种结果是听话者明白了说话者的意图，也按照说话者的意图去行事；第二种结果是没有听懂说话者所表达的意图，这个原因可能出在听话者自身的理解能力有问题，也可能出在说话者没有表达明白；第三种结果是听话者听懂了说话者的意图，但却装做没有听懂，或者为了自己的潜在利益不受影响而故意使事情不按照说话者希冀的方向发展。

我们认为只有说话者的意图被听话者完全理解和接受，并且听话者作出了同说话者意图一致的反应的时候，这个言语行为才算是成功的；如果听话者没有理解说话者的意图，或者理解了说话者的意图却由于自己的利益问题而不按照说话者意图做事，那么我们就说这个言语行为对于说话者来说是失败的。因此我们说：意图的实现与否是衡量言语行为成功与否的最重要的标准。


交际意图会随着言语交际过程的推进而不断衍生，不断补充，不断修订，而不是一成不变，从一而终的。但是进行交际之前一定会有一个最初的交际意图，即，说话者为什么要说话，其说话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也就是促使说话者开始交际的最根本的动因。我们可以将这个意图叫做“原始交际意图”。上面提到的作为衡量言语行为成功与否标准的交际意图，就是这个“原始交际意图”或者说“根本交际意图”。“根本交际意图”可能会随着言语交际过程的推进路线有所更改，量有所增减，强弱有所变化。这可能和意图实现的难度有关，也可能和交际过程中出现的特殊情况有关。但是，“根本交际意图”奠定了本次言语交际的基调，是该次言语交际的动力和出发点。因此，整个“基本交际意图”完全改变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可以将它的实现与否作为衡量本次言语行为成功与否的标准。一旦有了新的交际意图，或者原来的交际意图变成另外的交际意图，那么说话者将要实现的是下一个言语行为了。

关于交际的意图，无论是格莱斯（Grace）还是塞尔、斯特劳森（Strawson）、希芙琳都只注意到了对意图的分类，并没有重点关注过意图的实现问题，下面我们将从交际意图实现这一角度来探讨一个言语行为是一个怎样的过程。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子：

A：小王，这次十一你不用值班吧？

B：这次不值，哪能次次让我值啊。

A：那你女朋友到时候来上海吗？

B：不来。

A：那你也不去北京？

B：不去，我们分手了，我十一就在家待着。

A：你小子分手了啊，我还不知道呢！哦，对了，我十一想和我女朋友一起去看她的父母。

B：哦。

A：可我十一还得值班呢，你说烦人不烦人。

B：可不是吗？那你打算怎么弄呢？

A：这不就是问你呢吗？如果你十一没事儿的话，能不能替哥们值个班？我回来好好谢你，请你吃大餐，或者给你介绍一女朋友。

B：好吧好吧，那可得给我介绍个好的啊。

A：那还用说！包我身上了。

对话中A的交际意图是：让朋友小王十一长假的时候替他值班，这是和小王进行这次谈话的“原始交际意图”或者说“根本交际意图”。这个言语行为本来应该是一个请求言语行为。但是小王没有直接采用请求的言语行为方式来表达他这一交际意图，而是先问了小王几个问题（提问言语行为）：十一加班不加班？女朋友来不来上海？他会不会去北京？然后又对自己十一的打算做出了陈述（阐述言语行为），最后对小王提出了请求（请求言语行为），同时对这一请求还做出了补偿的感谢的承诺（承诺言语行为）。从根本意图来讲，小王要实施的是一个请求行为。然而他是采取了分步的方法来实现其此次“根本交际意图”，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次的请求行为包含了：提问言语行为、阐述言语行为、请求言语行为和承诺言语行为四个部分。而在这四个部分中，每一个部分也包含一个小的意图在里面，提问言语行为中的意图是：了解小王十一有没有空；阐述言语行为的意图是：希望小王了解自己的困难处境；请求言语行为的意图是：希望小王可以帮自己的忙；承诺言语行为的意图是：为了进一步实现请求和对小王做出帮忙表示感谢而做出的补偿行为。

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

（新领导上任）

领导：现在开始开会。

领导：首先和大家说的是今年的8月我们将会组织大家去九寨沟旅游……

群众：哇！太好了……

领导：下面要说说我们这个新的领导班子上任之后一些需要改动的规章制度……

群众：（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在这段领导和群众的对话中，领导的两次发话，分别属于承诺行为和阐述行为。从直接意义上来看，分别传递了承诺“8月去旅游”和陈述“新的规章制度”两个不同的信息，但是从领导刚刚上任的角度来看，他的两个言语行为的根本意图是通过做一些事情来树立自己作为新领导人的地位和权威性。因此我们可以将传达的“8月去旅游”和“新的规章制度”这两个信息的意图叫做显性意图或者表面意图，是别人直接能够领悟到的；而深层次的不便于直接表达和直接说出来的树立权威性的意图，是隐形意图或者深层意图。显性意图或表面意图是说话者希望听话者了解和掌握的，而隐形意图或深层意图则不一定是说话者希望听话者明白的，显性意图（表面意图）和隐性意图（深层意图）并不是完全一致，有时候甚至背道而驰；同时，说话者希望通过显性意图的表达来实现隐形意图这一最终目的，这些都在前人研究中达成了共识；但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并不是所有的说话者都希望听话者理解到他们的隐性意图（深层意图），有时候甚至是完全不希望听话者明白其隐形意图。一个最典型或者最极端的例子就是骗子的言语行为。他的显性意图和隐性意图是完全分离的，表面意图和深层意图完全背道而驰。因此说话者在实现自己意图的时候，有些时候说话者需要的是听话者的思维能按照他的显性的言语行为所表达的方向行进，这样才最有利于实现说话者的最深层的根本意图。

因此，为了实现交际意图，说话者可能采取直接表达的方式，也可能采取含蓄体现的手段，或者是一次到位，也可能是分步实现，不管是采用何种手段来实现其交际意图，这些都是方式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以实现他的根本交际意图为原则。言语行为交际必定要伴随着交际意图而展开，伴随着交际意图的实现或者失败而终结。至于为什么说话者要采取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交际意图呢，我们这里暂时略过不谈，后面的章节中会详细谈到这个问题。

与此同时，说话者为了达到自己的意图也会积极揣摩，通过听话者的言语行为反馈出来的听话者的意图，对自己下一步的行动做出调整，调整的方式或者换用别的言语行为模式或者出于对客观情况的把握对自己的交际意图进行微调。我们从交际意图实现这一角度出发，对整个言语行为交际做出一个言语行为活动模型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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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意图与意图的实现

在这个模型图中有必要说明的两个概念为“动机意图”和“信息意图”。关联理论认为，在交际过程中，交际者通过明示刺激表达自己的意图，刺激接受者依据所收到的刺激，结合当时的语境假设，寻找出最佳关联的解读。其中的意图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信息意图，即意在展示、说明某些内容，是使听话人明白或更加明白一组假设，是让受话人产生相应行为的意图；动机意图，就是使交际双方互明说话人具有此信息意图。（李军华：2007）

三、对话在：言语行为最基本的形态

“对话”是言语行为最基本的形态，在言语行为中处处都会体现出“对话性”。从发话者最初发出第一次的言语行为开始，他的每一次的发话，都不是为了自说自话，在言语行为行进的过程中，发话者都是有心理预期的，都是以听话者为目标而发出言语行为的，“言语主体期待的不是消极的理解，也不是把他的思想简单地复现与他人头脑中，而是要求回答、赞同、共鸣、反对、实行等等”（巴赫金：1998）。只有对方有回应，发话者的言语行为才没有白白浪费，才是有作用的。“一句生动的会话是直截了当地设置在未来的答话上面的：它诱发回答、预期回答、并建立在迎接它的方位上。”（巴赫金：1975）只有在有回应的对话中，意图的实现者（即发话者）和听话者（即反馈者）才能在这个过程中一来一往，或是一唱一和，或是一进一退，一攻一守，只有这样才能推动整个思维意识交流、碰撞、冲突和融合。这样的过程，在言语行为上的显性表现就是请求、同意，询问、应答，道歉、接受，命令、反驳等等各种各样的言语行为的模式。从言语行为的形式到内在，处处都体现出了“预期性”和“要求回应性”，换言之就是“对话性”，因此对话性是言语行为的内在特点。

那么对话性在言语行为过程中表现为哪些特点？

首先，对话是“我”与“他者”的对话性的对立

 。对话性对言语行为构成影响的因素之一为言说者——“我”与“他者”：“生活中一切全是对话，也就是对话性的对立”（巴赫金：1998）。因此，对于研究言语行为的学者来说，首先要关注的是在这个言语行为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进行对话和交流的有哪些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其中包括两者的身份，甚至包括其年龄、性别、职业、文化素养、性格特征、思想方式等因素。也就是说，交流的两个人的起始关系是什么样的？这个起始关系对两者的言语行为过程有什么样的影响？有哪些积极的影响？有哪些消极的影响？同时，这个“他者”是不是只包含直接交流的“受话者”？如果发话者和受话者进行交流的时候有第三方在场，那么第三方属于“他者”吗？如果属于，那么这个“他者”对发话者的言语行为是否有影响？会有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二，对话具有敞开性，敞开体现为对他话语的理解和对他话语权的尊重
 。
 言语行为是个具有敞开性的话语行为。对话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在对话关系中，“我”和“他者”都对未来的对话走向有自己的预设和期待，但正因为存在“我”和“他者”的区别乃至于对立（这个区别包括身份的区别，也包括说话时的情景语境中的具体地位的区别，还包括意图、目的的区别，话语态度的区别等等），因此需要对话双方在这个具有敞开性的对话中通过言语行为来构建对话体系。在这个对话体系中，首先是对我话语的表述和他话语的倾听，如果期待的回应只有共识没有歧见，对话就失去了它本应该具有的意义。“敞开体现为对他话语的理解和对他话语权的尊重
 。”
 “生活中存在两个价值中心，即自我的中心和他人的中心，一切具体的生活要素都围绕这两个中心配置和分布。”（巴赫金1998）在言语行为中，“我”的意图和“他者”的意图构成了两个博弈的中心，话语的要素就会围绕着这两个中心进行配置和分布，对话双方都想让话语的方向朝着有利于自己意图的方向行进，如何让话语的方向尽量沿着或者是靠近自己意图的方向行进呢？怎么说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关注点。说话双方只有通过选择最适合表达自己要求和想法同时最容易让对方接受和赞同的言语方式才达到能控制话语行进的方向这一目的。

第三，
话语场是“对话”发生的场所，也是言语行为形成和意图实现的过程
 。
 意图是人们发出言语行为的原动力，而语境是意图实现的环境，是意图现实化的场所，巴赫金把这个场所叫做“话语场”。在笔者看来，“话语场”包含“我”和“他者”（在对话关系中是“发话者”和“受话者”）的关系如何，以及“我”和“他者”的话语态度是什么，“我”和“他者”在什么情况下进行对话，“我”和“他者”如何进行对话，“我”的意图是什么以及“他者”对“我”的意图有何种反馈和回应，“我”的原本意图在和“他者”互动的过程中有何变化，这个原本意图最终是实现了还是部分实现或是完全没有实现等等，这些都是构成话语场的要素。“话语场”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是流动的、变幻的，是可测却又不可测的。引起话语场流转变幻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对话双方的地位、对话初始的意图、对方的理解力和知识背景、言语行为模式的选择、对话双方话语态度的变化、外界的影响（如话语场中有第三方的在场会对话语场造成影响）、双方对彼此意图的猜测的变化对话语场的影响等等。

最后，
话语场具有意图指向性
 。
 意图赋予言语行为最直接最具体的行为动力，是言语行为之本，整个话语场的流转都是围绕着意图而展开。首先发话者基于意图发起整个对话，通过各种言语行为来试图实现其原始意图，而受话者则要在猜测发话者意图和权衡自己的能力、对自己的损害度评估的基础上对发话者进行回应。无论话语发展的走向如何，最后还是会回到意图这一起点上来，发话者会围绕着意图做出种种的劝解、说服和努力，而听话者则围绕意图做种种的假设、推理、权衡和反馈，整个话语场从根本上来说是指向意图的，具有意图指向性。

综上所述，对话是言语行为最基本的形态，对话性是言语行为的内在特点。在具有对话性的最典型的言语行为中，发话者和听话者以及其自身特点、意图、背景以及双方采取的言语行为一起构成了一个强大的话语场，这个话语场是开放的、动态的、富有弹性的，并且是指向意图的。随着这个话语场的流动变化，交际双方推测、评估、发话、交流，完成整个交际的过程。

四、求取（索取）和给予：言语行为中最基本的需求

系统功能学派的韩礼德（Halliday）认为语言是一种行为模式，是人类生活的一种方式，是一种行为手段。“语言交际是人的活动，而人是社会的成员，是社会人，因而语言交际是一种社会行为，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行为。通过语言系统进行复杂而有效的交际，从而达到各种目的，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重要特征之一。”（戴卫平，张学忠：2006）

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尽管语言的言语角色多种多样，但他最基本的任务只有两个：给予（giving）和求取（demanding）。讲话者或给予听话者某种东西，或者向他求取（索取）某种东西……‘给予’同时意味着‘接受请求’，‘求取（索取）’同时意味着‘请求给予’”（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李战子：2005）。也就是说，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可以分为给予和求取（索取），那么发出言语行为的意图也可以简化为给予意图和求取（索取）意图，在人类交往的过程中，都存在着或是通过言语行为来要求别人给予物品、服务和信息的意图，或是提供物品、服务或者信息给对方的意图。

求取（索取）这一功能在人类言语行为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幼儿首先学会掌握的是用语言来满足其物质需要，获取物品和服务的功能。他们常常采用的方式是命令的方式，如：“宝宝吃这个”、“宝宝不要这个”、“给宝宝”。不仅在幼儿的世界，在整个人类的言语行为活动中，最为重要的，或者说占大多数比例的言语活动也是求取（索取）性质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命令和提问都是语言表现出来的功能或者说是语言的表现模式，从言语行为的类型来说，具有这两个功能的言语行为都属于索取型言语行为。因此指令型言语行为是实现求取（索取）意图的最重要的言语行为。任何言语行为都有语力的级差，指令的言语行为也不例外，比如指令的言语行为就包括着命令、要求、请求、祈求等等从强到弱的一系列的具有不同程度的语力的行为，采用何种言语行为来实现自己求取（索取）的意图，这与实际的语言环境有关，和当时的话语场有关，与言语行为的使用者有更加密切的关系。对此我们会在第二章进行详细的解析。


 第三节　全文思路和布局

一、全文思路和布局

指令言语行为是言语行为中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类。对一个学术命题进行研究，首先需要一个正确的研究方法。那么指令行为的研究应该在什么样的框架下进行？现有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有无缺陷？如果现有的理论框架不足以支持指令言语行为的研究，我们该如何建立一个比较合理的框架？如何在一个合理的框架下对汉语指令言语行为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这是选题之初所考虑的三个问题。

因此本文的总体思路是：在一个合理的理论框架基础上对汉语指令言语行为进行研究。

我们首先从指令的本质出发，找出指令言语行为在整个言语行为中的坐标，即指令言语行为之所以成为指令行为的本质特点。然后在明晰指令言语行为坐标的基础上，对制约指令发出的若干因素进行探讨，得出在所有的因素之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话语权”。本文将“话语权”看作是一个可以调节的机制，它不是一个固有的指令方式选择的模具，而是指令发出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图对其进行调节的刻度尺，如果我们将对“话语权”的处置进行一个策略式的刻度值的假设（最高值1，中间值0和最低值－1），具有话语权和不具有话语权的人都可以通过刻度的选择来实施其指令行为：当具有话语权的人将这个指数调到最高值1的时候，发话者最大程度地运用了自己所拥有的话语权，通过强调自己的话语权，采取具有高语力的指令方式来实施指令。当具有话语权的人将“运用话语权”指数调到0的时候，说明他在刻意淡化自己的话语权，通过模糊和悬置自己和听话者之间的话语权差异，采取具有中等语力的指令方式来实施指令。具有话语权的人将“运用话语权”策略值调到－1的时候，说明他在刻意人为地降低自己的话语权，通过降低自己的话语权，采取具有低语力的指令方式来实施指令。不具有话语权的人对“话语权”有意识的调节同上。话语权作为可调节的机制的视角为指令言语行为分类提供了新的依据。在这个视角下，我们可以将指令言语行为分为：“强调自身话语权的指令言语行为”，“模糊彼此话语权的指令言语行为”和“强调对方话语权的指令言语行为”三大类别。

由于话语权是可以根据说话者的意图进行刻度调节的，那么其内在要求（刻度值的高低）反应在指令言语行为上就出现了指令的度的问题。即人们在发出指令的时候，不仅仅是通过直接的方式例如运用汉语祈使句的模式，还会通过间接的方式来进行指令。而以往的研究通常会认为间接指令是比较弱的指令，而直接指令则是比较强的指令。对间接指令的研究也都是基于疑问和陈述作为次要施事行为的基础之上。本书则从分析威胁言语行为入手，指出威胁言语行为中的某一类可以作为间接指令出现，并且其指令力度最强，不但对以前何兆熊认为“威胁”属于指令行为，段开诚把“威胁”归入承诺行为这样的分歧从科学的角度进行了重新分析，而且颠覆了“间接指令是比较弱的指令，直接指令是较强的指令，间接指令的指令力度小于直接指令”的传统观念，同时扩大了指令言语行为研究的范围。至此，本文对指令言语行为研究的范围和对象扩大为：强指令——以条件威胁为次要施事行为的间接指令；一般指令——直接指令和规约性间接指令；弱指令——非规约性间接指令。

同时话语权具有可调节性的外在表现，体现在其对汉语语法表现形式的选择和话语标记选择的制约上。

人们在根据自己的意图调节指令刻度值，发出指令的时候，必定要负载于某种语言形式之上，那么在汉语中，指令这种言语行为的本质特点对汉语语法的选择具有什么样的制约作用？我们将指令分为主要的部分和次要的部分，即直接表达指令意图的部分和辅助表达意图的部分，我们首先对指令对直接表达指令的部分的制约作用进行了研究，包括对句式、主语、动词、语气词、语义各个方面的制约，同时对汉语指令言语行为的语法表现进行了专题式的研究。

对于作为“话语权调节”体制的辅助调节者和表现者——话语标记，本文也对其进行了基于功能上的分析和研究。对“哪些话语标记可以作为支持性的部分进入指令言语行为”作出了“话语标记与指令行为双向选择”的理论假设，接着以“说”类言语行为为例进行实证研究。根据话语标记在指令言语行为中功能，将进入指令言语行为的话语标记分为承担概念功能的话语标记、承担语篇功能的话语标记和承担人际功能的话语标记三大类别。作为主要功能，承担人际功能的话语标记又可以根据其不同的次功能分为四个小类：增强指令度的话语标记、缓和指令度的话语标记、明确指令内容的话语标记和引起对指令注意的话语标记。

总之，本文将所有的汉语指令行为以“可调节的话语权”的视角切入，对话语权进行刻度的划分——由“对话语权进行处置”得出了指令的类别；对“可调节的话语权”内在表现进行分析——将某一类威胁行为归入指令的范畴，同时把指令区分为强指令一般指令和弱指令；对“可调节的话语权”的外在表现进行分析——得出这一机制如何制约汉语语法表现，包括句式等的表现和话语标记的表现，从而建立了一个以“可调节的话语权”为核心思想的汉语指令言语行为研究的理论框架，并在这一框架下对汉语指令言语行为对语法表现种种制约进行研究。

本研究对于目前汉语指令言语行为理论体系不完整、研究思路不清晰、研究内容有所缺失、研究对象片面化等不足进行了弥补，从理论出发回归到现实语法问题的讨论，展现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汉语指令言语行为研究的理论体系。

本文由七章组成。

第一章是绪论，共分为三节。第一节对国内外研究的状况以及存在问题进行阐述。第二节对本文研究的前提和假设进行了阐述。本文一共有四个理论假设和前提：一、言语行为是交际过程中最小单位；二、意图是言语行为的最核心的概念；对话是言语行为的最基本的形态。三、对话表现为“我”和“他者”的对话性的对立，即在言语行为中要重视言语主体；同时对话具有敞开性，体现为对他话语的理解和对他话语权的尊重，即我们必须要重视话语权的体现，并且，对话发生在话语场，即我们需要重视言语行为发生的外部条件即场合、正式程度、事情的紧急程度等等；四、给予和索取是言语行为中最基本的需求。在第三节中，对全文的思路和布局作了介绍，并且对本文所解决的问题和创新之处作了阐述。

第二章是指令言语行为在言语行为中的坐标和指令言语行为的内涵研究。要研究指令言语行为，必然要知道指令言语行为在言语行为中的坐标和位置的问题，因此必然会涉及言语行为的分类问题。基于本文研究的第四个前提，我们将言语行为进行功能上的分类，指出了言语行为分类的新思路，提出了言语行为分类的技术性路线，同时在层层递进的过程中找到了指令言语行为在言语行为中的坐标和位置所在。在找寻指令言语行为在言语行为中的坐标的同时，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指令言语行为，指令言语行为之所以是指令而不是提问或者承诺，必定有其内在的规定要素。因此这一章在对前人进行指令言语行为的规定要素进行分析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意图”为核心，以“事态”、“主体关系”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指令言语行为的规定性要素。

第三章是指令言语行为的重新分类。传统的研究中，对指令言语行为的分类都是具有随意性的列举，各个类别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不清楚。指令的方式有许多种，有语力很强的“命令”，也有语力很弱的“请求”。而影响说话者选择什么样的指令方式的因素也有很多，本文总结了主体间的关系、事情的外部状态和心理三大要素。对于指令行为来说，主体间的关系即“话语权”是最为凸显的、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的研究仅限于关注主体之间客观存在的“话语权”，而没有注意到主体之间还存在对“话语权”处置的问题，即具有话语权的人并非是只用强语力的模式进行交流，言语行为的主体是会在根据各种因素的考量之后，决定如何“处置”它们之间存在的话语权的差别。这个时候，话语权变成了一个富有弹性的机制，说话者可以将其变得柔和、圆润、有弹性。虽然有权势的人拥有权势带来的话语权，但他不是永远运用其话语权来实现其交际意图，即用高语力的指令方式来实现其意图，他会根据实际情况对其如何运用话语权进行策略性的调整。也就是说，“运用权威”（权势）或者说对“话语权”的处置是一个可以调节的策略性的行为。如果我们可以对“话语权”的运用或者处置赋值的话，将“话语权”的运用分为－1度、0度和1度，那么具有话语权的人和不具有话语权的人是如何处置他们的“话语权”呢？他们对话语权的这种调节和处置对指令言语行为的类别研究有什么新的意义呢？这是本章研究的重点所在。

第四章是对指令言语行为指令度的研究。一直以来，研究者对于间接指令行为的研究，全部都是基于阐述类言语行为和提问类言语行为而展开的。本文从威胁和指令的关系入手，发现威胁言语行为有两类，一类是P→Th（S d a）即说话者做出要实施a1的承诺；一类是针对听话者未来的行为做出的威胁（或者条件威胁），即：De（R d a1）＾（¬R d a1）→Th（S d a2）。即说话者要求听话者做a1，如果听话者不做a1，那么说话者将承诺对听话者s实施a2这一行动。当承诺言语行为中的威胁言语行为作为次要施事行为的时候，在本质上却施行了“指令”这一主要施事行为，这时，承诺以间接的方式表达了指令，即承诺这种情况下是间接指令，而这样的间接指令是指令力度最强的指令。由此可以将指令言语行为分为三个等级：第一个等级是强指令——以承诺为表现形式的间接指令；第二个等级是一般指令——以一般直接指令和规约性间接指令为表达方式的指令；第三个等级是弱指令——以非规约性间接指令为表达方式的指令。同样，选择哪种指令度的指令言语行为，也是具有弹性的。

第五章是指令对汉语语法制约的研究。在具有可调节性的话语权的刻度变化下，说话者分别使用强指令、一般指令和弱指令来实施其指令行为，在主要的表现指令意图的部分，指令对汉语语法有哪些制约作用。本章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强指令的本质对汉语语法的制约，对句式的制约（包括对主语的制约、对动词的制约、对语气以及语气词的制约）；一般指令对汉语语法的制约（包括对主语的制约、对动词的制约、对语气以及语气词的制约）。第二部分是指令行为与汉语语法表现形式专题讨论，如：关于“别摔跤”和“摔跤”——祈使句的合法性；关于“洗得干干净净的”和“死得远远的”——祈使句的合意性。第三部分是汉语指令言语行为的发出与回应的研究。我们从听话者的反应将汉语指令言语行为在话轮中的形式分为“发出指令—承诺实施”和“发出指令—拒绝实施”两种，在承诺实施的时候，发话者通常会采取“承诺、命名、宣告、表达、呼应、指令和提问”几种方式来表达对指令将会实施的承诺，当听话者打算拒绝实施发话者发出的指令的时候，通常会采用“承诺、阐述、表达、指令”等几种方式来表达。

第六章是对指令言语行为支持部分中的话语标记进行的研究。本章先对本文研究的话语标记进行了界定，然后对“哪些话语标记可以作为支持性的部分进入指令言语行为”作出了“话语标记与指令行为双向选择”的理论假设，接着以“说”类言语行为为例对这个假设进行了实证性研究。在本章的第三节中，则根据话语标记在指令言语行为中功能，将进入指令言语行为的话语标记分为：承担概念功能的话语标记、承担语篇功能的话语标记和承担人际功能的话语标记三大类别。作为主要功能，承担人际功能的话语标记在指令实施的过程中又可以根据其不同的次功能分为四个小类：增强指令度的话语标记、缓和指令度的话语标记、明确指令内容的话语标记和引起对指令注意的话语标记。

第七章是对指令言语行为语用规则的研究。在前面几章对指令言语行为的内涵、分类、指令度、语法形式等等指令类言语行为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探讨和研究，本章基于对指令言语行为的构成性要素的分析，得出了指令言语行为的构成性规则，包括：意图指向准则，时间准则，真诚准则，话语权准则。同时还对指令言语行为的策略性规则作了分析、归纳。其策略性规则包括：紧急优先准则，理据准则，诚恳准则，利他准则，慷慨准则，婉转准则及同情准则。

二、本文解决的问题和创新之处

（1）本文最重要的创新之处在于研究视角。本文从全新的角度，将“话语权”看作是可以调节的要素，并且将“可调节的话语权”作为线索贯穿全文：调节刻度的划分为指令言语行为新的分类提供依据；“话语权的调节”的内在要求，将威胁中的某一类归入指令言语行为的范畴；“话语权的调节”的外在表现，制约汉语语法表现形式的选择和话语标记的选择。

（2）以“可调节的话语权”为出发点和提纲挈领的因素，将指令言语行为重新进行理论框架的构建，将语用学中的指令行为的研究和汉语祈使句的研究融入到这一框架中，有效地弥补两个领域中各自研究的不足之处，解决汉语指令言语行为研究中的一系列问题。

（3）在寻找指令言语行为的坐标的过程中，对韩礼德的人类交际功能的分类进行修订，从语言功能的角度为言语行为的分类提供了可行的技术路线。

（4）在前人对指令言语行为的规定要素进行分析总结的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意图为核心，以事态、主体关系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指令言语行为的规定性要素。对塞尔的指令言语行为的规定性要素作了修订和完善。

（5）根据对“话语权”的处置方式的不同，对指令言语行为进行了重新分类，这个重新分类和以往的分类相比，更加具有逻辑性和可操作性。

（6）对直接言语行为和间接言语行为的研究有新的贡献，研究了承诺和指令两种言语行为的内在逻辑关系，指出当以承诺言语行为中的威胁言语行为作为次要施事行为在本质上却施行指令的主要施事行为的时候，承诺为间接指令言语行为，从而颠覆了“间接指令比较委婉，是比较弱的指令，直接指令比较直接，是比较强的指令，间接指令的指令力度小于直接指令”的传统观念。

（7）对汉语指令言语行为和话语标记关系研究也是创新之处。前人从未对话语标记和某一类言语行为的关系进行过研究，本文对怎样的话语标记能够进入指令行为进行了尝试性的分析。话语标记和具体类别言语行为的研究本文还有所欠缺，今后将会在方法上、实证上继续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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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世纪初开始的当代语言学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流派：无论是从索绪尔语言学、布拉格学派到哥本哈根学派，还是布龙菲尔德主义或是转换生成语言学，抑或是从伦敦学派到功能语言学派等，这些语言学流派有各自的主张和观点，但是这些形形色色的流派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倾向：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他们之间最本质的区别是把语言看做规则还是把语言看做资源”（具体论述参见胡壮麟［2005］《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形式语言学研究的是理想的说话者和在理想情况下说出来的理想的句子，研究的是句子形式，从句子形式归纳总结出规则。即便是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言学也是属于形式主义的，尽管他把语义列为语法研究的一部分，认为语法的基础部分生成句法表达式，然后在语法的语义部分中通过一定的语义规则对句子的深层结构做出解释。但是但乔姆斯基同样主张只有句法才有生成性，语义和语音只有解释性，句法可以不必依赖语义而进行研究。因此乔姆斯基的研究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追求语言形式化的研究。功能语言学派是把意义作为研究的对象，他们将“语言系统看作是一个意义系统，伴之以意义得以体现的形式”（具体论述参见胡壮麟［2005］《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他们认为形式是走向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而在20世纪的50年代，哲学界也出现了“语言学的转向”，在这个转向中出现的“言语行为理论”，同样把很大的注意力放在了“意义”上，如其代表人物塞尔（Searle）1979年发表的著作《表达和意义：言语行为研究》（Expression and Meaning：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Speech Acts
 ），就是对从言语行为的角度对意义进行的探讨。


第二章　指令言语行为的重新定义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著名哲学家奥斯汀发现人们可以用语言来实施命令，也可以用语言来安抚别人，还可以用语言来宣布判决，即人们可以用语言来做事，同时言语行为是有不同功能和作用即言语行为是具有类别之分的。我们先来看下面几个句子：

（1）我帮你拿东西吧。

（2）我命名这艘船为“伊丽莎白号”。

（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4）早上好！

（5）我有三个姐姐。

（6）对不起，你原谅我吧！

（7）祝你新年快乐！

（8）把窗户关上！

（9）我们明天几点开会？

（10）我保证明天不迟到。

（11）给你吃这个苹果。

（12）你的衣服可真漂亮呀！

从语感上我们可以得出，例（1）是建议言语行为，例（2）是命名言语行为，例（3）是宣告言语行为，例（4）是打招呼言语行为，例（5）是阐述言语行为，例（6）是道歉言语行为，例（7）是祝贺言语行为，例（8）是指令言语行为，例（9）是提问言语行为。例（10）是承诺行为，例（11）则是伴随着动作的赠与言语行为，例（12）是称赞行为。

我们的问题是：这些不同种类的言语行为是成任意的点状分布呢，还是存在某种内在的逻辑关系？指令言语行为和其他言语行为呈什么关系？如果是有内在的逻辑关系，那么这种内在的逻辑关系是什么？指令言语行为又在这众多言语行为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坐标位置？也就是说，区分言语行为类别的时候，我们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将这些形形色色的言语行为区分开来？这是我们本章研究的重点所在和希望在本章可以解决的问题。


 第二节　指令言语行为在言语行为中的坐标

一、以住对言语行为分类的研究

从言语行为理论成立之初到现在，对言语行为分类的研究就没有停止过，对分类标准的争论也没有停息过，各个语言学家都从不同角度出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为找到一个比较合理的分类标准作出自己的努力，这些努力推动了言语行为分类研究的发展。但是我们也意识到，由于语言的意向和语言形式的交叉性，对于言语行为的分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工作，如何选取一个合适的角度用科学的方法找到一个明确的分类原则，是一直以来研究者们不断探索的目标。

在已有的言语行为分类的研究中，有下面三种不同的标准和方法：句法的角度、语义的角度和功能的角度。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大部分的研究者所采用主流的方式是从句法的角度按照主要的语法标记对言语行为进行分类，20世纪70年代之后，出现了从语义的角度，以命题内容或者言后结果为标准进行分类的情况，之后还出现了按照言语行为的功能进行分类的情况。

奥斯汀对言语行为的分类是基于语旨行为的
[1]

 ，奥斯汀在三分模式的基础上，“用显性施为句形式（一般采用第一人称单数主语、现在时、直陈语气、主动语态）为检验标准，把英语动词放到其中，看看它具有什么语力，并以此为根据将意向行为分门别类”
[2]

 。通过对英语中的3000多个施为动词的研究，将言语行为分成5个类别，分别是：裁决型、行使型、承诺型、行为型和阐述型。“其实，奥斯汀本人对上述分类就不满意。他说，‘最后这两类我觉得尤其难办，它们很可能是不清楚的或者是相互交叉的，甚至可能需要一个全新的分类来代替它。我的这些意见根本不能视为最后的决定性意见。表态行为之所以比较麻烦，是因为它们太杂乱无章。阐述行为则是因为数量太多，而且十分重要。它们似乎既能够包括在其他类型中，又有自己独特的地方，而我本身还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很可能，所有这些问题在5个类型中都存在’”
[3]

 。奥斯汀的分类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引发了后来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和重视，但是他的分类缺乏明确的标准和贯彻始终的原则，因此他的分类并不是很成功，没有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赞同。

基于句法对言语行为的分类进行讨论和研究的还有罗斯（Ross）、卡茨（Katz）、弗雷泽、翁德利赫（Wunderlieh）等人。罗斯（1970）注意到言语行为句中的简单陈述句和显性施为句有着共同的句法特性，弗雷泽（1975）则从施为动词、情态、半情态动词着手，区分了8类施为行为，而卡茨（1977）则建议把句子类型与以言行事的分类联系起来，以解释词汇内容和句法结构如何用来说明句子的言语行为潜势及满足条件。
[4]



翁德利赫（1980）根据特定语言中的主要语法标记进行了分类。比如在英语和德语中，根据以下4个语法标记可分出4类言语行为：

（1）疑问语气——发问类言语行为；

（2）祈使语气——指令言语行为；

（3）陈述语气——阐述类言语行为；

（4）具体施为程式——宣告类言语行为；

同时他在1980年发表的《论言语行为理论的研究方法》提出“承诺”是对“指令”行为的可能的反应，并建议将提问单独列为一类言语行为，同时指出应该对称呼语在言语行为中的地位有足够的重视。
[5]



以上这些研究者的研究虽然有角度的变化，但并没有摆脱奥斯汀基于施为动词分类的影响，也没有脱离以句法为主要依据的分类模式。

奥斯汀的学生塞尔不主张以施为动词为标准来区分言语行为的类别，而是主张从言者的意向、目的以及当时的环境等方面去考察言语行为，划分语言用法的基本范畴。塞尔提出了区分言语行为的12个标准，包括：言语行为的目的、言语行为和外界直接的符合方向、心理状态、目的在表现上的强弱、言语双方的社会地位、说话者和听话者的利益关系、与话语其他部分的关系、与话语其他部分的连接、命题内容、言语行为与非言语行为、语言之外的设施、行为动词的使用和言语行为的方式。在这12个标准之中，塞尔选用了他认为最重要的4种——言语行为的目的（the illocutionary point）、词语与世界的适切方向（the direction of fit between words and the world）、说话者的心理状态（the psychological state expressed）和命题内容（the propositional content）作为分类的最重要的依据，将言语行为分为五类：

（1）阐述类　描写状态或活动的行为，旨在使说话人对所表达的命题的真实性做出判断，如陈述、申明、否认等。

（2）指令类　说话人对听话人作出的某种命令、指使、吩咐等使役性行为，如要求、命令、催促等。

（3）承诺类　说话人对某个行为作出承诺的行为，如允诺、威胁、拒绝等。

（4）表情类　说话人在特定命题内容的同时还表达某种心态的行为，如恭维、感激、道歉、祝贺等。

（5）宣告类　说话人通过话语直接改变事物状况或条件的行为，如祝福、命名、辞退等。

塞尔的分类，在言语行为的类别研究中有比较大影响，他的系统相比奥斯汀的更加严谨，标准也更加一致，同时也比较适合指导日常语言生活的分析，很多学者都认为这是个较为合理的分类，对他的分类基本上持赞同的态度，并在此基础上对言语行为的分类提出微调的建议。但塞尔的分类是不是没有问题，是完善的分类呢？列文森（1983）认为，塞尔的“分类与奥斯汀的分类相比，虽然可能比后者更加完善，但仍然因为缺乏原则性基础而令人失望；与塞尔的看法相反，它甚至没有系统地建立在合适条件上”
[6]

 。埃德蒙森（W．Edmondson）则批评塞尔的分类有两大缺陷：第一，塞尔批评奥斯汀不是对言语行为进行分类，而是在对施为动词进行分类。实际上塞尔自己仍是对施为动词进行分类。第二，塞尔的五类分法是任意的，原则依据不足，区分标准欠一致。
[7]



利奇针对塞尔对言语行为的分类还是基于施为动词的基础上这一问题，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将分类建立在语义而不是句法基础之上，即按言外述题（illocutionary predicates）而不按言外行为为动词分类。据此，他把原有分类重新界定和简化为以下程式：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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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secondary speaker间接说话的人；IP＝illocutionary predicates言外述题；P＝proposition命题；M＝mand命令；Q＝question问题；X＝proposition content命题内容）

同一时期，澳大利亚语言学家Wierzbicka（1987）对英语中的250个施为动词作了详细调查分析并加以分类，进而从语义场结构方面进行分析，试图找到这些言语行为动词语义结构模式。

我们先不谈利奇把承诺言语行为和指令言语行为都看作是命令行为是否恰当（承诺和指令的关系我们将在第五章进行详细探讨），利奇和Wierzbicka的基于语义的分类，是一个新的角度，但也有其弊端，因为意义的分类不能完全抛开形式，最后的归纳总会涉及形式的表现，而语义和言语行为的类别不一定是一一对应的，它们具有重叠性或者交叉和多重对应性，同样的语义可以由不同的表达的形式表现出来，语力是有级差的，在意义上是一个连续统，因此基于语义之上的分类还是有其难以克服的弱点。

从功能角度对言语行为进行分类的研究者如：威利斯（Willis．D．J）和马丁（Martin，J．R）。威利斯针对话语功能的相互作用，对塞尔的分类作了变通，同时还提出了后述类、结构类和引导类三类作为对塞尔分类的补充。后述类是如“什么”等引发对交际中有关问题的注意并要求补充的一类言语行为。结构类是如“回头聊”、“就这样吧”、“I wonder if you could help me”等出现在交际之初和交际之末等用来标明上下文界限的一类言语行为（比如表示交际开始或者交际结束）。而引导类是指“疑问句”。引导类的功能是导出其他四类言语行为。威利斯注意到了言语行为的功能和功能之间相互作用，试图对塞尔的分类进行补充和修订，但问题是威利斯对整个言语行为类别的区分没有完整和统一的标准，后述类、结构类、引导类和阐述类、指令类、表达类完全不在同一个层面上。

马丁（1981）在《有多少种言语行为》（How many speech acts
 ）一文中以韩礼德的语言功能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一个新的言语行为分类模式
[9]

 ，如下图所示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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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马丁对言语行为的分类

20世纪90年代之后，Sadock（1994）认为言语行为有三种基本类型：传递信息的，表达情感的和产生影响的。Venderveken（1998）则提出了言语行为有五种原发以言行事的语力，分别是：判断、承诺、指令、宣称和表达。

我们认为，在对言语行为分类研究中，马丁从功能的角度的分类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角度。本文也将试图从功能入手，对言语行为的分类进行重新研究，并对指令言语行为在整个言语行为中的定位进行探索。

二、韩礼德的观点以及存在的问题

要想找出指令言语行为在言语行为中的坐标，我们需要先对整个言语行为进行整体逻辑关系的分析。奥斯汀以施为动词的布局性分析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施为动词与言语行为容易混淆不清，
[11]

 并且绝大部分的言语行为中并不一定会出现施为动词或者可以补出施为动词，同时施为动词兼类过多，因此会出现同一个施为动词表示不同的言语行为的情况。塞尔的分类之所以也存在问题，是因为他并没有完全摆脱句法分类的模式。

功能语言学派也从功能的角度提出了对语言的看法，其代表人物韩礼德将语言无限的功能归纳抽象为有限的三大纯理功能：语言的概念元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语言的人际元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和语言的语篇元功能（textual function）。语言的概念功能是语言的使用者作为世界的“观察者”，对主客观世界进行观察和认识的功能，包括对主客观世界存在的反映的经验功能和对事物之间抽象关系进行推理和分析的逻辑功能；语言的人际功能是“语言的使用者作为‘闯入者’向他人灌输自己思想的功能，反映的不是对主客观世界存在的观察，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调节，包括推测、评估、推动等等”，是“讲话者作为干预者的‘意义潜势’（meaning potential），是语言的参与功能。通过这一功能，讲话者使自己参与到某一情景语境中，来表达他的态度和推断，并试图影响别人的态度的行为。语言的语篇功能反映的是语言的使用者为了使得语篇更加完整、流畅、一致的语篇衔接的功能”
[12]

 。

由此他将人类用语言交际的过程中的基本任务分为给予（giving）和求取（demanding）两大类：“讲话者不但自己做事，还要求听话者做事，讲话的过程作为说话者和听话者交流的过程，就听话者而言，‘给予’隐含着‘接受’，‘求取’隐含着‘给予作答’。”
[13]

 同时，韩礼德把交际中的交流物分为“物品和服务”、“信息”两大类。因此，根据交际角色和交流物这两个变项，他将语言交际的最重要的言语功能分为四种：提供（offer）、命令（command）、陈述（statement）和提问（question）。如下表所示：
[14]



表1　系统功能语言学关于人类语言交际任务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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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礼德对人际交流中的语言从功能角度的分类，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并且他用二分法将交流角色的基本任务分为给予和求取，从分类的标准上来看也是具有可操作性。但是，韩礼德的分类也存在问题。

首先，我们谈的是语言的功能，但我们发现，无论是韩礼德举的英语的例子“Would you like this teapot”，“Shall I give you this teapot”，还是汉语中对应的提供给对方物品和服务的例子“你要吃个苹果吗”、“我给您试试这件衣服”，都是当且仅当伴随着行动时候，语言才显示出“提供”的功能，也就是说，语言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够独立承担“提供”这个功能，只有附着在某个给予的“动作”之上才表示说话者是在提供某种物品或者服务。这样一来，我们发现“提供”这一小类和其他类别的标准是不一致的，而陈述、命令、提问这三种功能都是语言可以不依附于任何动作或者外部条件而独立显现出来的。

其次，韩礼德认为“所有的给予都蕴涵着讲话者不但自己做事，还要求听话者做事，讲话的过程作为说话者和听话者交流的过程，就听话者而言，‘给予’隐含着‘接受’，‘求取’隐含着‘给予作答’”
[15]

 。给予和索取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不是绝对割裂的没有关系的绝缘体。巴赫金也说过，任何一个言语行为都期待着另一个言语主体的回应，希望得到回答、赞同、共鸣、反对、实行，而不是单纯的复制或是消极的沉默。那么如果撇开伴随着言语行为发生的动作，单单看语言表现出来的言语行为：“你要这个茶壶吗？”“我帮您试试这件衣服？”“你还是拿着这个吧，这个对你有用。”这类的言语行为到底应该怎么处置？

第三，韩礼德通过是否和命题相关，或者说是可以肯定和否定还是只能执行和不执行，将语言的交流物区分为“信息”和“物品和服务”。又将交流的物品和服务区分为“提供”和“命令”。我们的问题是，“提供”和“命令”看起来所表达的似乎是对等的，但它们是否对等？或者说，对这两者的区分是否存在问题？

三、重新寻找指令言语行为的坐标

我们针对韩礼德的观点提出的三个问题，其实全部都是围绕着“提供”这一小类存在的问题展开的。可以看出，“提供”这一类别的存在有标准不统一的问题，那么对此怎么样进行修订和补足呢？

第一，本文认为，如果统一标准，就要从用语言来做事的角度来观察人类的语言；而不是有的是“语言是动作的解释”，有的是“语言独立做事”。“提供”这一类别中的四个例子：“would you like this teapot？”（你要这个茶壶吗）“shall I give you this teapot？”（给你这个茶壶？）“我帮您试试这件衣服？”“你还是拿着这个吧，这个对你有用。”如果没有伴随着动作，单单观察语言的独立功用的话，前面两个可以归为“提问”行为，韩礼德（Halliday）认为，对于这两个句子，只可以用拒绝或者接受来表达，因此不存在交流信息的作用。但本文认为回答“我要”或者“不用了，谢谢”，也属于信息。如孩子要去火车站接父亲，妈妈问：“你知道去火车站怎么走吗？”孩子说：“我知道。”母亲希望获得的就是“孩子知道怎么走”或者“孩子不知道怎么去”的确切的信息。如果孩子说“不知道”，那么妈妈可能会提供帮助，另外一个例子，服务生在给客人提供续水或者续茶的服务时也会询问：“给您续点茶？”客人的“好的”或者“不用了”，正是服务生所需要获得的确切信息，然后在这个信息之上，再作出“提供续茶”或者“不续茶”的决定。因此，在没有动作作为注解的情况下，“would you like this teapot？”（你要这个茶壶吗）“shall I give you this teapot？”（给你这个茶壶？）则还是可以归入提问言语行为之中。

第二，给予和求取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每一个给予都蕴涵着求取：给予帮助的意图期望得到的是对方的接受；给予建议期望得到的是采纳；给予歉意期望得到谅解；给予承诺希望得到的是相信。每一个求取也蕴涵着给予：提问是求取，期待对方给予回答；命令是求取，期望得到遵从。我们再来看上面提到的两个例子：“我帮您试试这件衣服？”“你还是拿着这个吧，这个对你有用。”从字面意义来看，是说话者要向听话者提供物品和服务；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帮“你”试衣服，是希望“你”接受“我”关于“试试这件衣服”的提议。而另外一个例子“我”给你这个东西，是希望“你”“拿着它”，并且给了一个理由是对“你”“有帮助”。按照韩礼德的分类，这两个例子应该都属于“给予物品和服务”的类别。但本文认为，虽然字面意义是“我”给予“你”，但是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搞清楚，说话者和听话者的意图，在这两个句子中，说话者表达的字面意思是为听话者提供服务和某样物品，但其实质意图是希望听话者去“试衣服”和“拿着这个东西”，对于说话者来说，他希望听话者听从他的意思，去做他希望做的事情。因此，由于“意图”是本文界定一个言语行为类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特别是在这个连续统中，抓住说话者的关键意图，对分辨一个言语行为尤其重要。我们将“我帮您试试这件衣服”、“你还是拿着这个吧，这个对你有用”这两个言语行为归为“指令言语行为”。

第三，根据以上两条的分析，如果“提供”这一类别不存在，那么是不是说和索取物品和服务类的言语行为相对的类别就空缺了呢？如果不是空缺，那么应该是什么？

本文赞同韩礼德将人类的交流物分为信息和非信息两大类。但本文不赞同韩礼德将人类的非信息类的交流物称之为物品和服务，并分为命令和提供两类。我们先来看韩礼德所说的命令，其实不止包含命令，范围应该扩大到“指令”（directives）。指令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索取听话者某种行为”。指令索取的是听话者的行为，是言语主体“我”，要让另一个言语主体“你”做某事。那么我们从这点入手，找出和“索取听话者某种行为”相对立的一面，我们就可以得到——“给予听话者某种行为”：即言语主体“我”要给另一个言语主体“你”做某事。而“‘我’要给你做事”从言语行为的角度来说，是承诺言语行为。因此我们将韩礼德的非信息类交流物中的“给予物品和服务”和“命令”两类行为，从“用语言来做事”的角度修正为：“给予行为”和“索取行为”，而用语言来实施“给予听话者某种行为”即为“承诺言语行为”，用语言来实施“索取听话者的行为”则是“指令言语行为”。进而将韩礼德将人类社会的交流物从用语言做事的角度修正为：“行为”和“信息”。

综上所述，在本文的脉络中，从语言做事的角度将人类的活动分为两大功能：给予功能和索取功能。在给予功能中则分成给予信息的功能和给予行为的功能，这两大功能所对应的言语行为分别为：承诺言语行为和陈述言语行为。而在索取功能中同样可以区分为索取行为的功能和索取信息的功能，这两大功能所对应的言语行为则为：指令言语行为和提问言语行为。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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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指令言语行为的坐标

至此，语言行为最初的四大类别就呈现出来了，它们是：承诺言语行为、陈述言语行为、指令言语行为和提问言语行为。而指令言语行为的坐标也较为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四、寻求坐标的过程中碰到的问题

陈道德等所著的《二十世纪意义理论与语言逻辑的兴起》一书中曾经提到过这样一个例子：“你知道去车站的路怎么走吗？”同样的句子，在大街上有人问：“你知道去车站的路怎么走吗？”和儿子一个人去车站接爸爸，妈妈问：“你知道去车站的路怎么走吗？”
[16]

 两句话发话人的意图不同，它所指向的意义也是不同的，所包含的语用力量也不同，因此所属的言语行为的类别也是有区别的，分别为：指令言语行为和提问类言语行为。也就是说，由于语言的意义同语境有着非常直接和密切的关联，在不同的上下文语境中，在不同的语气中，同一种语言形式完全可以表达若干完全不同的意义。前者是指令，说话者希望听话者提供帮助；后者是提问，妈妈希望得到的答案是“知道”或者“不知道”。为什么第一种情况是指令行为呢？“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就像是游戏，任何游戏都有一个特点，就是都有一定规则的。而游戏的规则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构成性规则，所谓构成性，指的是这类规则是一定要遵守的，如果不遵守这类规则，就等于破坏了这类游戏，比如中国象棋规定‘象’走田字格，‘兵’只能一步一步走等……”
[17]

 也就是说，在大街上问“你知道去车站的路怎么走吗”这句话之所以被会听话者当做是一个指令言语行为，它符合指令行为的本质特征。指令行为之所以是指令行为，就是因为它符合一定的规定性要素，有其构成规则。在这一部分，我们就来讨论指令言语行为的本质特征——即我们需要对指令言语行为的规定性要素进行探讨。


 第三节　指令言语行为的定义及其规定性要素

一、指令行为以及指令言语行为的定义

“任何言语行为在根本上都是人类行为的一种，同时任何言语行为都是一种目的性行为实施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18]

 因此，指令言语行为在根本上是指令行为的一部分。而任何行为都有其本质特征，同时“任何行为的规则都是由其这一行为的本质所内在地规定的”，“要分析一种言语行为的类聚系统，首先就要从分析这一行为的规定性开始”
[19]

 。因此，要想研究指令言语行为，我们首先搞清楚什么是指令行为和其规定性要素。

通常来说，在指令行为中需要有两个行为主体，指令行为是由其中一个行为主体发出的，目的是让另一个行为主体实施某种行为。指令行为不一定都是以语言形式发出的，比如用眼神“要求关门”是指令行为，再比如食指放在唇边表示“不要说话”也是指令行为，但大部分的指令行为是以语言的形式出现的。综上所述，指令行为是“某一个具有特定意图的行为主体发出的要求另一个行为主体即指令接收者在未来实施某个合乎其意图的行为”的行为。

奥斯汀认为人们说出一句话就是完成了一个行为，即言语即行为，言语行为就是用语言来做事，如陈述、命令、提问、承诺等等。胡范铸（2005）认为：“言语行为指的是人类行为中使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行为，具体而言是人类行为中使用语言完成交际的一个最小事件，亦即在一定的语境中，言语主体出于某种意图建构并发出一段话语，另外的言语主体接受并自以为是理解了这一话语，从而做出与发话者意图相关联的反应这样的一个事件。”
[20]

 即我们可以认为言语行为是在一定的语境中，一个言语主体发出的基于某一特定意图的话语，并期待另外的言语主体理解接受，同时发出与其意图相一致的反应。

那么指令言语行为就是“在一定的语境中，一个言语主体发出的，要求另一个言语主体在未来实施某个合乎其意图的行为的言语行为”。

二、指令言语行为的规定性要素

1．塞尔关于指令言语行为规定性要素的论述

塞尔曾经依据四个条件——前提条件、诚实性条件、命题内容条件和实质条件，对指令言语行为和其他言语行为加以区别：
[21]



（1）前提条件：听者有能力实施行为A；

（2）诚实性条件：说者要听者实施行为A；

（3）命题内容条件：说者断定了听者的一个未来的行为A；

（4）实质条件：说者让听者实施行为A的企图。

这一区分具有很大的意义，得到了普遍认可，但是，依据这几项条件是否就一定可以准确和完全地将指令行为和非指令行为区分开来呢？我们来看下面例句：

（1）妈妈：宝贝，把妈妈的包拿来。

三岁的孩子：妈妈我够不着。

（2）儿子在昏迷的父亲的病床前低语：“哦爸爸，你要醒过来！”

（3）俘虏对押解的人：“杀了我！让我死个痛快！”

例（1），妈妈做出了指令——拿包，但是她并没有正确地估量以一个三岁小孩的高度是否可以完成这一行为，也就是说听者并非有能力实施行为A。例（2），“爸爸你要醒过来”，是断定了听者的一个未来的行为还是表达了说话者的一个愿望？因为能否醒过来不属于听话者的能力范畴。例（3）俘虏并不能够“断定押解人未来的行为”是不是如他所说的“杀了我”。这些句子都不能同时满足塞尔所提到的四个条件，但是，它们却都属于指令行为。

由此可见，塞尔提出的指令行为与其他言语行为的四个区别条件有其不足之处，不能涵盖所有的指令言语行为。那么，指令行为和其他行为的规定性要素到底有哪些？这是本节所要探讨的要点所在。

2．对指令言语行为规定性要素的重新分析

我们都知道人类的行为是人对外界刺激产生的积极反应。人类的行为包含有意识的，也包含无意识的。无意识的行为则是受习惯、生理因素（如遗传、疾病等）、心理滞结支配，常常表现为最充分最直接的应激反应，比如做梦。有意识的行为具有逻辑性、功利性、现实性和目的性，比如写博士论文，再比如演讲。我们所进行的言语交际的活动无疑是有意识的具有目的性的活动。而这个目的性活动的出发点和回归点，都是——意图（详细论述参见第一章第二节）。众所周知，语言的意义同语境有着非常直接和密切的关联，在不同的上下文语境中，在不同的语气中，同一种语言形式完全可以表达若干完全不同的意义。因此，表达同一意义的语言形式是丰富多样的，而在背后支持这些语言形式的意图却是有限的。由于意图是言语行为的核心概念，意图实现是判定言语行为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因此本文把指令言语行为的意图作为研究其规定性要素的首要目标。

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是从意义的角度对人际交往的研究，他对言语行为的规定性要素的分析中也把意图作为非常重要的判定标准。但塞尔对意图的分类是经验性的而不是逻辑性的，我们在修正功能语言学派韩礼德将人类语言交际的任务分为给予（giving）和求取（索取）（demanding）的基础上，将语言交际中的交流物分为“行为”、“信息”两种。

那么从意图的角度来说，人类的意图可以分为给予的意图和索取的意图，进而分为给予“行为”的意图、给予“信息”的意图、索取“行为”的意图、索取“信息”的意图四大类。从我们第二章对指令言语行为在言语行为中坐标和位置的寻找的过程中得出，指令言语行为的意图是索取，进一步讲是索取“行为”。比如“把门关上”要求听话者马上去执行关门这个动作，“闭嘴！”则要求听话者立刻停止说话，指令求取（索取）的听话者的行动这一事件将会引起的是物质世界或者是精神世界的改变。

因此，我们首先明确的是：发出指令言语行为在意图上和其他言语行为区别开来的要素是：指令言语行为是一种求取（索取）行为，并且指令言语行为发出者的意图是求取（索取）听话者的某种行为。

第二，指令的言语行为中说话者求取（索取）的听话者的行为（或者行动）必须是还未发生的。如：

（1）你能帮我拿一下那件衣服吗？

（2）太热了，窗户怎么还关着啊？快打开！

下面这些例子就不能归为指令言语行为的类别。

（1）A：你昨天晚上应该把衣服收回来的。

B：是啊，全淋湿了。

（2）考试的时候你要是能帮我复习，我就不会考这么差了。

（3）我昨天请求过你帮助我。

第三，存在于发话者意图中的这一行为不但是尚未实施，并且，如果说话者不发出这一指令行为，说话者不会主动去实施的。也就是说，这个指令，有发出的必要性。

（1）A：你干什么吃的？这点小事都办不好，重新去弄！

B：是，总经理，我这就去。

（2）A：大哥你行行好吧，我都三天没吃饭了，给我两块钱买个面包吧！

B：我也没钱。

在例（1）中总经理认为手下的事情做得不好，有重新做的必要，同时，他有发出重新做事情的指令的需要和必要，因为如果他不表达，手下不会知道需要重做并且去实施重做的行为。

第四，实施指令行为者是在认为听话者有实施这一行为的可能性的前提下才会发出指令，即指令的发出者认为听话者有能力实施其指令。如，乞丐通常会向看起来有能力对其实施救济行为的人发出乞求。再如，我们不会对一个躺在床上动弹不得的瘫痪病人发出“今天你开车”的指令。因为在听话者没有能力执行其指令的时候，如此指令的发出对于说话者来说是毫无意义的。

第五，发出指令为认为自己有权利发出此指令。即他认为自己发出指令是合理、合法、合情或者合乎逻辑并且有实现的可能性的。如：在例（2）中，乞丐发出乞求行为，他发出这一行为自己认为是非常合理的，因为生存是人类的基本需求，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别人也是社会人的义务，因此乞丐会对路人出发请求行为，如果他不发出乞求行为则一定不会让别人了解到他的需求而发出施舍这一行为的。当然，我们现在探讨的是言语行为，我们知道指令行为也可以通过非语言来实施，比如乞丐身上褴褛的衣服代表了他需要别人的施舍，用褴褛的衣服来发出乞求的行为。

我们说，实施一种言语行为一般来说一定有一个言语行为的发出者和接收者，即言语行为需有两个行为主体。指令行为是由希望别人做事的人发出，这个人可以是领导，可以是孩子，可以是长辈，可以是爱人，也可以是素不相识的路人，对象是有可能会按照他的指令做事的人。而指令行为的目的或者实施意图是通过这个指令的行为，让听话者做出某种行动，从而对现实世界产生某种影响。

在指令言语行为主体之间最突出的关系是：话语权关系。话语权是话语权力的简称，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指“话语本身对客观世界的解释力和说服力”
[22]

 ，是“人们通过语言表达自我、实现话语者意图、维系自身利益的能力”
[23]

 。第二层是指人们为了充分地表达思想，进行言语交际而获得和拥有说话机会的权利。本文中作为指令言语行为必要条件之一的话语权是第二层面的意义，我们将其作为一种权力关系来看待，“话语是一种权力关系。它意味着谁有发言权，谁无发言权，一些人得保持沉默（至少在某些场合下），或者他们的话语被认为不值得关注……尽管它是一种隐蔽的，表面上无行为人的控制系统，然而它在社会中是一种真实的权力”
[24]

 影响话语权的因素有很多，如年龄、身份、社会地位这些固有的社会角色。一般来说，年纪大的人较年纪轻的人有话语权，身份地位高的人比身份地位低的人有较多的话语权，这类话语权可以简称为规约性的话语权；除了社会角色，话语角色对话语权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就是在某一个话语交流中，在特定的语言情境中的特定的话语角色，如在医院中医生和病人，我们把这种语境赋予的话语权称为临时构建的话语权。

不管是规约性的话语权还是临时构建的话语权，只要是发出指令行为的人，他都觉得自己具有发出这个指令行为的权力即具有话语权。不仅仅是发出命令的人具有话语权，发出请求和哀求的人也具有话语权，即，发出请求和哀求的人认为自己有权力这么做，如下属对公司老总发出请求，意味着公司老总有义务帮助自己的职工，即职工有权利得到老总的帮助和爱护。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所有指令行为，都具有以下这些规定性要素，只有满足了这些规定性要素的言语行为才能称之为指令行为：

第一，发出指令行为者
具有

 让指令接收者实施行为A的
意图

 。

第二，行为A还
未实施

 ，可能会在未来实施。

第三，发出指令行为者
如果

 不将这个
意图现实化

 ，
即不发出此指令

 ，听话者不会自动实施此行为。

第四，发出指令行为者
认为

 指令接收者
有实施或者愿意实施

 行为A的
可能性

 。

第五，发出指令为认为自己有权利发出此指令。

以上五点，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意图、事件的状态和主体关系。意图是言语行为的核心概念。第一个规定性要素就是和意图相关的要素。第二、第三和第四点规定性要素则是和事件的状态有关，事件是否发生，有没发生的必要和有没实现的可能。我们将其归纳在一起。而第五个规定性要素则非常明显的是和行为主体有关，两个行为主体之间关系最突出的是其话语权关系。

因此我们将五大规定性要素总结为三大指令行为和非指令行为的规定性要素：


第一，
 意图本身。发出指令者具有
 让指令接收者实施行为A的意图
 。


第二，
 事件状态。

事件状态包含以下三点：

（1）行为A还未实施。

（2）发出指令者认为此指令有现实必要性
 ，即如果不发出此指令，就不可能得到对方实施行为A这一结果。

（3）发出指令者认为
 此指令有实施的可能性
 。即发出指令者认为
 指令接收者有能力实施行为A，并且有义务或者有实施行为A的意愿。


第三，
 主体关系。即发出指令者
 认为自己有权利
 对行为接收者
 发出此指令。

3．对问题中三个例句的验证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看第一部分中的三个例句。

（1）妈妈：宝贝，把妈妈的包拿来。

三岁的孩子：妈妈我够不着。

（2）儿子在昏迷的父亲的病床前低语：“哦爸爸，你要醒过来！”

（3）俘虏对押解的人：“杀了我！让我死个痛快！”

例句（1）中的妈妈发出指令时认为孩子有帮她拿包的能力，但孩子其实并没这个能力。因此发话者认为听话者有能力
 和听话者有能力
 是不同的。这是我们对塞尔的构成规则作出的第一个修正。

例句（2）中儿子对昏迷中的父亲说话的行为其实是一种祈祷的行为，作为指令行为的一种，祈祷有其特殊之处，祈祷的对象其实不是昏迷中的父亲，而是高于人力的抽象的鬼神、命运、上天等，人类在自身无能为力的时候向这些形象发出的祈祷行为也属于指令行为。对于人来说，神拥有至高无上的能力和权力，因此具有帮助人实现意图的能力，同时神在人的心中是具有庇佑其子民的义务的，反过来说祈祷也是一种权力。

此外，我们还将“说者断定了听者的一个未来的行为A”修正为发出指令者认为
 此指令有实施的可能性
 。之所以强调“认为”，是并不一定听话者真的具备执行和实施这一行为的能力，而是听话者觉得听话者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件事情。再比如说：

妻子：晚上回来时候买点菜。

丈夫：昨晚不是告诉你了么，今儿得加班，今晚你就自己凑合着吃点吧。

妻子：哎呀，我早忘记了。

这样一来就可以解释例句（3）中俘虏的行为，在发出“杀了我”这一指令的时候，俘虏不是断定听话者一定会有这样的行为，而是觉得这一指令有得到实施的可能性。

这样一来，用修正过的三个规定性要素可以解释塞尔理论中不能解释的部分，修订和完善了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


 小结

本章所预期解决的问题是：指令言语行为在言语行为中的坐标和位置问题，以及指令言语行为的规定性要素的寻找即指令言语行为重新定义的问题。要解决第一个问题就不得不涉及言语行为的分类，本章在总结前人对言语行为分类研究的成果和不足的基础上，试图以新的分类方法对言语行为进行类别的归纳，在归纳类别的过程中找到指令言语行为的坐标和位置。我们从韩礼德对语言功能的论述出发，对语言的功能类别进行修正：首先，指令言语行为是一种交流行为的言语行为，而不是交流信息的言语行为，进而同交流信息的陈述言语行为和提问言语行为区分开来。第二，指令言语行为是索取对方行动的言语行为，与之相对应的是给予对方行为的承诺言语行为。至此，指令行为在言语行为中的坐标和位置就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找到了指令言语行为的位置，接下来的任务便是考量指令行为本身，包括其规定性要素，这些我们在本章的第三部分进行了探讨。第三部分首先对塞尔对言语行为规定性要素的描写进行了讨论，指出了塞尔用以划分指令言语行为的规定性要素不能解决的问题和不足之处，然后对指令言语行为进行了重新定义，找出了指令言语行为的三大规定性要素，分别为：意图本身、事件状态和主体关系。意图本身，即发出指令者具有让指令接收者实施行为A的意图；事件状态则包含三点：行为A还未实施，发出指令者认为此指令有现实必要性和发出指令者认为此指令有实施的可能性。主体关系则是指发出指令者认为自己有对行为接收者发出此指令的权利。最后，我们用新的规定性要素对塞尔不能解决的例句进行了验证。本章修订和完善了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中对于指令言语行为规定性要素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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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指令言语行为的重新分类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对于指令言语行为的类别，塞尔曾经进行过小类的划分，但是他并没有明确过分类标准，只是按照指令语力或目的比较随意地将这指令言语行为的下位分为：命令、要求、请求、祈求、允许、建议、禁止、疑问等
[1]

 。很多研究者对指令行为的类别也并没有作出过多的关注，所分的类别也是根据个人的理念具有随意性。俄罗斯语言学家M．Б．БepreЛbCOH从言语行为理论角将祈使言语行为分为：纯祈使，显性祈使，间接祈使
[2]

 。孙淑芳（1999）在讨论俄罗斯语言学界对指令言语行为类别划分的基础上，根据分类标准：行为的肇始人是谁，行为的完成对谁有利；双方的社会等级关系怎样，行为的执行者是谁将指令言语行为划分为请求、命令、劝告、回应祈使，并分出了其下位类：请求的亚类有哀求、祈求、恳求、说服；命令的亚类有要求、口令、指示、吩咐；劝告的亚类有建议、推荐、规劝、劝诫、提醒、警告、威胁
[3]

 。而其他学者尽管从不同的角度，如目的或指令的迫切度（Alston：2000），权势、利益、强度差异（赵微：2010），使役驱使力的调节（李军：2003）等角度，对指令言语行为的类别进行过探讨，但是由于制约指令言语行为的因素纷繁复杂，研究者又仅仅对各个因素分别进行探讨，并未理出其中各个要素的制约关系，没能找到一个提纲挈领的着眼点和适合的突破口，从而为指令言语行为分类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标准。赵微（2010）的研究中，将狭义的指令行为分为情感性指令和实施性指令，情感性指令包括希望和诅咒，实施性指令包括禁止、命令、请求、允许及建议。我们暂且不论将诅咒放入指令行为是否合适，这一分类还是具有新意的，问题在于，她同样没有说明在实施性指令行为分类的时候采取了什么标准，也就是说没有分类的理由。这是问题之一。

孙淑芳（1999）对俄罗斯语言学界在指令言语行为（她称作祈使句言语行为）分类研究的概括中说：“俄罗斯20世纪80—90年代分类的参数概括起来有两种：一、根据所要实施的行为与交际双方的利益关系，分为对说话人有利的行为，如命令、请求、哀求等；对受话人有利的行为，如劝告、建议、准许等。二、根据交际双方的社会地位，又可分为‘自上而下的祈使，即说话人社会地位高于受话人’，如命令、准许等；‘自下而上的祈使，即受话人社会地位高于说话人’，如请求、哀求等。”其实不仅仅是俄罗斯的指令行为的研究中有这样的认识，一直以来在指令行为研究中也普遍遵循着这样的认识。如方霁（1999）在探讨指令行为交际双方的关系时谈到，命令是“S相对h具有并有必要显示出绝对权威性”，要求是“S相对h虽然具有但自降绝对权威性又不失相对优势”，而请求是“S与h关系平等相对S，h具有绝对权威性”
[4]

 。

问题二：上面提到的这些参数是不是存在问题？如果存在，存在哪些问题？

我们先来看几个例句：

（1）妈妈对孩子：快吃！饭要冷了！

（2）劫匪（拿枪指着）：说！钱在哪儿？

（3）乞丐（愤怒地）：走开！

（4）经理对职员：我请求你不要把这次的事说出去。

（5）病重的女人：亲爱的，我求你离开我吧，我这病怕是好不了了，只会拖累你……

（6）妈妈对孩子：宝贝，吃一口，就吃一口好不好啊，不吃饭饭，怎么会长大啊？乖……

从语感上说，以上的例句（1）（2）（3）是属于同一类别的，也就是命令，（4）（5）（6）是属于另外一个类别的——请求。首先我们来看社会地位方面例，（1）中妈妈相对于孩子来说，社会地位高；例（2）中劫匪和人质的社会地位，无法衡量；例（3）中乞丐的社会地位在社会中应该是最下一层，但没有人规定社会地位低下的乞丐不能使用命令这一指令形式。因此，命令并非是社会地位高的人对社会地位低的人所采用的指令形式。

再来看后面三个例子，它们的共同点是都是请求行为，例（4）中经理请求下属不要把他不可告人的秘密传出去；例（5）中病重的女人请求自己的爱人离开拖累他自己；例（6）中妈妈恳求孩子多吃一点饭。我们来看经理发出请求是利己的行为，病重的女人和母亲发出的请求行为是利他的，因此请求类的言语行为不仅仅可以是利己的，还可以是利他的。在命令类言语行为中同样也存在这样的现象。例（1）虽说是命令，但有利于听话者；而例（2）和例（3）却有利于说话者，说明命令类言语行为既可以是利己的，也可以是利他的。

同样，建议也并不一定是由平等关系的人之间才可以实施的言语行为，下级可以建议上级，上级也可以采用建议的方式来实施指令，平等关系的人也可以采用建议的方式来实施指令。因此，根据实施的言语行为是利己还是利他以及根据说话者和听话者地位的高低来作为划分指令行为的标准是行不通的。

我们再来看几组例句：

（1）爸爸（对女儿）：把工资拿来！

（2）爸爸（对女儿）：女儿我觉得你还是把工资交给爸爸比较好。

（3）爸爸（对女儿）：女儿啊，他们又来上门讨债了……你发工资了吗？

这三个例句是同样的父女关系，同样的场景，父亲有同样的意图——跟女儿要钱，为什么同样是向女儿求取（索取）工资的行为父亲却选择了不同的指令方式？也就是说，发出指令行为的人和接受指令的人之间，虽然具有同样的交际意图，同样的社会关系，同样的社会距离，但是发话者并不是只有固定的指令形式可以使用，他可以选择不同的指令形式来实施其指令的目的。这是为何？

下面还有几个例子：

（1）哎！那个戴眼镜的，把你的车子往外面挪一挪。

（2）可怜可怜我，给点吃的吧，我的孩子已经3天没有吃东西了。

（3）嗨，哥们，听说你刚买了新车，明天借我开一开吧！

（4）王老师，您能帮我讲讲这个问题吗？

（5）我特希望你能来参加我的婚礼，到时候你能来吗？

（6）今天不许再看电视了，已经看了5个小时了。

（7）我觉得你今天穿那件红色的衣服比较好。

（8）麻烦您让一让，我要下车了。

（9）求你了，别离开我，离开你我一天也活不下去。

（10）又迟到了？门外站着去！

（11）这个报告再改一改，明天10点之前交给我。

（12）禁止吸烟。

上面这些例子虽然都符合“发出指令行为者
具有

 让指令接收者实施行为A的
意图

 ，行为A还
未实施

 ，发出指令行为者将这个
意图现实化

 ，指令接收者
有实施或者愿意实施

 行为A的
可能性

 ，发出指令为认为自己有权利发出此指令”这几点规则，但是我们明显感觉得出它们之间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异，如：例（1）、（10）、（11）趋同，例（2）、（9）趋同，例（3）、（4）、（8）趋同，例（6）和（12）趋同，等等。我们还发现，这几个趋同的小组之间的差异在与它们的语力不同，有些强，有些弱。

问题三：父亲对女儿发出指令的三个句子本质差异在哪里？人们为什么会在某种情况下选择某一种语力的指令形式来表达自己指令的意图呢？影响人们选择具有较高语力或者具有较低语力指令言语行为的因素有哪些？指令言语行为的发出者选择哪种指令形式的根本因素是什么？决定指令行为类别差异的参数有哪些，最重要的是什么？


 第二节　制约指令方式选择的因素

言语行为和其他社会行为一样，指令行为也会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社会关系说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言语行为作为人类交际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它人际功能的作用非常之大，居于其功能的首要位置。Poynton（1985）曾对语言的人际功能作了深入的研究。她具体化了支配这人际功能的情景因素——话语基调。她认为，“话语基调包含三个因素：权势（power）、接触（contact）和感情投入（affected involvement），其中每个因素都是一个连续体”。

参考Poynton的话语基调并进行补充和添加，我们认为，对指令方式的选择，会受到以下一些因素的影响：

一、主体之间的关系

1．主体的权势、话语权的关系

具体来说，权势就是两个行为主体的权势以及话语权的倾向。我们在上一节提到过话语权包含规约性话语权和临时构建的话语权。规约性的话语权我们就不再赘述。临时构建的话语权则是在某一个话语交流中，在特定的语言情境中，如在医院中的医生和病人，尽管这个病人可能是一个政府官员，但在医院这个特殊场合，医生对话题的控制、话题的起止等具有绝对的控制权。又如在法庭上，“控告人或证人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规定哪些言语行为或体裁是他们可以用的；有时只允许回答问题；个人经历只能在被要求说时才能说；当然较有权势的被告人在此情况下可能有更多的自由。争辩或辩解要减到最小的程度，因为它们属于辩护律师或起诉人的话语权势范围”
[5]

 。由于“说话者的权势可以通过对轮番说话的控制表现出来，比如，偏向于选择自己为说话者，打断别人的话，以及使用更微妙的语调、音高、流利度、果断程度等标志”（Scherer和Giles，1979），
[6]

 以便在局部的语境中维护这种权势的存在从而实现自己的指令意图。由于对话语交流的行进过程具有更大的控制力，因此拥有话语权的人更容易也更倾向使用更加简洁的，具有更强指令意味的，不容批驳和否定的指令言语行为。如：

（1）今天不许再看电视了，已经看了5个小时了。

（2）又迟到了？门外站着去！

而在话语模式中，“权势说话人期望人们用正式、尊敬的文体与他们对话，不允许无权势说话人用常用的或口语化的特定词汇”
[7]

 。而无话语权者只能比较被动地说话，因此无话语权或者话语权比较弱的人在需要实施指令言语行为的时候通常会选择建议性的言语行为或者请求性的言语行为，此外除了核心话语，还常常会额外增加一些辅助性的话语结构，以帮助实现其指令意图。如：

张总，
有件事情想麻烦您一下

 ，
您看

 ，下个月我们就要投标了，您能帮我们通个气儿吗？

以上是以往研究中研究者们更加关注同时普遍认可的部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说具有话语权的人对下属或者下级说话时只用到高语力的指令方式，尤其是在这个处处彰显平等和权利的时代，如果权势者和具有话语权的人时时刻刻都用高语力的指令行为，恐怕难以次次实现其指令意图。我们会发现，在现实生活中，本身具有话语权的人对指令方式的选择范围更加广泛些，如领导可以选择用命令的方式让下属做事，也可以使用建议和请求的方式使下属做事。如：

（1）小王，我觉得这个报告还需要再改一改。

（2）同志们，工程紧张，大家再辛苦几天，坚持坚持……

话语权还是客观存在于那里，只是发话者没有强调它而已，但这并不代表听话者会真的忽略掉话语权的存在。

而本身不具有话语权的人，则通常情况下选择的范围会比前者小很多，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可以选择与自身权势不相符的形式来进行指令行为，这点我们在下一章会详细展开讨论。

2．主体之间的社会距离

简言之，主体之间的社会距离是指两个行为主体的熟悉程度，正如Poynton所说的接触，这是一个连续统，但主要包括熟悉、不太熟悉和陌生三个量变到质变的点，在这三大聚集点附近的社会距离的人在采用指令方式时会有不一样的倾向。根据礼貌的准则，不熟悉的人之间往往优先选择语气比较缓和的，带有礼貌性质的建议类和请求类言语行为，除非发出指令者认为对指令接受者只有用命令的方式才能达到其指令目的。如：

（1）麻烦您让一让，我要下车了。

（2）小姐，打扰一下，请问去华师大怎么走？

而熟悉的人之间选择何种方式的指令行为则没有明显的倾向性，有可能会采取比较随意的指令行为，而较少考虑到礼貌的问题。冯光武的研究表明在家庭指令行为中，并不存在哪种语力的指令行为更为优先的情况，说话人根据自己的目的和情绪来随时调整指令的形式。如：

（1）老公，快把窗打开！热死我了。

（2）嗨，哥们，听说你刚买了新车？明天借我开一开吧！

如果说在熟悉的人之间会有影响指令形式选择的因素的话，那么首要因素是场合因素，而不是社会距离和话语权的因素，如在庄重的婚礼、葬礼、宴会、大型会议等严肃的场合选择的指令方式与轻松的日常生活有所不同。

二、事情外部状态

发出指令者选择何种语力的指令行为时候还会受到事情状态的影响，包括场合的正式程度和事情的紧急程度及事情执行的难易程度三个方面。

1．场合的正式程度

场合的正式程度是指这个言语行为发生的场合是正式的场合还是非正式的场合。一般来说，在正式的场合、公共场合、非正式场合和私人场合对指令言语行为的实施方式的选择和表达也有所区别。通常情况下，在正式场合和公共场合，指令言语行为的发出者一般会采取严肃的语气、正式的口吻、公事公办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都是拥有话语权的人发出指令言语行为，而对于无话语权的人或者话语权比较小的人来说，默认状态是无发话权而只有执行的义务，如在法庭法官要求证人出示证据这一指令言语行为。请看下面两个例子：

（1）审判长：“被告人×××，交代你的犯罪事实吧！”

（1a）审判长：“被告人×××，起诉书指控你犯有××罪，现在调查××、××的事实，你应当如实回答法庭的提问。”
[8]



很显然，（1）比（1a）要合适得多，这是由于场合赋予它的选择。场合的正式程度往往和话语权的强弱有着比较紧密的关系，一起影响着指令言语行为的实施方式。而在非正式场合中，指令行为的发出者要选择哪种语力的指令行为则有比较多的选择性。

2．事态的紧急程度

事态的紧急程度是指实施言语行为的过程当中，事态是否为紧急状态和事态的严重性如何。在非紧急的状态下，发话者的话语权、熟悉度、心理状态会对指令的方式具有比较大的影响；而在紧急的状态下，可以忽略掉发话人话语权的强弱，忽略掉发话人和听话人的熟悉度，而以处理紧急发生的事态为首要任务。比如在看到有人落水的情况下，某人大声喊：“快去救人！”众人一呼而上。再比如在地震或者火灾中，某人喊：“快跑！”在紧急情况中，事态的紧急程度和理由充分度有着非常大的联系，因为在这种情况中，人类生命的安全是最充分、最应该放在第一位的理由。同样，在事态不是那么紧急的情况下，指令行为的发出者要选择哪种语力的指令行为则有比较多的选择性，这些选择性则基于对其他几个影响因素的决断。

如果一个人要发出一个指令，那么他不能随便发出，一定需要比较充分的理由。我们来看下面几个例子：

（1）可怜可怜我，给点吃的吧，我的孩子已经3天没有吃东西了。

（2）哎！那个戴眼镜的，把你的车子往外面挪一挪！

（3）开火！

（4）肃静！

乞丐发出请求是因为如果你不帮助他，孩子就会饿死。乞丐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充分的发出请求的理由。再比如说，你不能随便叫别人“滚出去”，如果你要别人实施“滚出去”这个指令行为，那么一定是你具有充分的理由：或者是别人私自进入了你的私人住宅，侵犯了你的权利；或者是对方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至少是发话的言语主体认为他有充分的立场和足够的理由要求对方实施“滚出去”这一行为。在例（2）在这个话语环境中，也许戴眼镜的这个人是位政府官员，也许是位法官，也许是位教授，但是不管他的社会地位如何，在他的主要生活环境拥有怎样的话语权，这时候都得服从看管车子的管理员，因为管理员具有充分的理由要戴眼镜的人挪车子。

在场合的正式程度非常高的时候和事态非常紧急的时候，言语行为发出者使用语力较高的指令行为具有非常高的合理性，即具有充分的理由来采用高语力的指令行为。比如例（3）在战争中，长官发出命令：“开火！”长官之所以发出的是命令的行为而不是建议、请求行为或者带有有礼貌性质的“请开火”，和他拥有的话语权有关，也和事态的紧急程度有关。在紧急情况下必须用简洁、明白的语言，而不是委婉的、礼貌的语言来达到高效率的指令的目的。同样例（4），在法庭上，法官发出“肃静”这样较高语力的指令，而不是“大家可以安静一下吗”的低语力的指令，因为在法庭这样严肃和正式的场合，只有较高语力的指令行为才能符合法庭的严肃性、庄严性，才能体现出法律的威严性。

3．事情执行的难易程度

事情执行的难易程度即在话语权双方的关系、心理因素等其他因素都确定的情况下，如果指令行为的发出者和接收者是友好关系，那么如果事情执行起来越难，则指令行为的发出者越倾向于采用语力较低的指令行为。如借钱，借钱的数目越大，则采取的指令形式会发生变化。如：

（1）哥们，身上有百十来块没？借我用用！

（2）和你说个事儿，不知道你手头方便不方便，最近我有点急事，需要十万……

如果双方是敌对关系，则不遵循这个原则，一定是使用语力很强的指令形式。如绑匪和被绑者的家属：

三百万！不然别怪我没提醒过你们！

三、心理因素

心理因素是指发话者愿意用什么样的感情色彩来表达其指令。发话者的感情色彩，包含了发话者与听话者本身的情感状态，也包含了发话者当时的情绪状态，还包括了指令行为发出者的心理期待值。

1．情绪状态

首先情绪状态会影响到指令言语行为的使用方式，如人在愤怒的时候和心态平和的时候说出来的话有可能会截然不同。这点不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本文只对指令行为发出者在情绪可控的情况下所发出的指令情况。

2．心理期待

心理期待值也会对指令言语行为方式的选择造成非常大的决定性作用。如一个拥有话语权的领导在心理期待值非常高的情况下会采取比较客气的或者是拉近距离的方式和下属说话，以便让下属更加愉悦地高效地去完成其发布的指令行为；而对于没有话语权的人来说，则可能会倾向于采取恳求或者是哀求的方式来充分表达自己的需求，达到实现其指令行为的目的。

3．指令行为发出者与指令行为接收者的情感关系

指令行为发出者与指令行为接收者的情感关系也会影响到指令方式的选择。如果指令行为的发出者和指令行为的接收者是敌对情感，那么通常会采取高语力的指令方式。如：

（1）跟我们走一趟！

（2）再说就毙了你！

而如果是非敌对情感，则会有多种可能性。我们为什么将情感状态放在心理一栏中，而不是放在主体关系中，是因为，主体关系是交际双方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是熟悉的还是陌生的，在此情此景下谁具有话语权，这些都是客观的东西。而感情因素中的情感状态，则不能等同于社会距离，情感状态包括敌对的情感状态和友好的情感状态，社会距离近的两个行为主体之间可能具有的是敌对的情感状态，也可能具有的是友好的情感状态，可能此时具有的是敌对的情感状态而彼时具有友好的情感状态，而指令发出者对指令接收者的情感状态是什么对指令行为的发出者采取的指令形式具有非常关键的影响，我们将其独立地列为一点。影响指令行为方式选择的因素如下表所示：

表2　制约指方式选择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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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制约指令方式选择因素的优先级别

在这一部分我们试着将下面几种构成条件作为变量，观察这些变量在不同指令言语行为中会有何种变化，这些变量在言语行为实现的过程中有无优先级别，如果有，优先级别是什么？

我们知道指令言语行为的实施会受到各种各样条件影响，而这些条件也不是单一地起着作用，它们一起对言语行为的实施起作用，它们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暨南大学的李军先生曾经就“汉语使役方式选择与社会情境制约关系”进行过问卷调查和统计，发现社会权力、社会距离、发话人对受话人顺从情况的估计、使役要求的难度、使役的利益性质及使役的内容类别等对使役方式的选择都会产生影响。但其实这些要素在指令言语行为实施时具有不同级差的影响力。下面我们来作进一步的分析：

我们认为最先制约指令言语行为选择的因素是心理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情感状态，如果情感状态是负面的，也就是说交流双方的处于敌对的情感状态，则通常来说会采用语力级别高的指令行为方式，如间接命令——威胁、直接命令。

其次，如果交流双方处于非敌对情感状态，那么对指令方式选择最为重要的因素是事件状态中的事情紧急程度和场合正式程度，其中事情紧急程度的优先级别高于场合正式程度。在事情发展状态为紧急的时候，可以只考虑怎样最简洁有效地发出指令，即用高语力的指令形式。

第三，在非敌对情绪状态非紧急状态下，场合条件的重要性则凸显出来。在正式的场合中，一般来说发出指令言语行为的人是具有一定话语权的人，话语权较弱的人则几乎没有实施指令言语行为的权力。而由于正式场合的严肃性，以及场合和社会状态赋予拥有话语权的人说话的合理性——“除日常的会话外，他们（指具有权势的人）控制正式的对话和书面的公众传播话语。他们参加重要的政府讨论、国会辩论……他们拥有报纸、电视台、出版社和技术手段……新闻价值从意识上被固定，以使精英及其行动成为优先话题……”
[9]

 因此正式场合中的指令行为都是具有较高语力的指令行为。

第四，在非敌对情绪状态非紧急状态下同时场合是非正式的情况下，主体之间的社会距离对指令方式选择的作用则凸显出来。主体之间的社会距离越远，通常情况下会采用指令语力较低的指令形式。

第五，在非敌对情绪状态非紧急状态，场合是非正式的情况并且主体之间的社会距离比较近情况下，事情执行的难易程度对指令行为的制约作用如上面所述，事情执行起来越难，则指令行为的发出者越倾向于采用语力较低的指令行为；事情越容易，则容易采用高语力的指令形式。

我们这一部分没有提到话语权在优先级别中的地位，不是因为它不重要，而是非常重要，因此我们将在下一节对其进行重点分析。


 第四节　指令言语行为分类的基本依据及指令言语行为的类别

一、“话语权”和“对话语权的处置”

1．“话语权”是指令言语行为的核心概念

我们来看下面几个例子：

（1）A：我们明天几点开会？

B：下午3点。

（2）A：早！

B：你好！

（3）昨天晚上我写论文写到3点半。

（4）亲爱的，我今天一定早点回家。

（5）A：把窗户打开，好热啊！

B：哦！

以上的几个例子，第一个言语行为是提问言语行为，第二个言语行为是招呼言语行为，第三个言语行为是阐述言语行为，第四个言语行为是承诺言语行为，第五个言语行为是指令言语行为。

我们在第三章的研究指出了指令言语行为的三大规定性要素。在这一章的前面几节讨论了制约指令方式选择的要素和这些要素的优先级别。在这些制约要素中，指令言语行为的主体间的关系尤其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在“指令”的行为意图确立之后，具体的形式到底如何选择？这时最主要的参数应该就是基于主体之间关系而形成的“话语权”。

虽然任何言语行为都有一个话语权的问题，但是，我们认为，与阐述言语行为、提问言语行为、招呼言语行为等比较，在指令言语行为中，话语权的参数具有特别重要的位置：问几点开会、打招呼、和别人谈论写论文的经历、答应对方一件事的时候，话语权并不作为一个凸显的因素对这些言语行为起作用，并不是只有具有话语权的人才可以提问，也不是没有权势和没有话语权的人不可以打招呼，阐述的方式也并没有因为这个人具有或者不具有话语权有什么差别。而指令言语行为则不同，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说话者的权势可以通过对轮番说话的控制表现出来，比如，偏向于选择自己为说话者，打断别人的话，以及使用更微妙的语调、音高、流利度、果断程度等标志”（Scherer和Giles：1979）
[10]

 ，以便在局部的语境中维护这种权势的存在从而实现自己的指令意图。而在话语模式中，“权势说话人期望人们用正式、尊敬的文体与他们对话，不允许无权势说话人用常用的或口语化的特定词汇”
[11]

 。而无话语权者只能比较被动地说话。因此话语权对指令有着非比寻常的作用，这种作用对如何实施指令、指令是否能够成功实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是指令性言语行为的核心概念。

2．指令行为的发出者对“权势”和“话语权”的三种处置方式

在上一节中我们分析了影响选择不同指令方式的要素，并对这些要素作用于指令言语行为选择中的优先程度作了进一步分析，在所有的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是话语权要素，但话语权与不同指令方式的选择之间的关系
并不是

 如下表所示：

表3　话语权与不同指令方式关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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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绪论中提到过，意图是言语行为的核心概念，人们之所以实施某一种言语行为是为了实现其根本意图，也就是说“意图—实现”原则是交际的最高原则，人们在交际的过程中根据这个最高原则来选择自己的交际策略。基于这一原则，虽然有权势的人具有权势带来的话语权，他可以运用其话语权来实现其交际意图即用高语力的指令方式来实现其意图，正如钱冠连（1997）“运用权威”策略提到的“用足了权威也可以使说话更有效果，达到说话目的”
[12]

 。但钱冠连没有提及的是，具有话语权的人并不是无时无刻在用命令的指令方式方式来行使指令行为，在有些情况下这样单一指令方式只能显得发话者飞扬跋扈而对指令的实现毫无益处，因此他们同样也会采取其他方式来实施指令，即他会根据实际的情况对其如何运用话语权进行策略性的调整。也就是说，“运用权威”（权势）或者说对“话语权”的处置是一个可以调节的策略性的行为。我们可以对“话语权”的运用或者处置赋值的话，可将“话语权”的运用分为－1度、0度和1度的话，－1度为最低、0度为中间值，1度为最高。那么指令行为的发出者是如何处置他们的“话语权”呢？

第一，当指令行为的发出者将这个策略调到最高值1的时候，发话者最大程度地运用了自己所拥有的话语权，通过
强调自己的话语权

 ，或者
降低对方的话语权

 ，采取具有较高语力的指令方式来实施指令，实现自己的指令意图。如：

（1）小王：闭嘴！你再这么说我就不客气了！

小赵：大家都在这个公司工作，凭什么你可以说话我不可以说？今天我偏要说个痛快！大家都来评评理啊！……

（2）小赵：别说了，这个活我干不了，您另找高人吧！

经理：你……！

（3）局长：你给我马上去办！办不好别来见我！

小赵：是是，局长，我这就去办。

第二，当指令行为的发出者将“运用话语权”策略值调到0的时候，说明他在刻意淡化自己的话语权，通过
模糊自己和听话者之间的话语权差异

 ，采取具有中等语力的指令方式来实施指令。如：

（1）局长：小赵，你对这个案子有什么看法啊，说说看。

小赵：好的，我认为在这个案子中……

（2）小赵：我认为这个解决方案的可行性比较高，我建议我们公司采取C方案。

经理：嗯，你的建议还是比较有道理的，把你的评估报告发给我一份。

（3）朋友A：明天晚上有空不，一起去酒吧？

朋友B：好啊！到时候打电话！

第三，当指令行为的发出者将“运用话语权”策略值调到－1的时候，说明他在刻意人为地降低自己的话语权，通过
强调自己和听话者之间的话语权差别

 ，
突出对方话语权或者故意抬高对方的话语权

 ，采取具有低语力的指令方式来实施指令。如：

（1）乞丐：好心人帮帮我吧，我的孩子病了，没钱治病，请你给点钱，救救孩子吧。

路人：（扔下5元钱）

（2）弟弟：哥，我遇到点大麻烦，你手头方便不方便？能不能帮帮我，我真是没别的办法了……

哥哥：说吧，你需要多少？

我们说，事物的位置都是相对的，降低自己的话语权就相当于提高对方的话语权和强调对方的话语权，提高对方的话语权可能是出于对对方表示礼貌和尊重的目的或者出于有求于对方目的，以此策略性的行为来达到实现指令的根本意图。如：

局长：小赵，呵呵，你就饶过他这一次吧，我回家后好好教育他，这孩子不懂事……

小赵：好吧，局长，我不该放了他的，其实，这都好几次了，算了算了，我看您的面子，您回去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啊，不然以后有得您操心的了。

以上的情况我们可以用下表来表示：

表4　对话语权的策略性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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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对话语权处置方式”的指令言语行为类别的划分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对指令行为的发出者如何根据自己的意图对“话语权”这一条件进行策略性的调节。

我们发现发话者对话语权的调节的刻度值（1，0，－1）与指令性成正比或者说对话语权的强调与指令行为的强度成正相关，即指令行为发出者对“话语权”强调程度的差异即对“话语权”调节的目标值的差异在话语层面会显示为不同的指令形式。

1．“强调自身话语权”的指令言语行为

强调自身话语权降低对方话语权的指令行为，即命令。在本文禁止作为命令类的下位出现，即命令类言语行为包含命令和禁止。如：

（1）周朴园：来人啦！来人！这有人么？

仆人：老爷！

（曹禺《雷雨》）

（2）阿美：李玉琴，我警告你，我爸是我一个人的，谁也别想抢走。

（电视剧《搭错车》）

（3）司令飞去一脚踢到王文义的屁股上，“咳什么？”

“司令……”王文义忍着咳嗽说，“嗓子眼发痒。”

“痒也别咳！暴露了目标我要你的脑袋！”

“是，司令。”王文义答应着……

（莫言《红高粱》）

（4）鲁大海（掉过脸来向鲁贵）：把钱给我！

鲁贵（疑惧地）：干什么？

鲁大海：你给不给？（声色俱厉）不给，你可记得住放在箱子里的是什么东西么？（手枪）

鲁贵（恐惧地）：我给，我给！（把钞票掏出来交给大海）钱在这儿，一百块。

（曹禺《雷雨》）

领导给下属布置任务可以选择命令的话语模式，而乞丐呵斥闯入领地者也可以采用命令的话语模式。命令是说话者为了强调自己所具有的话语权时所选择的一种指令模式。如当人们希望通过强调自己具有话语权来让他人实施某种行为的时候，便会采取命令形式。例（1）和例（3）是本身具有话语权的人发出的，他们通过“运用权威”来给听话者施加压力从而使他不得不服从命令；例（2）和例（4）的发话者则是不具有权势和权威，但他们同样可以通过降低对方的权势、强调自己的话语权的策略来实施指令。禁止，是命令他人不做某事，我们也将其放入命令类的言语行为的类别，作为命令类言语行为的下位。

同时，在这一类别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到的是有这样一类表达指令的方式：例如在例（3）中司令的话：“痒也别咳！暴露了目标我要你的脑袋！”
 再如这样的例子：“要是将此事传出去，我就让你父母知道，让你单位知道，让你在单位混不下去！”
 以上这些言语行为都是典型的承诺言语行为中的“威胁”，但在这里却起到的是指令的作用（威胁和指令的关系我们将在下一章从逻辑的角度展开讨论和分析）。

2．“模糊彼此话语权”的指令言语行为

模糊彼此话语权的指令言语行为即建议、商量等。劝阻作为建议别人不做某事被我们在本文归入建议类言语行为的下位。如：

（1）罗汉大爷说：“兄弟们，有话好说。”

大个子伪军说：“老畜生，滚一边儿去。”

（莫言《红高粱》）

（2）徐太太掉过头来，单刀直入地问道：“那么六小姐，你一准跟我们跑一趟罢！就算是去逛逛，也值得。”流苏低下头去，微笑道：“您待我太好了。”

（张爱玲《倾城之恋》）

在例（1）中，罗汉大爷本来和伪军是敌对关系，伪军在当时的情况下具有绝对的权势，而罗汉大爷却采取了模糊彼此权势的语言形式，用建议的方式来拉近彼此的距离，以便达到自己保护主人牲畜的目的。例（2）中徐太太为了带流苏去香港，将彼此双方的地位和权势暂时悬置，用建议和劝说的方式，来让流苏同意。再如领导给下属建议。在社会关系本来就平等的对话双方更易于采用模糊彼此话语权力的指令方式，是一种无标记的默认形式；还有一种是双方本身是不平等而采取刻意将双方的话语权和权势悬置的指令方式时，则更具有研究的价值。这类指令模式包括建议，还包括邀请。如：我希望你能来参加我的婚礼。

与其他两类言语行为不同，这一类言语行为的发话者建议的对象可以是听话者，也可以是包括说话者在内的群体。如：

（1）咱们明天去看电影吧。

（2）咱们还是别待在这儿了吧。

而其他两类的指令行为则仅仅是针对说话者而发出的。

3．“突出和强调对方话语权”的指令言语行为

突出和强调对方话语权，降低自身的话语权的指令言语行为，即请求以及以请求为一点延伸扩散出来的连续统，如乞求、祈祷，等等。

（1）鲁贵：四凤，别——你爸爸什么时候借钱不还账？现在你手下方便，随便匀给我七块八块好么？

鲁四凤：我没有钱。（停一下放下药碗）您真是还账了么？

（曹禺《雷雨》）

（2）鸿渐快乐得心少跳了一跳：“那就顾不得了。唐小姐，我想请你跟你表姐明天吃晚饭，就在峨眉春，你肯不肯赏脸？”唐小姐踌躇还没答应……

“别客气，我求你明天来。我想去吃，对自己没有好借口，借你们二位的名义，自己享受一下，你就体贴下情，答应了罢！”

唐小姐笑道：“方先生，你说话里都是文章。这样，我准来。明天晚上几点钟？”

（钱钟书《围城》）

（3）周繁漪：（她转向他，哭声，失望地说）哦，萍，好了。这一次我求你，最后一次求你。我从来不肯对人这样低声下气说话，现在我求你可怜可怜我，这家我再也忍受不住了。（哀婉地诉出）今天这一天我收到罪过你都看见了，这样子以后不是一天，是整月、整年地，一直到我死，才算完。他厌恶我，你的父亲；他知道我明白他的底细，他怕我。他愿意人人看完是怪物，是疯子，萍！——

周萍：（心乱）你，你别说了。

（曹禺《雷雨》）

在例（1）中，鲁贵虽是四凤的父亲，但是他需要从女儿那里拿钱去还赌债，因此，他没有采用通常情况下的父亲对女儿命令的态度，而是采用了降低自身的话语权、强调对方话语权和权势的请求的方式。强调对方话语权力和权势就是弱化自身的话语权力和权势。其中包含两种情况；例（2）中，方鸿渐为了能邀请到心仪的唐小姐共进晚餐，采取了降低自身的指令策略。我们看到，他先是用了“你肯不肯赏脸”的客气话，在没有得到应允之后用了更加降低自身而抬高对方的话语“我求你明天来”、“你就体贴下情，答应了罢”这样的请求方式，最后得以成功邀请到唐小姐。而在例（3）中繁漪为了能够让周萍带她走从而使用了“这一次我求你，最后一次求你”和“我从来不肯对人这样低声下气说话，现在我求你可怜可怜我”这样降低自身的指令方式，通过表达自己渴望的程度和希望得到周萍帮助的极度渴求的心理来达到实现其请求的目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众多纷繁复杂的各项制约因素中，话语权是制约指令方式选择的核心因素，采用什么样的指令形式，取决于说话者在对各种情况进行过权衡之后采取的对话语权力和权势的强调与否的态度。越是强调自己话语权力和权势，指令的语力则越高；越是弱化自己的话语权力和权势，指令的语力则越低。因此，对话语权力和权势的强调程度，是众多指令言语行为实施条件和因素中最具提纲挈领作用的一个因素。


 小结

本章一共分为四节，第一节我们指出传统研究中指令言语行为分类存在的问题：随意性的列举，缺乏逻辑性的分类。指令的方式有很多，指令方式的不同造成了指令类别的差异，因此第二节对制约指令方式选择的因素进行了研究。影响说话者选择什么样的指令方式的因素也有很多，本文总结了三点：主体间的关系、事情的外部状态和心理因素。对于指令行为来说，主体间的关系即“话语权”是最为凸显的、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的研究仅限于主体之间客观存在的“话语权”，而没有注意到主体之间还存在对“话语权”的处置的问题，即具有话语权的人并非只用高语力的指令模式进行交流，而不具有话语权的人也并非只用低语力的指令模式，言语行为的主体会对各种因素加以考量之后，决定如何“处置”他们之间存在的话语权的差别。在第四节中，基于言语主体对“话语权的处置”方式的不同，我们将指令言语行为划分为三大类别：强调自身话语权、降低对方话语权的指令言语行为，模糊彼此话语权的指令言语行为和强调对方话语权、降低自身话语权的指令言语行为。这样的分类模式和以往的分类模式相比较，不但具有逻辑性，而且在实际的指令行为研究中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注释：


[1]
  Searle, J．R: Expression and Meaning: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Speech Acts［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2]
  [3]
  孙淑芳．祈使言语行为的分类及其语义诠释［J］．中国俄语教学，1999（1）.


[4]
  方霁．现代汉语祈使句的语用研究（下）［J］．语文研究，2000（1）.


[5]
  [6]
  [7]
  [9]
  [10]
  [11]
  Tenu A．Van Dijk．social cognition, social power and social discourse［J］．外语言学，1991（3）.


[8]
  宋建．略谈法庭语言的特征．汉语学习［J］, 1986（4）.


[12]
  钱冠连．汉语文化语用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


第四章　指令言语行为与指令的度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指令言语行为的语力是有所区别的，即指令言语行为的指令度是不同的。语言学界一般认为：间接指令的指令度低于直接指令即越是间接的指令言语行为，其指令度越小，其语力越低。那么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如果不是，指令行为的指令度究竟和哪些因素有关？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这一章对直接指令和间接指令进行重新探讨。

一直以来，对于间接指令，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关心的问题仅限于以下几个方面：间接指令的理解的问题；间接指令的形式问题；直接指令、间接指令与礼貌和面子的关系，等等。而这些研究全部都是基于阐述言语行为和提问言语行为这两种作为次要施事行为的言语行为展开的，而我们的问题是：除了阐述言语行为和提问言语行为，人类还会使用别的言语行为作为次要施事行为来实施指令吗？如果有，是什么？它的指令度如何？这是我们将要试图探讨的另外一个问题。


 第二节　直接指令言语行为与间接指令言语行为

在言语行为的研究上，塞尔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区分了直接言语行为和间接言语行为：“一个语句有意义的最简单的情况就是在说话者说出这个语句时，仅从字面上就已经表达了他要说的东西，比如说‘请把盐递一下’就明确表达了一个要盐的请求，但是在我们日常言语交际中并非所有的话语都这么直接……有时候说话人说出的一个语句不仅具有语句的字面意义，而且表达了比其字面意义更多的东西。”
[1]

 在《表达和意义：言语行为研究》（1979）一书中，塞尔以这样一个著名的例子揭示了间接言语行为这一现象：

Student X: Let's go to the movies tonight.

Student Y: I have to study for an exam.

他指出在语言使用中存在字面意义与发话者意图不相符的现象，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的概念：“The cases we will be discussing are indirect speech act，cases in which one illocutionary act is performed indirectly by way of performing another．”
[2]

 ——即间接言语行为就是通过实施另一种言语行为而间接地实施的一种言语行为，并通过解释以上例句“Let us say that the primary illocutionary act performed in Y's utterance is the rejection of the proposal made by X，and that Y dose that by way of performing a secondary illocutionary act of making a statement to the effect that he has to prepare for an exam
 ”将表达字面意义的言外行为叫做次要言外行为（或次要施事行为），将表达真实意图的言外行为叫做主要言外行为（或主要施事行为）。同时在这本书中，塞尔以“指令言语行为”为例对间接言语行为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塞尔将间接行为分区为规约性（conventionally）间接言语行为和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是指可以通过对“字面用意”做出一般性推断得出的间接言语行为，也就是根据话语的句法形式，按照习惯就可以推断出其“言外之意”。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则需根据语境和相关背景知识来推断。

塞尔总结出以下六类规约性地表达间接指令的句子
[3]

 ：

（1）有关听者实施A的能力的句子。

Can you reach the salt？

Could you be a little quite？

（2）有关说者希望或要听者做A的句子。

I wish you wouldn't do that．

I would like you to go now．

（3）有关听者做A的句子。

Would you kindly get off my foot？

Won't you stop making that noise soon？

（4）有关听者的欲望或者愿意做A的句子。

Would you be willing to write a 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for me？

Do you want to hand me that hammer over？

（5）有关听者做A的原因的句子。

You ought to be more polite to your mother．

You should leave immediately．

（6）在另一个句子中包含了以上这些元素的一些句子。

I hope you won't mind if I ask you if you could leave us alone．

Would you mind awfully if I asked you if you could write me a 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之后，塞尔又对照指令言语行为的适当条件将这六种类型合并成三种：
[4]



（1）与指令言语行为的适合条件相关的类型（Those having to do with felicity conditions on the performance of a directive illocutionary act）（上面的第一到第三类）

（2）与原因相关的类型（those having to do with reasons for doing the act）（第四和第五类）

（3）两者交叉的类型（those embedding one element inside another one）（第六类）

既然指令言语行为有其适合条件，那么无论是直接指令言语行为还是间接指令言语行为，都应该完全符合这几个最基本的适合条件，从而和其他类型的言语行为区别开来。因此将间接指令言语行为归纳为与指令言语行为适合条件相关的类型和与原因相关的类型是不恰当的，因为与“指令言语行为的适合条件相关”和“与原因相关”不是一个层面，而且并非完全不相交的关系，与“适合条件相关的类型”并不是和原因没有关系，而“与原因相关的类型”一定也是符合适合条件的，否则怎么能称其为指令行为呢？

本文认为，塞尔所归纳总结的规约性间接指令言语行为以及其他非规约性间接指令言语行为都可以是实施这一言语行为的理由。

如：请你别走！


这是一个直接指令行为，它可以用以下一些间接言语行为来表达：

（1）你可以留下来吗？

（2）我希望你不要走。

（3）为什么要走？

（4）我希望你不介意我请求你留下来。

（5）亲爱的，我今天身体好不舒服啊。

而这些间接指令行为都是和理由相关的，都是用“不走”的理由“请你留下来”。

本文认为指令行为是由指令本身和理由两部分构成。

从理论上来说，一个完整的指令言语行为应该包含两个部分：指令本身和发出指令的理由。如：

（1）（在公共汽车上）麻烦你让一下，我到了。

（2）（妈妈要求生病的孩子喝药）快点喝掉，不然病好不了。

（3）请你马上离开，我不想看到你！

（4）刘麻子：告诉你，过了这个村可没有这个店，耽误了事别怨我！快去快来！

康六：唉！我一会就回来。

（老舍《茶馆》）

但并不是每个指令言语行为都包括完整的两个部分，有些指令直接由指令本身来体现，即只有指令部分，理由部分为零形式。如：

（1）周朴园：来人啦
 ！来人
 ！这有人么？

仆人：老爷！

（曹禺《雷雨》）

（2）假县长：站起来
 ！不准跪
 ！

（电影《让子弹飞》）

（3）“不准偷懒
 ，你再把腰弯低一点
 ，再低一点
 。”左林说，

“你这么弓着背，哪像一匹马，你像一头长颈鹿！”

“弯不下来了，再弯我就没办法跑了。”傻子光春说，

“你还说我偷懒，你不信，不信我们换一下试试？”

（苏童《香椿树街故事》）

（4）松二爷（对王利发）：看着点我们的鸟笼子
 ！

王利发：您放心，我给送到家里头去。

（老舍《茶馆》）

有些指令由其原因来体现，即只有原因部分，指令部分为零形式。如：

（1）A：你手头方便么？

B：需要多少？

（2）繁漪（一字一顿）：我希望你不要走。

（曹禺《雷雨》）

（3）老师（对正在吵闹的学生）：你们可以安静一点吗？

（4）你愿意帮我个忙吗？

（5）你不值得为了他生气。

（6）黄四郎（对手下正在和他耳语的人大声嚷道）：听不见！

手下人（大声说）：城里麻匪火拼，死了六个人，咱们的人安然无恙！

（电影《让子弹飞》）

因此，我们说，当一个指令行为的理由为零形式的时候，这个指令行为一定是直接指令行为；而当指令本身以零形式出现但其意图却指向指令的话，则这一指令行为为间接指令行为。如下表所示：

表5　指令行为在话语层面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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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承诺与指令

一、阐述、提问与指令

在塞尔归纳总结出的最重要的六类非规约性指令行为（有关听者实施A的能力的句子；有关说者希望或要听者做A的句子；有关听者做A的句子；有关听者的欲望或者愿意做A的句子；有关听者做A的原因的句子；在另一个句子中包含了以上这些元素的一些句子）的例子中，他用了以下这些例句：

（1）Can you pass the salt？

（2）Would it be convenient for you to come on Wednesday？

（3）Would you mind awfully if I asked you if you could write me a 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4）You can go now．

（5）You ought to be more polite to your mother？

（6）I'd rather you didn't do it anymore．

（7）I hope you won't mind if I ask you if you could leave us alone．

汉语间接指令行为同样也存在着相似的情况，如：

（1）罗汉大爷说：“兄弟们，有话好说。”

大个子伪军说：“老畜生，滚一边儿去。”

莫言《红高粱》

（2）虞积藻说：“我们下楼去，吹泡泡。”

老铁说：“这会儿太阳毒，傍晚吧。”

毕飞宇《彩虹》

（3）司令飞去一脚踢到王文义的屁股上，“咳什么？”

“司令……”王文义忍着咳嗽说，“嗓子眼发痒。”

莫言《红高粱》

（4）妻子：我有点饿了，你弄点吃的好不好？

丈夫：（递东西给妻子）吃个苹果？

（5）鲁贵：四凤，别——你爸爸什么时候借钱不还账？现在你手下方便，随便匀给我七块八块好么？

鲁四凤：我没有钱。（停一下放下药碗）您真是还账了么？

（曹禺《雷雨》）

（6）韦老师说：“安静，你作为安然的姐姐，作为我的老同学，应该协助安然把路子走正。”

“到底是怎么啦？”我有些沉不住气了。

（铁凝《没有纽扣的红衬衫》）

（7）“哎，我希望你这阵子老实点儿。”

“我又怎么啦？”安然用两个指头捏着桃核问。

（铁凝《没有纽扣的红衬衫》）

对于间接指令言语行为，研究者们关心的问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听话者是如何通过字面意思把握其真实意图的，也就是间接指令的理解问题；间接指令使用提问和阐述两种言语行为来表达不同程度的指令，即间接指令的形式问题，比如情态助词和情态动词在间接指令行为中的作用和意义以及在间接言语行为表达中对层级的作用，如ought，need，have to，must，will，could，would，might等；直接指令和间接指令与礼貌和面子的关系，即间接指令的语用问题等。而在汉语指令行为的研究中，大部分的学者也是从塞尔的理论和例句出发，或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或从英汉对比的角度，或从隐喻的角度，或从关联理论入手，或从认知的角度，或从礼貌的角度来研究间接言语行为以及间接指令行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研究中，无论是国外的研究者还是国内的研究者对于间接指令行为的研究，全部都是基于阐述类言语行为和提问类言语行为这两种类型的言语行为展开的。

于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产生了：是不是只有阐述和提问这两类言语行为才可以作为次要施事行为来承担指令（主要施事行为）的功能？大家在分析例子的时候有没有所遗漏？还有没有别的言语行为的类别可以充当次要施事行为来表达指令行为？

我们再来看下面几个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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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If you don't give me the money, I'll shoot you!

（2）If you don't stop seeing Juliet, I'll kill you!

（3）You're going to be punished if you don't turn it back on right now!

（4）Turn it on or you're gonna get a spanking!

（5）Stop the radio right now or else!

（6）Your money or your life!

（7）罗汉大爷说：“这是东家的牲口，不能拉。”

伪军说：“再吵嚷就毙了你个小舅子
 ！”

（莫言《红高粱》）

（8）再不走我报警了！

（9）（花姐拿枪指着麻匪首领）“要么成，要么死！”

（电影《让子弹飞》）

（10）张麻子：你逃过一次，你要是再敢耍我……

马邦德：明白，脑袋搬家……

（电影《让子弹飞》）

（11）妈妈（对坐在地上玩耍的孩子）：再坐在地上小心你的小屁股！

（12）老三：三日之内，钱到，放人，钱不到，撕票！

（电影《让子弹飞》）

很明显，这12个例句都是间接指令行为，但它们既不属于阐述言语行为，也不属于提问言语行为，它们是——威胁行为。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对间接指令行为的研究都未曾提及威胁作为次要施事行为在间接指令行为的地位和功用。

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是：上述十二个例子都是威胁言语行为，那么威胁行为和指令行为有何内在联系？是不是所有的威胁行为都是指令行为？如果不是，那么在何种条件下威胁言语行为可以作为间接指令行为出现？这是我们接下来要思考的问题。

二、承诺与指令

1．承诺与指令

从奥斯汀（Austin）到塞尔都把承诺和指令作为言语行为中典型的类别，将这两种言语行为作为并列的两个类别看待，但对这两种言语行为的关系，他们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翁德利赫则并不认为承诺言语行为可以独立作为言语行为的一个类别出现，他认为承诺言语行为与指令言语行为并非并列的关系，在1980年发表的《论言语行为理论的研究方法》提出“承诺”是对“指令”行为的可能的反应，即承诺是对指令的应答反应；而在利奇的分类中，他将指令和承诺作为一个类别，和陈述、提问、表达相并列，他之所以这样划分是认为指令和承诺的言外述题是一致的，它们都表现的是：S2　IP【M】（S2＝说话人，IP＝言外述题，M＝mand），即指令和承诺的言外述题都是命令。

综上，虽然承诺言语行为和指令言语行为是言语行为中非常重要的两个类别，但在之前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对承诺言语行为和指令言语行为的关系要么不加关注，要么语焉不详，没有进行过详尽的探讨和研究。那么，承诺言语行为和指令言语行为仅仅是简单的并列关系吗？承诺言语行为只是指令言语行为的应答吗？承诺言语行为和指令言语行为的言外述题都是命令这样的说法准确吗？承诺言语行为和指令言语行为之间究竟是怎么样一种关系？

在第二章我们将韩礼德对非信息类交流物的分类——“给予物品和服务”和“命令”两类行为，从“用语言来做事”的角度修正为“给予‘行为’”和“索取‘行为’”，即“承诺”和“指令”。由于“承诺”和“指令”给予和索取的都是“行为”，进而我们将韩礼德将人类社会的交流物从用语言做事的角度修正为“行为”和“信息”。而在“信息”一类中，由给予信息和索取信息的不同得出以下两大类别：给予信息——陈述言语行为，索取信息——提问言语行为。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言语行为中，“承诺言语行为”与“指令言语行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对“行为”的处置，“承诺”言语行为是将要给予对方一个“行为”，而“指令”言语行为是在索取对方的一个“行为”，因此这两种言语行为在言语行为中不但是并列出现，同时在对“行为”的处置方式上，处于对立面。

2．承诺和威胁

塞尔曾在Expression and meaning：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Speech Acts中在对奥斯汀的承诺言语行为提出质疑，并指出shall，intend，favor等并不属于承诺动词，同时对承诺言语行为做出简要的定义，即承诺言语行为是一种说话者对其未来行为做出承诺的言语行为。

塞尔（1975）也曾列出了承诺类言行为适合条件（felicity conditions）：基本条件是说话人对未来某种行动做出承诺，真诚条件是说话人打算采取行动，适合方向／先决条件是说话人尽力使世界与语词相符，命题条件是在将来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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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认为允诺（promise）和威胁（threat）是承诺言语行为的两个下位类别。它们都符合塞尔对承诺言语行为的合适条件。但允诺和威胁除了符合这些合适条件以外，还各自有其不同特点：允诺打算做出的行为是对听话者有利的。威胁则打算做出的行为是对听话者不利的。

关于威胁，《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用威力逼迫、恫吓使人屈服；《现代汉语学习词典》解释为用威力或权势逼迫、恐吓别人；《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的解释为：expression of one's intention to punish or harm somebody，esp．if he does not obey（即一个人表示将要惩罚或危害某人的意向，特别是当他不服从时）；《剑桥国际英语词典》解释为：a suggestion that something unpleasant will happen，esp．unless a particular action or order is followed（即暗示某种不愉快的事情将要发生，特别是如果不遵循某个特定行为或命令）；《牛津英语大辞典》解释为：A declaration of an intention to take some hostile action，esp．a declaration of an intention to inflict pain，injury，damage or other punishment in retribution for something done or not done（即宣称将要采取某些敌对性行为的意向，特别是将要造成痛苦、伤害、损失或其他惩罚的意向，目的是让人做或不做某事）。
[7]



威胁这类言语行为，在奥斯汀（1962）的著作中，几乎没有被提到过；塞尔（1975）在言语行为的分类中，将允诺（promise）和威胁（threats）都划分在承诺类言语行为（commissives）之内；尼科洛夫（1989）认为威胁不是一种施事行为（illocutionary），而是一种取效行为（perlocutionary），这种行为依赖于更为基础的施事行为（或者言外行为）的实施；Salgueiro（2010）则认为允诺和威胁不仅仅具有相似性，而且是具有内部联系的不可分离的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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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认为，威胁言语行为就是由说话者发出的，将在未来做出对听话者不利行为的承诺。这个行为可以是通过语言实现的，也可以是通过语言配合行动实现的。例如：

（1）You'll pay for this!

（2）You'd better watch out!

（3）Your money or your life!

（4）If they make me head of the department，I'll make life impossible for you!

（5）你对我女儿做的这些事，到时候一定要你血债血还！

（6）等我找到了线索，我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7）张麻子（拿枪指着）：你说不说？

（8）张麻子：（钱藏在哪儿了？说出来。）闹钟响之前说不出来，脑袋搬家。

（电影《让子弹飞》）

以上8个例句，虽然都是威胁言语行为，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8个威胁言语行为其实并不完全相同，如：例句：“If they make me head of the department，I'll make life impossible for you！”说话者的意图在于告诉听话者，如果他当上部门的领导，将会让听话者没有好日子过。再如例句：“你对我女儿做的这些事，到时候一定要血债血还！”这句话常常会出现在当听话者做过侵犯到说话者利益（至少是说话者如此认为），让说话者感到负面情绪的事情之后，说话者对其做出的将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的某些不利于听话者的事的威胁性的言语行为，其根本意图在于表达说话者的决心和让听话者感到害怕和威胁性。而另外一些句子，如：“Your money or your life！”这个言语行为是说话者给听话者一个选择，要钱还是要命。其中隐含着两层意思：你如果要钱，把命给我；你若想保命，那就把钱交出来。这当中包含着一个选择关系，但在这个选择关系的背后，有着更深刻的意图：就是用听话者的命作为威胁来获得说话者希望得到的钱。

根据说话者的根本意图，我们将威胁言语行为分为两个类别：

第一类：针对听话者过去的行为做出的威胁（或者非条件性威胁）。如：

（1）You'll pay for this!

（2）If they make me head of the department，I'll make life impossible for you!

（3）你对我女儿做的这些事，到时候一定要你血债血还！

（4）等我找到了线索，我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这四个句子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话者威胁听话者要做某事，也就是说，说话者将来的行动，与听话者在说话者发出威胁行为之后的行动没有因果关系或者不存在条件关系，只和听话者之前的行为有关系。这个威胁行为是为了表示说话者将来的行为而发出的，同时这个行为是和听话者有关，由听话者之前的行为引起的，并且对听话者不利的。如：You'll pay for this！说话者是因为听话者之前的行为而发出的“你要为此付出代价”的威胁行为。这类威胁言语行为的根本意图是：表达说话者在未来将要做对听话者不利的事情的决心。

这类威胁言语行为针对的是：说话者过去已经做出的行为。

这类威胁言语行为可以表示为：

P→Th（S d a1）

即说话者做出要实施a1的承诺。a1是对听话者不利的情况。

这类威胁言语行为，我们称之为针对听话者过去行为所做的威胁，也就是非条件性威胁。

第二类：针对听话者未来的行为做出的威胁（或者条件性威胁）。如：

（1）You'd better watch out！

（2）Your money or your life！

（3）张麻子（拿枪指着）：你说不说？

（4）张麻子：（钱藏在哪儿了？说出来。）闹钟响之前说不出来，脑袋搬家。

这几个句子，都是条件句，只是有些是省略了条件的减缩形式，有些是完整形式。如第四个句子就是完整的形式，如果你不说，那么我叫你的脑袋搬家。而第一个句子：You'd better watch out！（你最好给我当心点！）意思是，如果你不当心，那么我就会做出对你不利的事情。同样，第二个句子“要钱还是要命”，第三个句子“说不说”，都是如果听话者选择了和说话者所希望的不同的一面，那么将会得到说话者发出的对听话者不利的行为的后果。这几个句子所代表的威胁行为中，说话者是否做出对听话者不利的事，完全取决于听话者接下来的行动：如果听话者的行动是符合说话者意愿的，那么，对听话者不利的事情将不会发生；而如果听话者的行动是不符合说话者意愿的，那么，对听话者不利的事情将会发生。这类威胁言语行为的根本意图在于：通过听话者害怕的事情，获得说话者想要的结果。

这类威胁言语行为针对的是：说话者将来会做出的行为。

这类威胁言语行为可以表示为：

De（R d a1）＾（R d a1）→Th（S d a2）

即说话者要求听话者做a1，如果听话者不做a1，那么说话者将承诺对听话者做a2这一行动。这一类言语行为我们称之为针对听话者未来行为做出的威胁，也就是条件性威胁。

由上可知，利奇将承诺言语行为和指令言语行为的言外述题都看做是命令这样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在承诺言语行为中，只有部分承诺言语行为（即条件性威胁）的言外述题才是命令，并不是全部承诺言语行为的言外述题都是命令。

3．威胁和指令——部分转化

由上面一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出，威胁类言语行为中有一类即针对听话者未来的行为做出的威胁De（R d a1）＾（R d a1）→Th（S d a2）和指令言语行为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1）假县长（张麻子）：你还聊dollar的事是吧，不聊接腿，那你们俩聊吧。

（电影《让子弹飞》）

（2）老二：（拿枪跳出，气愤）：我一枪崩了你！你敢说我们家小六子，找死啊？

（电影《让子弹飞》）

（3）你娶不娶我？你不娶我，我就死给你看！

（电影《让子弹飞》）

针对听话者未来的行为做出的威胁类言语行为是怎样达到其指令的目的的？我们对“针对听话者未来的行为做出的威胁类言语行为”作进一步的分析。首先这类威胁行为威胁的是什么？“your money or your life．”要钱还是要命，要命就得给我钱，要钱就得给我命，不可兼得，只能二选一，说话者意在得钱，而在说话者的预设中听话者更希望保命。这个言语行为威胁的是人的生命；“你娶不娶我？你不娶我，我就死给你看！”如果你不娶我，我就自杀，毁掉你的名声，这个言语行为威胁的是人的名誉；“你还聊dollar的事是吧，不聊接腿，那你们俩聊吧。”这个言语行为威胁的是合作关系的破坏；还有些威胁行为不直接说出威胁的结果或者模糊威胁的结果，但是可以带来让听话者恐惧的言后效果。通过加强恐惧这一言后效果来增强发话者的话语权，从而使听话者为了避免不良的后果必须服从发话者的命令，以实现发话者的命令或要求。

我们再来看指令言语行为的规定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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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意图本身。发出指令者具有实施行为A的意图。

第二，事件状态。包含以下三点：

1．行为A还未实施。

2．发出指令者认为此指令有现实必要性。即如果不发出此指令，就不可能得到对方实施行为A这一结果。

3．发出指令者认为此指令有实施的可能性。即发出指令者认为指令接收者有能力实施行为A，并且有义务或者有实施行为A的意愿。

第三，主体关系。即发出指令者认为自己有权力对行为接收者发出此指令。

在“条件性威胁言语行为”中，说话者的根本意图在于通过威胁，获得听话者的某种符合说话者要求的行为，与指令言语行为的第一条要素相符合。

在事件状态上，A1即说话者所希望听话者做的事情还未实施。同时，如果说话者不发出这个具有强烈的威胁意味的言语行为，那么根本不可能实现其要求听话者实施行为A1的意图。说话者虽然认为其意图比较难以得以实现，但依然认为其有实现的可能性，因此用如果不实现就伤害听话者利益的方法，来谋求听话者对行为A1的实施。

在最后一点主体关系上，说话者认为自己有话语权，否则他不会通过威胁的行为来试图实现自己的根本意图，即让听话者实施行为A1。

由上可得，条件性威胁言语行为完全符合指令言语行为的规定性要素。

因此，当以承诺言语行为中的威胁言语行为作为次要施事行为的时候，本质上却施行了“指令”这一主要施事行为，这时，承诺以间接的方式表达了指令，即承诺这种情况下是间接指令。


 第四节　指令言语行为与指令的度

一、直接指令、间接指令与礼貌原则

塞尔（1979）在《表达和意义：言语行为研究》（1979）中说：“In the field of indirect illocutionary act，the area of directives is the most useful to study because ordinary conversational requirements of politeness normally make it awkward to issue flat imperative sentences or explicit performative… In directives，politeness is the chief motivation for indirectness．”
[10]

 意思是间接指令行为之所以在言语行为研究中非常重要，是因为在日常的交流中，礼貌是非常重要的，而直白、明确的祈使这样的表述行为会让人觉得尴尬，难以说出口。因此，礼貌是间接指令行为的最主要的动因。

利奇（1983）认为间接言语行为和礼貌有关，其著名的礼貌原则（Politeness Principle）的中心思想就是交际时应尽量选择那些不会贬损对方的语言。虽然礼貌原则未集中讨论间接言语行为，但利奇认为礼貌是解释间接言语行为的关键。他的许多例子表明人们在请求时，语言越间接，礼貌程度就越高，间接言语行为之所以礼貌是因为能给听话人留下选择的空间。
[11]



下面是他的例子
[12]

 ：

a．Answer the phone．

接电话。

b．I want you to answer the Phone．

我想让你接电话。

c．Will you answer the Phone?

你可以接一下电话吗？

d．Would you mind answering the Phone?

你介意去接个电话吗？

e．Could you possibly answer the Phone?

你有没有可能去接一下电话呢？

利奇认为以上例句表达的是同一种言语行为，但礼貌程度不同，呈不断递增的态势。他认为间接性与礼貌对等关系存在如下两条理由：（a）间接性增加了选择度；（b）言外行为越间接，言外之力就越小。
[13]



布朗和列文森（1987）提出了五个礼貌策略来表明在日常交际中人们可以避免伤害到彼此的面子从而使得交际更加和谐和顺畅。包括
[14]

 ：

A．直接性策略（bald on record strategy）。即说话人不采用补救措施，赤裸裸地公开威胁对方面子的行为；说话人不需要道歉或采用调节措施就可以实现某一行为。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有很多共同之处，所以威胁他人面子的行为不会威胁他们的面子。

B．积极礼貌策略（positive politeness strategy）。它会使听话人产生好的感觉或使对方感觉到自己的价值观得到了对方的认同等。

C．消极礼貌策略（negative politeness strategy）。比如说话含糊其辞、道歉、给听话人留有选择余地或明确表示不希望影响对方行动的自由等。

D．间接性策略（implicating record strategy）。在严重威胁对方面子的情况下，说话人会采取暗含的手段，给对方留有余地，使其从中意识到说话人的威胁面子的行为不是故意的，从而实施了该行为。

E．放弃实施（refraining from the act）。如果面子威胁行为足以威胁对方的面子，说话人可能会放弃执行该行为。

他们归纳出的一系列影响礼貌策略的因素，表明礼貌可以和间接言语行为等同起来，也就是说，言语行为的间接程度越高，该言语行为就越有礼貌；面子威胁的程度越高，间接的程度就应该越强。即，礼貌的需要决定着间接言语行为的选择
[15]

 。从不威胁面子到非常威胁面子的情况与直接言语行为和间接言语行为的走向等同起来，可用下图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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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面子威胁与语言的策略

利奇、布朗和列文森的问题在于：将礼貌作为实施言语行为的原则来看待，也就是说，在人类的言语交际中礼貌是默认状态。所以，面子威胁行为和礼貌才会成正相关的关系。在本文看来，面子威胁行为是存在的，将面子威胁区分为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是非常有意义的，但礼貌在言语交际中并不是一个原则，而只是一个策略，也就是说礼貌不是人类交际的默认状态，而是人们为了达到自己的交际目的而使用的调节言语状态的工具和装置而已。所以才会出现当社会地位、权势、亲密程度等因素全部一样的状态下，发话者却可以使用不同的指令形式的情况来实现自己的交际意图。如上一章提到过的例子：

（1）爸爸（对女儿）：把工资拿来！

（2）爸爸（对女儿）：女儿我觉得你还是把工资交给爸爸比较好。

（3）爸爸（对女儿）：女儿啊，他们又来上门讨债了……你发工资了吗？

既然礼貌只是策略而不是原则，那么，说话者为了要实现的言语行为的意图的时候，说话者可以选择让语言更加礼貌，让人消除面子威胁，这包括使听话人产生好的感觉或使对方感觉到自己的价值观得到了对方的认同等积极礼貌策略，也包括说话含糊其辞、道歉、给听话人留有选择余地或明确表示不希望影响对方行动的自由等消极礼貌策略；同时还可以在指令会对听话者造成极大的面子威胁的时候采取直接威胁对方面子的策略，而不是间接的策略，比如“威胁”这一间接指令行为。威胁这类言语行为不仅仅是威胁到对方的面子，甚至可能威胁到对方的财产和生命，在这种情况下，说话者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和意图，完全存在直接威胁面子的策略，而不是“采取暗含的手段，给对方留有余地，使其从中意识到说话人的威胁面子的行为不是故意的，从而实施该行为”。

综上所述，前人认为“间接言语行为比直接言语行为礼貌。因为语言的间接性增加了选择度，言外行为越间接，言外之力越小”。推及到指令言语行为就是，“间接指令比直接指令更有礼貌，同时间接指令的言外之力比直接指令的言外之力要小”。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直接指令并不代表最为礼貌的形式，间接指令也并不是为了维护对方的面子而采取的指令形式。他们之间没有正相关的关系。

二、直接指令、间接指令与指令的度

指令有强弱之分，也就是说，指令是有等级的。通常大家都会认为间接指令比较委婉，是比较弱的指令；直接指令比较直接，是比较强的指令；间接指令的指令力度小于直接指令。利奇（1983）认为言外行为越间接，言外之力就越小。也就是说，指令言语行为的语力由间接指令言语行为到直接指令言语行为依次增加。

汉语中也存在着大量的间接指令行为。研究者们也认为汉语直接指令行为和间接指令行为一起形成了具有依次渐变的汉语指令言语行为表达的等级。李宇明便曾举例说明过汉语中依次增强的指令语势。
[16]



（1）今天很冷，是吧？

（2）今天很冷，请您帮忙关上窗子好吗？

（3）请您帮忙关上窗子好吗？

（4）请你关上窗子好吗？

（5）请你关上窗子。

（6）关上窗子。

（7）给我关上窗子。

（8）你这个混蛋！给我关上窗子！

和其他的研究者研究指令行为的例子一样，这个依次增强语势的例子同样没有注意到以威胁形式出现的间接指令行为。

如果我们加上以威胁形式出现的间接指令行为：“如果你不关上窗户，我马上叫你屁股开花！”那么这个句子该放在哪里呢？它的指令度和其他8个句子的指令度关系如何？既然指令度是有等级的，那么间接言语行为的指令度是否低于直接言语行为的指令度？如果不是，它们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组例句
[17]

 ：

（1a）Shut your door softly．

（1b）Please don't shut your door so loudly．

（1c）Use the door-nob as you close your door please．

（1d）A nob always closes the door by touching the nob．

（1e）Will you be sure that your door will not make that great noise when you shut it?

（1f）Dear Sir, don't you think all of us would enjoy our stay here in SISU if we are free from noise disturbance?

（1g）All the building, I am sure, is shaking when you bang your door shut like a terrorist．

（1h）If I were the president I would be so pleased with your ways of shutting the door because it means the building is strong．

（1i）Fat ass, you son of a bitch! Stop making that nasty noise with your dirty hands and door or I tell your supervisor．

以上这组例句是侯国金在研究间接言语行为与礼貌时候所举出的例子。“我的对门住着一个大个子，关门砰砰作响像炸弹爆炸，由于他年长几岁，我费尽了心机企图对他礼貌地劝告使之轻轻关门。”因此他一次一次用从最直接到较为直接到比较间接到很间接的指令行为以求达到其目的，从1a到1i指令行为的内容越来越长，从1a到1h间接度逐级增加，礼貌程度也是逐渐增加的，但是都未成功实现其目的，直到1i，终于达到了使其不再大声关门的目的。侯国金总结（1i）成功的秘诀的时候认为，他采用了以下方式使得这次言语行为成功实施：“一是侮辱（“胖驴”、“肮脏的手／门”），二是咒骂（“狗娘养的”），三是直接（没有“请”的祈使句），四是威胁（“告诉你老板”）。也许真正起作用的是威胁。”
[18]



在这个事件中从1a到1h，间接程度逐渐增加，但其指令的语力即指令度却是逐渐减弱的。而1i这个间接指令行为，因为威胁行为的缘故使得指令行为最终获得成功。这一事件充分说明了，以威胁行为为次要施事行为的间接指令行为的语力比之前的直接指令和其他间接指令的语力都高，其指令度为最高一级。

再来看下面几个例子：

（1）罗汉大爷说：“这是东家的牲口，不能拉。”

伪军说：“再吵嚷就毙了你个小舅子！”

莫言《红高粱》

（2）司令飞去一脚踢到王文义的屁股上，“咳什么？”

“司令……”王文义忍着咳嗽说，“嗓子眼发痒。”

“痒也别咳！暴露了目标我要你的脑袋！”

“是，司令”王文义答应着……

莫言《红高粱》

（3）“记得我的要求，否则明年的今天就是你儿子的祭日！”

“好好，你千万别伤害他。”

以上几个例句，都是汉语中典型的以威胁行为作为次要施事行为的间接指令行为。例句（2）中，“咳什么”和“暴露了目标我要你的脑袋”，都是间接指令行为；“痒也别咳”则是直接指令行为，在司令发出用“咳什么”以提问为次要施事行为的指令时，王文义对其咳嗽进行解释，说明无法遵循其指令克制咳嗽的原因，而不是遵循司令的要求。当司令进一步发出“痒也别咳”这个明确的直接指令之后，又加上了以威胁行为作为次要施事行为的间接指令行为来说明事情的严重性。这三个指令的语力层层递进，指令度也是一个强于一个。

下面我们以“伪军说：‘再吵嚷就毙了你个小舅子！’”为例，将这个间接指令行为进行形式的变化，对其指令力度进行比较：

（1）罗汉大爷说：“这是东家的牲口，不能拉。”

伪军说：“再吵嚷就毙了你个小舅子！”

莫言《红高粱》

（1a）罗汉大爷说：“这是东家的牲口，不能拉。”

伪军说：“你给我闭嘴！”

（1b）罗汉大爷说：“这是东家的牲口，不能拉。”

伪军说：“别说了！”

（1c）罗汉大爷说：“这是东家的牲口，不能拉。”

伪军说：“你别啰嗦了，行不行？”

（1d）罗汉大爷说：“这是东家的牲口，不能拉。”

伪军说：“我们也是没法子！”

（1e）罗汉大爷说：“这是东家的牲口，不能拉。”

伪军说：“求你了，你再说我的耳朵都要起茧子了，我们为皇军卖力也不容易。”

显而易见，“再吵嚷就毙了你个小舅子！”这个以威胁行为作为次要施事行为的间接指令行为的指令力度明显强于后面（1a）（1b）两个直接的言语行为和（1c）（1d）（1e）三个间接言语行为。

从以上种种的分析，可以得出：指令是有等级的，但不是所有的间接指令言语行为的指令力度都小于直接指令言语行为的。以威胁行为作为次要施事行为的间接指令行为的指令力度远远强于其他直接指令行为和间接指令行为。

如果用强、中、弱三级来区分指令言语行为的指令力度的话，我们可以把指令言语行为分为强指令、一般指令和弱指令。

1．强指令
[19]



（1）强指令是由指令行为者发出的以承诺言语行为作为次要施事行为的间接指令，这个承诺是“承诺会在某种条件下做出对对方不利的事”，即威胁。威胁的意义就在于，如果不按照指令者的意图去做事那么听话者的名誉、财产、身体等则会受到损害。而利益受损，是每个人都要避免发生的事，尤其是受损程度较大的时候，更是要避之不及，因此这种形式的指令所具有的语力为最高，指令力度也是最高，我们称之为强指令。

（2）在逻辑形式上表现为De（R d a1）＾（¬ R d a1）→Th（S d a2）。

（3）在语言形式上，汉语中强指令常采用的形式是“如果……就……”的假设形式，“如果……”的内容都是和指令者意图相反的命题，而“就……”表达的则是对于接收者不利的行为，其变体有“再（不）……就……”；或者以选择的形式出现的“……或者……”，其变体有“要么……要么……”、“要……还是要……”。具体汉语强制令所采用的语法形式，我们将在第五章进行详细讨论。

2．一般指令

（1）这里的一般指令，指的是在除了威胁这个间接指令之外的其他指令言语行为中的每一个类别中的直接指令和规约性间接指令。一般来说，在指令言语行为中，命令通常会以直接指令的方式出现，建议和请求等指令行为则既可以通过直接言语行为的方式表现出来，又可以以间接言语行为的方式表现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直接建议的力度大于规约性的间接建议的力度。因此，在一般指令之中，命令的指令度高于直接建议，直接建议的指令度高于规约性间接建议，规约性间接建议的指令度高于直接请求，直接请求的指令度高于间接请求，以此类推。

（2）在逻辑形式上表现为：S→H d A

（3）在语言形式上，一般指令可以是简单的只有指令本身的直接指令形式，如：“闭嘴！”“别说了！”也可以是具有指令内容和附加部分的完整形式，如：“你别啰嗦了，行不行？”还可以是只有理由部分的间接指令。但是这个间接指令必须是具有约定俗成的规约性的，即在长期的约定俗成中，具有指令作用的句子形式，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我们在下一章将会进一步详细探讨汉语一般指令行为。

3．弱指令

弱指令指的是以阐述类言语行为或者提问类言语行为作为次要施事行为的非规约性的间接指令，其中包含了非规约性的建议、请求和乞求。弱指令是否能够实现，需要依靠说话者和听话者双方的背景知识，依靠语境、听话者的推理才能明白说话者意图，还依赖于听话者是否愿意实现指令者的意图。如前面提到的李宇明所举的例子：“今天很冷，是吧？”

综上所述，上一部分我们从话语权力的角度来对指令言语行为进行区分，这一部分我们从直接言语行为和间接言语行为方面来对指令行为的指令度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尽管威胁类言语行为是间接指令行为，然而由于对听话者可能造成利益损害而对听话者具有很强的指令效果，从而具有很强的指令力度。而一般指令和弱指令则在各自的指令类别中，指令度依次降低。根据指令的力度，我们可以将第三章对指令言语行为的三种分类细化为五个级别，如下表所示：

表6　对话语权的处置及指令方式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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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结

本章是对指令言语行为指令度的研究。一直以来，对于间接指令行为，研究者们关心的问题仅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间接指令行为的理解问题；间接指令的形式问题；直接指令和间接指令与礼貌和面子的关系，等等。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研究者对于间接指令言语行为的研究，全部都是基于阐述言语行为和提问言语行为这两种类型的言语行为而展开的，从未对承诺这种间接指令模式进行研究，通常是在承诺行为研究缺失的角度下从礼貌原则的角度对间接指令行为进行探讨。

本章主要内容一共分为四部分。第一节提出问题，第二节将指令言语行为区分为直接指令行为和间接指令行为，同时提出一个完整的指令言语行为应该包含两个部分：指令本身和发出指令的理由。但并不是每个指令言语行为都包括完整的两个部分，有些指令直接由指令本身来体现，即只有指令部分，理由部分为零形式；有些指令由其原因来体现，即只有原因部分，指令部分为零形式。当一个指令行为的理由为零形式的时候，这个指令行为为直接指令行为；而当指令本身以零形式出现，但其意图却指向指令的话，则这一指令行为为间接指令行为。

第三节从承诺和指令的关系入手，发现在间接指令言语行为的表达方式的研究中，当以承诺言语行为中的威胁言语行为作为次要施事行为的时候，其在本质上却施行指令的主要施事行为，即在这种情况下，承诺为间接指令。

接下来的一节，我们讨论了直接言语行为、间接言语行为和礼貌原则，指出礼貌只是一种策略而不是原则，人们可以用极其礼貌的方式来实施指令，同样也可以用极其不礼貌的方式来实施指令，并且并不是越礼貌的指令实现的可能性越大。

同时，我们对指令的力度进行了研究，通常大家都会认为间接指令比较委婉，是比较弱的指令，直接指令比较直接，是比较强的指令，间接指令的指令力度小于直接指令，而在我们发现了威胁作为间接指令的表达形式的时候，这个通常所认为是正确的观念就被颠覆了。我们指出通过指令言语行为所表现出来的指令度由此将指令言语行为分为三个等级：强指令、一般指令和弱指令。同时也将指令言语行为的三大类根据指令的度细化为五级：威胁、命令、建议／商量、请求、乞求。

注释：


[1]
  陈道德．二十世纪意义理论与语言逻辑的兴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
  [3]
  [4]
  Searle，J．R．Expression and Meaning：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Speech Act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5]
  例句1．2．6出自Antonio Blanco Salgueiro，Promise，Threats，and the Foundations of Speech Act Theory［J］．Pragmatics，2010．例3．4．5出自陆厚祥，朱跃．美国大学生威胁言语行为探析［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2009（5）．


[6]
  Searle，J．R．Expression and Meaning：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Speech Acts［M］．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10．


[7]
  程金芳，周继圣．简论威胁类言语行为的语义特点［J］．现代语文，2006年8月．


[8]
  Antonio Blanco Salgueiro，promise，threats，and the foundations of speech act theory［J］．Pragmatics，2010．


[9]
  樊小玲．指令类言语行为构成的重新分析［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1（1）．


[10]
  Searle，J．R：Expression and meaning：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Speech Act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11]
  冯光武．直接／间接言语行为的不确定性［J］．广东外贸外语大学学报，2002（2）．


[12]
  Leech，G．Prinsiples of Pragmatics．London：Longman，1983．


[13]
  刘国辉．言语礼貌·认知期待·语境文化规约［J］．外语教学，2005（2）．


[14]
  Brown．P．& S．Levinson．politeness：Some universals in linguistic usag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15]
  冯光武．直接／间接言语行为的不确定性［J］．广东外贸外语大学学报，2002（2）．


[16]
  李宇明．汉语量范畴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17]
  [18]
  侯国金．间接言语的礼貌功能质疑［J］．山东外语教学，2002（4）．


[19]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之所以将威胁作为强指令单独归纳出来，而把同样指令度也很强的命令归在一般指令中，是为了强调，间接指令和直接指令与指令力度的不成正比关系，即在这种情况下，威胁作为间接指令，其指令力度远远超过所有的直接指令。当然，也可以将威胁和命令都划分在强指令中，其他的指令再依次划分为一般指令与弱指令。


第五章　指令言语行为与汉语语法表现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指令作为一种言语行为，它是和某种特定语言联系在一起，以某种语言形式表现出来的，不同的语言可能会有不同的表达指令的方式，比如英语和汉语会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指令；同时，在某一种语言中，指令这种言语行为对语言形式是有选择的，即不是所有的语言形式都可以用来表达指令，比如汉语中不是所有的句子都可以用来表达指令。学术界对汉语指令言语行为的研究通常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偏语用的，比如对请求行为的研究、命令行为的研究等，忽略汉语语言形式；一种是偏语法的，集中在祈使句的研究。在第四章我们将指令行为从指令的度上分为强指令、一般指令和弱指令。祈使句属于一般指令的表现形式，但由于汉语指令言语行为不仅仅是通过祈使句来表现，如果我们将指令行为的研究等同于祈使句的研究，就会造成指令行为研究的缺失和不完整。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仅需要关注祈使句，还应该关注强指令的汉语语法表现形式和规约性间接指令的汉语语法表现形式。至于弱指令，由于其与语境有着太密切的关系，我们则不作分析。

问题在于：汉语指令言语行为的语法表现形式有哪些？哪些语法表现形式可以来表达指令，而哪些语法表现形式无法进入？原因为何？也就是说，指令这类言语行为类别的本质对语法有何制约和管控作用？这是本章所要讨论的重点所在。


 第二节　“指令”对汉语指令句的语法制约

一、“指令”对汉语指令句的语法制约

强指令指的是由指令行为者发出的以“承诺在某种条件下做出对对方不利的事”的言语行为作为次要施事行为的间接指令，即威胁。而从第四章的分析可以得出，并不是所有的威胁行为都可以作为次要施事行为来执行指令，只有“针对听话者未来的行为做出的威胁”即条件性威胁才具有指令的功能。

1．对句式的制约

“针对听话者未来的行为做出的威胁”即条件性威胁的逻辑关系是：

De（R d a1）＾（¬ R d a1）→Th（S d a2），即说话者要求听话人做某事，如果听话人不做某事则说话人将会做出对听话人不利的行为。

因此从理论上来说，作为“针对听话者未来行为做出的威胁”，其语言形式相应的表现应该是“说话者希望听话者做或者不做某事”和“不利后果”全部包含在内的完整形式：

（如果／要是）S1（不）VP1，（那）S2（就）VP2

如：

（1）要是不说实话，老子一枪崩了你！

（2）不按照我说的做，你就再也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3）优优，你他妈今天敢回去，老子就要你的命，你敢回去我要你的命！

（海岩《平淡生活》）

这个形式的变体有很多，有以下几种：

要么VP1，要么VP2（或者VP1，或者VP2）

（花姐拿枪指着麻匪首领）“要么成，要么死！”

（电影《让子弹飞》）

VP1还是VP2

（1）（妈妈对孩子说）做作业还是打屁股？

（2）要钱还是要命？

再（不）VP1就VP2

（1）她突然想到了那个啤酒瓶子，上前一把抓了起来，高高举在手里，厉声吼道：“你再胡闹俺就砸死你！”

（张雅文、远方《趟过男人河的女人》）

（2）再哭，老子把你们统统都毙了！

（石钟山《激情燃烧的岁月》）

另外一种变体是语义变体：

如果（H）想VP1，那么就得VP2

（1）如果你还想活命，就把东西留下！

（2）叶荣晋：你要是还想姓叶，就给我闭上嘴！

（邵伟意《创世纪》）

但是在实际的语言生活中，我们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具有指令作用的威胁行为都包含完整的两个部分，有些只显示前半部分即“表露说话者要求的部分”，而“不利的后果”缺失。其表现形式为：

如果／要是……

（1）如果你不按时给赎金……

（2）要是你不说实话……

V＋不＋V

（1）你说不说！

（2）你去不去！

（3）你答应不答应！

敢＋（VP）

（1）你敢去！

（2）A：你信不信我把你的事儿说出去？

B：你敢！

再＋VP

（1）你再哭！

（2）你再说一句试试！

让（叫）＋你＋VP

（1）我叫你再嚷嚷！（作势要打）

（2）我让你不听话！（妈妈拿着尺子追孩子）

可别……

可别把我惹火了！

而有些情况则是“表露说话者要求的部分”缺失，而只以“不利的后果”出现，包含有下面这些形式：

如果／要是……

（1）如果你还想活命的话！

（2）如果你不想看到你妹妹因为你而死。

小心……

（1）小心你的狗头！

（2）小心我不客气！

2．对主语的制约

我们现在来探讨这一类具有指令语力的威胁言语行为的内在要求对主语的制约。

由于指令的本质是要求听话者做出合乎说话者意图的行为，因此在（如果／要是）S1（不）VP1，（那）S2（就）VP2完整表达威胁的句式中，有两个分句，第一分句主要表达的意思是说话者对听话者的要求。那么我们来看主语可能出现的情况：

先看几个例子：

（1）你要是不去，孩子就会被我们的人带走！

（2）他要是不去，孩子就会被我们的人带走！

（3）要是我得不到这笔钱，就别怪我把秘密说出去！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在第一个分句中，主语可以由第一人称担任，也可以由第二人称担任，还可以由第三人称来担任。

第二句和第三句虽然是以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作为主语的，但是如果对他们进行语义转换，就会得到下面的句子：

他要是不去，孩子就会被我们的人带走！

→要是你不让（说服、命令、要求）他去，孩子就会被我们的人带走！

要是我得不到这笔钱，那就别怪我把秘密说出去！

→要是你不给我这笔钱，那就别怪我把秘密说出去！

因此，从深层的语义上，这两个句子的第一个分句还是在表达说话者对听话者的要求，符合条件性威胁行为（也可以叫威胁—指令行为）的本质要求。

如果是第二人称单数担任主语，主语可以省略，因为指令本来就是对听话者发出的，听话者即为“你”，这个“你”是默认状态，也可以说是无标记状态。如：

（1）妇女：“别过来，别过来，过来我就沉下去。”

几个男人不敢动了，一个汉子吃惊地说：“你这是干什么？我们不动了，不动了，你可千万别干傻事。”

（点点《永不放弃》）

（2）如果没有房，我们是不会同意你们结婚的。

而如果主语是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在无上下文语境的情况下则一般不省略。如：

（1）他要是不去，孩子就会被我们的人带走！

≠要是不去，孩子就会被我们的人带走！

（2）要是我得不到这笔钱，就别怪我把秘密说出去！

≠要是得不到这笔钱，就别怪我把秘密说出去！

对于第二个分句的主语，同样可以是第一人称，可以是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但这种情况下，可以省略的是第二人称。如：

（1）如果还嘴硬，（你）就等着挨枪子儿吧！

（2）你要是坚持这么做，（你）可别怪我没警告过你！

而第三人称则一定不能省略，如：

（1）你敢动，他就死定了！

≠你敢动，就死定了！

（2）你要是欺负我，他不会饶你的！

*
 你要是欺负我，不会饶你的！

而第一人称则有两种情况，如：

女儿却说：“你不去我就不走！”

做父亲的无奈，只好说：“你先走，我一会儿给商场经理打个电话，行了吧？”

（张雅文、远方《越过男人河的女人》）

在这个例子中“你不去我就不走”一定不可以说“你不去就不走”。

而如果是下面的情况：

肖科平：我关了，你怎么着吧——我告诉你李缅宁，你敢动我一下，我今天就跟你拼命或者从二楼跳下去就说是你推的
 。

李缅宁：我看你都快成无赖了。

肖科平：借你俩胆儿，你敢动我就和你离婚
 。

（王朔《无人喝彩》）

“你敢动我一下，我今天就跟你拼命”则等同于“你敢动我一下，今天就跟你拼命”，之所以“我今天就跟你拼命”的“我”可以省略不说，是因为前面已经提到过，因此第二次复指的时候，可以省略。

而对于“要么VP1，要么VP2”、“VP1还是VP2”“再（不）VP1就VP2”则都是没有主语的省略形式。第一个分句省略的都是第二人称的主语，条件性威胁言语行为的本质特点是说话者要求听话者做某事，而这个要求可以以“我（想）要…”的形式或者“你要做……”来表达。两者相比较，“你要做……”是更为直接和经济的方式。进而在发话者的本质要求与语言形式极为吻合的情况下，主语“你”也可以省略，从而形成简略形式。而第二个分句没有出现的主语，可以是第二人称也可以是第一人称，如果是第二人称，是由于第一分句的主语为第二人称，在主语相同的情况下，合并同类项是最自然和合理的情况；而如果主语此时是第一人称，也可以省略。原因在于条件性威胁行为的本质在于：如果你不答应我的要求，我会对你实施不利行为。威胁行为本身的内在要求使得作为第一人称的主语在此时省略，并不会影响听话者对威胁行为的理解。

对于另外一个由语义变体引起的表达条件式威胁的句式“如果（H）（不）想VP1，那么就得VP2”来说，主语则一定只能是第二人称。如：

（1）如果想活命的话，交出买路钱！

（2）如果不想看到她因为你而……，你知道该怎么做。

对于非完整形式的条件威胁言语行为来说，“如果／要是……”的主语与完整形式的情况一样，我们主要讨论其他几种句式的主语。

对于“V＋不＋V”和“再＋VP”、“可别……”这种句式，主语一定是第二人称，同时，主语可以省略。而对于“你敢＋（VP）”这样的句式，主语只能是第二人称，并且通常不可以省略。

　（边说话边掏枪）走不走！　　　再哭！

　（边说话边掏枪）你走不走！　　你再哭！


*
 （边说话边掏枪）我走不走！　*
 我再哭！


*
 （边说话边掏枪）她走不走！　*
 他们再哭！

　　　　　　　　　　　可别把我惹火了！

　你敢！　　　　　　　你可别把我惹火了！


*
 我敢！　　　　　　*
 我可别把他惹火了！


*
 她敢！　　　　　　*
 她可别把我惹火了！

需要说明的是“她敢”，这个言语行为发出的时候，如果第三者“她”在场，那么这算是条件威胁行为即指令，其实是说给第三者听，意图指向是“她”，其根本意图还是“你敢”；如果发出这个言语行为时第三者不在场，那么这个言语行为则不是指令行为，而是判断行为，意思是“我断定她不敢”。同理，“她可别把我惹火了”在第三者不在场的情况下，只是表达一种假设而不能表达一种具有指令意图的威胁。

而“让（叫）＋你＋VP”主语只能是第一人称，并且可以省略。

　叫你不闭嘴！

　我叫你不闭嘴！


*
 她叫你不闭嘴！


*
 你叫他不闭嘴！

3．对动词以及宾语的制约

现在我们讨论在条件性威胁言语行为的本质特点对VP1和VP2的选择有何制约，以及VP1和VP2之间的关系如何。

1）对于完整表达形式“S1（不）VP1，（那）S2（就）VP2”以及完整表达形式的形式变体“要么VP1，要么VP2”、“VP1还是VP2”、“再（不）VP1就VP2”。我们先看下面几个例子。

（1）叶荣添：你再不走，我报警！

许文坤：好，我们讲道理。

（邵伟意《创世纪》）

（2）两天内不给我找到下家，我就举报你卖他妈摇头丸。

（张成功《黑洞》）

（3）（花姐拿枪指着麻匪首领）“要么成，要么死！”

（电影《让子弹飞》）

（4）你快写作业，不然今晚不准看动画片。

（5）做作业还是吃“笋烧肉”（指打屁股）！

从以上的例子我们发现，在条件性威胁言语行为的完整表达形式和完整表达形式的变体中，VP1和VP2之间最主要的关系体现在语义上。

首先，条件性威胁言语行为的本质对VP1和VP2的制约体现在：VP1和VP2在语义上都必须是和听话者的利益相关联，因此，下面一些句子，虽然在语法上没有问题，但却不能用来表示威胁—指令言语行为。

（1）*
 你再不走，我打断我儿子的腿！

（2）*
 两天之内不给我找到下家，我让老张好看！

因为VP2不与听话者相关联，因此不能达到通过威胁来要求听话者做事的目的。

第二，对于说话者来说，VP1的选择是出于说话者自身对听话者的需求，VP1是听话者不愿意或者不会主动去做的事，VP2是出于说话者可能会给予听话者的不利行为。可以说VP1和VP2都是听话者不愿意做或者对听话者不利的，但从程度上来说，相对于VP1，VP2是听话者更加不利的，正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条件性威胁的发出者正式运用这点来实施威胁行为的。

因此，条件性威胁言语行为的本质特点对动词的制约体现在：VP1、VP2皆是对听话者不利或听话者不愿意做的，而VP2在程度上则更为严重。
 因此，由于此条件的制约，当VP2不是对听话者不利的后果则不能进入条件性威胁的表达模式，如：

（1）*
 你再不走，我给你一百块钱！

（2）*
 两天之内不给我找到下家，我请你喝酒。

同时，VP1和VP2如果没有程度上依次递进的差别，则也无法进入条件性威胁的表达模式。

（1）*
 要么去北京要么去天津！

（2）*
 学画画还是学钢琴！

2）而对于完整表达形式的语义变体“如果（H）（不）想VP1，那么就得VP2”来说，VP1和VP2之间的关系，或者在语义走向上是相反的，或者在语义走向上是一致的，当语义走向一致时，VP1对听话者的受损程度大于VP2。如：

（1）如果你想活命，那就得听我们的。

（2）如果你不想死，那就得听我们的。

3）对于非完整表达形式“V＋不＋V”来说，不是所有的动词都可以进入这个模式用威胁的形式来表达指令的。如：

走不走！　　　　　*
 信不信！

道歉不道歉！　　　*
 想不想！

出去不出去！　　　*
 知道不知道！

听不听我的话！　　*
 值得不值得

　　　　　　　　　*
 滚出来不滚出来！

　　　　　　　　　*
 姓不姓王！

表示动作的动词可以进入这个句式通过威胁的形式来表达指令。如“吃不吃”是表达说话者命令听话者吃的意思，“道歉不道歉”是说话者命令听话者实施道歉行为。同样还可以用在这个句式的动词有：穿、去、站、休息等等。但是这时动词的意义需要肯定的和中性的，具有否定意义的，或者说在社会意义范畴不被普遍认可的违反人道精神的词语则无法进入，比如侵略、剥削等。


*
 侵略不侵略！　*
 剥削不剥削！

心理动词不能进入这个句式通过威胁的形式来表达指令，如担心、害怕、爱、后悔、佩服等。


*
 后悔不后悔！　*
 害怕不害怕！

存现动词也不能进入这个句式通过威胁的形式来表达指令，如是、有、在、发生、出现等。


*
 出现不出现　*
 在不在

关系动词同样不能进入这个句式通过威胁的形式来表达指令，如姓、成为、属于、属等。


*
 属不属马！　*
 姓不姓王！

这些动词之所以不能进入V＋不＋V的句式用威胁的方式来表达指令的意图，是因为表示心理、存现和关系动词都是表达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如，“后悔不后悔”只是一种客观的心理状态，不能因为某个人的威胁而变得后悔或者不后悔，因此“后悔”在V＋不＋V这个句式中只能承担疑问的功能而不能承担指令的功能。同样“在不在”、“姓不姓王”、“属不属马”都可以作为提问言语行为而存在，但却不能承担指令的功能。

在“你敢＋（VP）”这个句式中，动词可以以零形式出现，即“你敢”可以直接表示指令。如：

A：我要把这件事向王局汇报！

B：你敢！

“你敢”后面可以接动作的动词，如哭、逃、支持、逮捕等；可以接存现动词，如出现、消失等；但不可以接形式动词如进行、加以、予以、致以。

你敢跑！　你敢告诉她！　你敢强迫他！　你敢不出现！


*
 你敢试试！　*
 你敢感到不舒服！　*
 你敢加以批评！

而对于心理动词，有些可以直接出现在“你敢＋（VP）”之后的VP中，如后悔、讨厌、嫉妒、怀疑等；而有些则不能出现在“你敢＋（VP）”这个句型中来表示威胁—指令，比如感到、知道、感受等。


*
 你敢感到！　*
 你敢感到腰疼！


*
 你敢知道！　*
 你敢知道她的公司倒闭了！


*
 你敢感受！　*
 你敢感受秋天！

还有些动词是进行过某些变化之后可以进入这个句式来表示威胁—指令，如有些必须加宾语之后才能出现在VP中，如想、信任、爱、关心等。如：


*
 你敢想！→你敢想她！


*
 你敢爱！→你敢爱他！


*
 你敢不关心！→你敢不关心老王！

再如：


*
 你敢认为！→你敢这么认为！


*
 你敢加以批评→你敢对他加以没有道理的批评！

“你敢”后面的动词不可以进行重叠，因为“你敢”是程度较高的表示威胁的语言形式，而动词的重叠则是表示程度的减轻，两个互相矛盾的形式不能同时出现。

你敢看！　*
 你敢看看！

你敢吃！　*
 你敢吃吃！

你敢动！　*
 你敢动动！

另外，“你敢＋VP”之后可以加“试试”。

你敢骗我试试！　　你敢不听话试试！

你敢动一下试试！　你敢逃跑试试！

下面我们来看看“再（不）＋VP”这个形式。先看几个例子。

再看！

你再看！　　　　　　　*
 你再！

再不听话！　　　　　　*
 你再看看！

（你）再说一句！　　　*
 再后悔！

（你）再说一句试试！　*
 再加以批评！

（你）再打我试试！　　*
 再属羊！

和“你敢＋（VP）”不同的是，在这个句式中，动词不可以以零形式出现，即“你再”是不合法的。同时，这个句式中的V不可以重叠，即“你再VV”也是非法的。VP之后也可以加“试试”。

此句式中的VP，可以是动作动词，通常表示肯定和中性的动作动词既可以出现在肯定形式中，又可以出现在否定形式中。如：

再吃（就打你）！　　　　　再不吃（就打你）！

再写（就打你）！　　　　　再不写（就打你）！

再睡觉（就打你）！　　　　再不睡觉（就打你）！

再革新（就杀了你）！　　　再不革新（就杀了你）！

再保卫这儿（就杀了你）！　再不保卫这儿（就杀了你）！

再支持他（就等着瞧）！　　再不支持他（就等着瞧）！

而表示贬义的动作动词比如逃、侵略、剥削等通常出现在肯定形式中。如：

　再逃！

　你再侵略试试！


*
 再不逃！


*
 再不剥削！

形式动词也可以通过某些变化进入这个句式来表示指令，心理动词和存在动词则有一部分可以通过某些变化进入这个句式表达指令，关系动词则不能进入这个句式来表示指令。如：

　（你）再对他加以指责！

　（你）再对他进行批判！

　（你）再这样认为！

　（你）再不消失！

　（你）再出现试试！


*
 （你）再姓王！


*
 （你）再属马！

对于“让（叫）＋你＋VP”来说，我们需要区分的是，哪些动词是表示真正的威胁，哪些动词只是表示情绪和情感上的发泄，即我们需要区分哪些是指令的言语行为的语言形式，哪些则虽然有相同的语言形式却并没有通过这种形式来表达指令的意图。如：

　（我）叫你跑！

　（我）叫你不起床！

　（我）叫你担心她！


*
 （我）叫你消失！


*
 （我）叫你属牛！

在以上的几个句子中，“我叫你跑”和“我叫你不起床”都可以通过这种语言形式（或许还伴随着动作）来表示禁止听话者跑，要求和命令听话者马上起床。而“叫你担心她”，则有可能是禁止听话者担心她，也有可能是对听话者担心她表达不满。而后面两个“叫你消失”和“叫你属牛”则并不能起到“阻止听话者消失”和“阻止听话者属牛”的作用，而是表达对听话者的消失和听话者属牛这种情况的埋怨和不满。

4．对语气以及语气词的制约

由于条件性威胁的间接指令言语行为的本质在于用对听话者不利的假设迫使听话者做说话者希望的事情，因此，整个句子的语调特别是简缩形式普遍为降调。我们来看几个典型的句式：

（1）你敢再查下去，就叫你全家不得安宁！

（2）你再嚷嚷，我淹死你。

（3）全部往后站！谁要是破坏秩序——就开火！靠后！

（4）松开他的耳朵，要不我出来扭断你的脖子。

（5）王丽敏瞪他一眼：“这位是董事长的妹妹，你要是再拦下去，小心饭碗！”

（张成功《黑洞》）

对于这一类指令言语行为来说，说话者的口气是强硬的，态度是威胁性的。因此，对于“V＋不＋V”来说，这一类指令的本质特征除了对于动词上有所选择之外，对语调也具有选择性，通过降调把和具有疑问功能的V＋不＋V的句式区分开来，同时句末不会出现“呢”、“吧”、“吗”、“嘛”、“啊”等语气词。


*
 去不去嘛　*
 去不去啊　*
 去不去呢

对于“敢＋（VP）”来说，除了语调一定为降调之外，句末通常也没有语气词“呢”、“吧”、“吗”、“嘛”、“啊”出现，并且句子的重音落在“敢”和后面的V上面。


*
 你敢去吗？　*
 你敢去呢！


*
 你敢去吧？　*
 你敢去啊！

对于“再＋VP”和“让（叫）＋你＋VP”来说，句子的语调为降调，同时句末也没有语气词“呢”、“吧”、“吗”、“嘛”、“啊”，句子的重音落在VP之上。


*
 你再去吧？　*
 你再去嘛！　*
 我叫你去啊！

二、“指令”对汉语一般指令句的语法制约

一般指令是指直接指令和规约性间接指令，而直接指令又可能通过含有施为动词的句子也可能通过不含有施为动词的句子表现，那么，指令言语行为的施为动词有哪些？哪些动词可以成为施为动词？哪些则不能进入？前人对汉语一般指令句的研究存在哪些未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否能在本文的框架下得到解决或者推进？这是本小节要讨论的问题。

1．汉语指令言语行为的施为动词

（1）言语行为施为动词在汉语中的研究

在传统的言语行为研究中施为动词的研究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在汉语言语行为的研究中，对施为动词的关注并不多。

王传经《关于言语行为动词的几个问题》对言语行为动词的分类、意义等几个问题作了理论上的阐述。

钟守满、王伟（2000）《言语行为动词语义分析及构架》对Wierzabicka通过对一些言语行为动词进行语义成分分析的方法作了介绍，并对把语义与句法框架联系起来的理论进行了介绍和阐述。

张绍杰（1994）《言语行为与施为动词》对施为动词和施为句进行了理论介绍，同时对言语行为和施为动词的关系进行了思考。

廖福涛、钟守满（2005）《言语行为动词的人际意义》从逻辑情态和人际功能中情态系统的角度两个方面对言语行为动词的人际意义进行了讨论。

以上这些学者的研究，都是基于英语中的言语行为动词，虽然提出了一些新方法和理论，试图解决某些问题，但是并没有着眼于汉语的言语行为动词。

成晓光、熊佳娟（2010）《施为动词的语用—语法双维度分析》采用双维度（语用—语法）分析法，结合Verschueren的宏观语用学解决方法以及韩礼德功能语法中的及物性概念来分析施为动词的特性，但可惜的是研究同样以英文为研究对象，并未对汉语施为动词进行研究，也没有用汉语施为动词的例证来证实其理论。

钟守满（2005）《“互向”类言语行为动词语义认知解释》，重点对八对英汉“互向”类言语行为动词的信息传递认知结构和语义认知特征以及它们的语用解释进行分析和研究。在这篇论文中，钟守满对英汉“互向”类言语行为进行了对比。

对汉语施为动词进行关注的有吴剑锋（2009）《言语行为动词的句类标记功能》，认为言语行为动词可以成为句类的充分标记，可作为句类划分的标准。

钟守满、齐永丽英（2010）《汉言语行为动词重叠现象语义结构分析》从语体、语法结构、语义、认知等角度，审视英汉言语行为动词的重叠结构。

董秀芳（2010）《汉语中表示承诺的言语施为动词》对汉语中表示承诺的几个言语施为动词的从历时发展的角度对其语义功能、力度等级等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在汉语指令言语行为的研究中，只有赵微和肖珊的研究涉及了这个命题，赵微（2010）《指令行为与汉语祈使句研究》有一节专门讨论了汉语施为动词和施为句，肖珊（2010）《现代汉语祈使类言语行为动词语义结构与同义词群建构——基于“词群—词位变体”和“词汇范畴化”的个案研究》以现代汉语中祈使类言语行为动词为个案，初步探讨动词语义网系统的建构。虽然研究汉语指令言语行为仅仅研究施为动词是不够的，但是施为动词的研究有其必要性。

（2）汉语指令言语行为与指令施为动词

1）赵微（2010）对《现代汉语词典》和《汉语动词用法词典》中的动词进行了调查，收集到38个具有指令语力的动词，包括：哀求、倡议、建议、禁止、盼望、期待、期望、祈求、乞求、期盼、企盼、企求、企望、请求、申请、提议、希望、希图、希冀、准许、许可、特许、央求、央告、要求、应允、允许、允准、准许、反对、拒绝、抗议、支持、命令、叫、请、求、让。

肖珊（2010）的研究中列举出43个祈使类言语行为动词，见表7
[1]

 ：

表7　祈使类言语行为动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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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动词是否是汉语指令言语行为中的施为动词？如果不是，那么哪些不是？为什么不是？

我们先来看什么是施为动词。Vanderveken（1990）在Meaning and Speech Acts
 : Principles of Languague Use
 一书中说过：“Semantically and pragmatically defined class of verbs (e. g. to promise, to command, to christen, to swear, among others), the use of which in explicitly performative utterances causes precisely that action to be carried out that is expressed by the particular verb. Performative verbs are distinguished from perlocutive verbs such as to provoke，to convince, to humble, which cannot be used performatively (I hereby convince you to vote democratic) and instead describe reactions partly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addressee. Not all illocutionary verbs, that is, verbs that denote illocutions, are performative verbs. For example, to threaten is an illocutionary, but not a performative verb. This distinction is supported by the fact that only performative verbs can be used with hereby. I hereby promise you that… vs *
 I hereby threaten you that …”
[2]

 即“施为动词”就是从语义和语用的角度出发定义的一类词，如：承诺、命令、洗礼、宣誓等。发出这些特定的动词的时候就表示了行为的实施，施为动词是区别于以言成事动词，如激怒、说服、贬低，不能使用施为动词（如：我在此说服你投票给民主党），并非所有可以表示言外之意动词，都是施为动词。如“威胁”这个词，就不是施为动词，因为我们不能说：“我特此威胁你……”是否是施为动词可以用能不能加“在此／特此”这个词作为标准来判断。

而wikipedia的解释更为简洁：Performative verbs are verbs carried out simply by means of uttering them aloud. When a judge sentences someone to jail time, for example, the action is completed when he or she says, “I hereby sentence you to five years in prison,”or the like. Compare this with the sentence, “I run every day,”in which the verb “run”merely represents the action of moving quickly．即施为动词就是伴随着含有这个动词句子的发出，这个行为就实施了，如法官宣判某人入狱，在他说“我在此宣判你入狱5年”的同时，宣判这个行为完成了。而“我每天跑步”中的“跑”仅仅表示快速移动这个动作。

显性施为句中一定有施为动词出现，施为动词可以用在不是显性施为句中，但不可以用在显性施为句“I＋（hereby）V you（that）S”中的动词一定不是施为动词。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赵微和肖珊所列举出的汉语具有指令力度动词：


*
 我（在此）哀求你给我一点食物。


*
 我（在此）劝说你不要去登珠穆朗玛峰。

显然，哀求不可以用在I＋（hereby）V you（that）S
[3]

 这样的显性施为句中，因此它不能作为施为动词而出现，同样，祈求、乞求、企求、企望、希冀、企盼、希图、许可、应允、央求、央告、勉励、砥砺、嘉勉、慰勉、策励、拒绝、邀约、约、约请、首倡、提倡、唆使、怂恿、煽动、指使、主使、劝说、劝告、劝阻、警戒／警诫／儆戒、申饬这些词都不能出现在显性施为句中，都不能用来表达说话者说出含有这个动词的话的同时完成相应的行为，因此它们都非指令施为动词。而下面这些词，则都可以用于I＋（hereby）V you（that）S的句子中。如：

①　我命令你5分钟之内到现场来！

②　我建议你明天不要去开那个会。

③　我反对！

④　我支持你这么做。

⑤　我申请去西藏工作。

⑥　我邀请大家来我家玩儿。

⑦　禁止停车！

2）“希望”、“希冀”不是指令行为的施为动词。

本文认为“希望”并不能作为指令言语行为的施为动词。我们来看几个句子：

①　我命令你上战场！

②　我要求你上战场。

③　我希望你上战场。

④　我请求你上战场。

在这四个句子中，命令、要求、请求都是可以作为施为动词出现的，因为第一个句子就是表示了一种命令，第二个句子表示了一种要求，第三种句子表示了一种请求，唯独“希望”和其他三个句子不一样。“希望”作为动词其词典释意为：心里想着达到某种目的或出现某种情况。简单说，就是一个人具有的想法和愿望，这个词本身并没有指令的意味。我们可以说：

①　我希望明天是晴天。

②　我希望你快快长大。

③　我希望下次会议我们还可以再见面。

我们还可以说：

④　我希望你可以嫁给我。

⑤　我希望你留下来不要走。

⑥　我希望你能参加明天的活动。

在例①、②、③中，说话者表达的是自己的愿望，这个愿望可能是天气晴朗，可能是孩子快快长大，还可能是其他，但这个愿望是否能够实现和发生，和听话者无关，或者说说话者发出这个言语行为的目的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愿望。而在例④、⑤、⑥中，说话者用“希望”这个词来表达对对方的请求和要求。这并不是因为“希望”这个词具有指令性，而是取决于“希望”的内容。因此，例④、⑤、⑥是间接指令行为，是用陈述的方式来表达说话者的指令意图。我们之所以在通常情况下，听到类似于例④、⑤、⑥的句子就会在脑海中直接反应到“指令”上，是因为这种指令方式由于经过经年累月的使用，已经成为了规约性的间接指令行为，就好像“吃了没”也是一种规约性的间接言语行为，用“提问”来表达“问候”。我们一听到“吃了没”就知道是一种问候行为，而不是对方真的想知道我们吃过饭了没或者打算请我们吃饭。

综上所述，属于指令施为动词有：命令、要求、禁止、严禁、叫、让、警告、建议、提议、倡议、劝、奉劝、劝诫、告诫、请、求、恳求、恳请、请求、申请、邀请、敦请、允许、准许、特许、反对、抗议、支持。

这些施为动词在汉语话轮转换中，有一部分是可能出现在发话方，也可能出现在回答方，如命令、要求、警告等；而有一些施为动词一般只是出现在回答方的句子中，如反对、支持、允许、准许、特许、抗议。

在这些施为动词中，有些动词所在的句子可以独立成句，完整地表达一个指令，如命令、要求、禁止、严禁、警告、建议、提议、倡议、劝、奉劝、劝诫、告诫、请、求、恳求、恳请、请求、申请、邀请、敦请、特许、反对、抗议、支持。但有些动词如叫、让、允许、准许，所在的句子不能单独表达完整的意思，需要后续的句子来补足，例如：

（1）我叫你别去！听见了没有？

（2）我允许你待在这儿，但是你得保证不捣乱。

2．对直接指令句的语法制约

第四章中，我们从“对话语权的处置”的角度，将指令言语分为以下三种类型：强调自身的话语权和权势的指令言语行为，强调对方的话语权力和权势的指令言语行为，模糊双方的话语权力和权势的指令言语行为。下面我们将从这个角度，分别来看看指令言语行为对汉语一般指令言语行为在语言形式和表达手段上的制约。

在一般指令句中，“强调自身话语权”指令言语行为，即“命令”、“要求”。在本文把“禁止”作为“命令”类的下位，即命令类言语行为包含命令和禁止。模糊双方的话语权和权势的指令言语行为，即建议、邀请等。劝阻作为建议别人不做某事被我们归入建议类言语行为的下位。突出和强调对方话语权，降低自身的话语权的指令言语行为，即请求，以及以请求为一点延伸扩散出来的连续统，如祈求、祈祷，等等。

（1）对施为动词的制约

1）表示命令、要求的指令言语行为涉及的施为动词有：命令要求、禁止、严禁、叫、让。如：

①　我警告你，若是再这么做，我就不客气了！

②　我命令你不许再这么做！

③　我要求你停止这么做！

④　禁止继续行驶！

⑤　严禁通过！

⑥　我叫（让）你别这么做，听到没？

何自然（2002）认为，施为动词就像施为句所表达的言语行为或施为用意的名称或标签，即有什么样的施为动词就有什么样的言语行为。也就是说，显性施为句所表达的言语行为属于直接言语行为，如：“I order you to pass me the salt.”此句通过“order”这个施为动词明白无误、直截了当地表达了“指令”这个言语行为。而“Could you pass me the salt?”此句由于缺乏具体的施为动词，说话人真正意欲实施的言语行为或者说施为用意就变得更为隐蔽、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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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施为动词可以表示言语行为的类型，即含有施为动词的显性施为句所表达的言语行为一定属于直接言语行为，还是上面的例句，我们再加一个：

我们来看下面两个例句：

①　我警告你，若是再这么做，我就不客气了！

②　下有电缆。

例句①虽然有施为动词“警告”，并且字面之意是警告，即次要言外之意是警告，但首要言外之意是指令，即发话者的直接意图禁止别人继续做某事，只是通过威胁这种言语行为来实现。而例②的下有电缆，虽然没有施为动词“警告”，但却是警告言语行为。从这个句子来看，施为动词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代表言语行为的类型，如果这个言语行为是直接言语行为，则施为动词和言语行为的类型一致；而如果此言语行为非直接言语行为，则施为动词和言语行为的类别不一致。

2）表示建议、邀请的指令言语行为涉及的施为动词有：建议、提议、倡议、劝、奉劝、劝诫、告诫、请2
 、邀请。如：

①　我建议按照第二套方案进行。

②　走吧，请你到我家做客。

③　我劝你还是别去了。

3）表示请求的指令言语行为涉及的施为动词有：求、请求、请1
 、恳求、恳请。如：

①　我请求领导批准我的申请。

②　我求你别走，至少现在别走，我一个人害怕。

③　我恳请你认真考虑一下我说的话。

（2）对句式的制约

虽然很多句子通过施为动词来表示命令和要求，但在汉语中，更多的表示命令和要求的言语行为是不包含施为动词的。如：

①　走！

②　你走！

③　你给我出去！

④　把门关上！

表示命令和要求的言语行为在句子结构上有以下特点：

1）命令和要求类言语行为常用句式：

A．动词和动词短语独立成句。如：

①　停！

②　开火！

③　前进！

④　举起手来！

B．把字句。如：

①　快把饭吃了！

②　别把我的灯打碎了！

③　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

（《春天里》）

C．假设句“再（不）……就……”如：

A：再不快点就迟到了！

B：知道了，就来。

D．（你）给我＋V……

①　你给我站住！

②　你给我听好了：“我家不缺你这点钱！”

③　给我老实点！

E．“V＋什么＋V”结构。如：

①　看什么看？

②　吵什么吵？没看见人正忙着呢吗？

③　催什么催！再快也得一个一个来啊！

④　推什么推？都快把我推倒了！

F．“（V）A＋点儿”结构。如：

①　开快点儿！

②　走慢点儿！

③　回来早点儿！

G．反问句。如：“你怎么……”、“（怎么）还不……”等。

①　你怎么这么吵？

②　还不走？要迟到了！

2）出现在命令和要求类言语行为的助词、副词和固定格式有：不许、不准、勿、不要、别、少、应该、必须、一定、非……不可、得。如：

①　不许大声喧哗！

②　不准在餐厅内吸烟！

③　你必须听我说！

④　你非去不可！

⑤　你应该和妈妈说对不起。

⑥　少给我逞能！（池莉《你是一条河》）

这些具有标记性的词和固定格式只能出现在命令和要求的言语行为中，而绝对不会出现在请求类言语行为和建议类言语行为中。因为命令和要求是发话者通过强调自己的具有话语权，那么应用这些有表示强制性和语力强度很高的助词、副词和固定格式可以来强调发话者具有的话语权和权势。

通常情况下，没有辅助话语的禁止类言语行为语力比较强，而具有辅助话语的禁止类言语行为的语力有所减弱。禁止类言语行为都是有标记的，而禁止类言语行为语力的强弱与其标记有很大联系，在无辅助话语的情况下，它们之间的强弱关系如下：

严禁＞禁止＞不准／不许＞勿＞不要／别

和命令、要求类一样，除了包含施为动词的建议行为，在汉语中，更多的表示建议的言语行为是不包含施为动词的。如：

①　去老北京吃涮羊肉怎么样？

②　A：听说春节期间饭店人很多！

B：要不你早点去定个位子？

③　你把房间收拾收拾吧。

④　期待明年的会议能见到你。

⑤　不要熬夜啦，再熬下去身体可受不了了。

⑥　我觉得你穿红色的会比较好看呢。

模糊双方的话语权和权势的指令言语行为与强调某一方话语权和权势的言语行为最大的区别在于：说话者试图用一种比较平等的不那么给人压力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指令意图。那么如何可以使得表达出来的句子显得彼此是平等的，不像命令类言语行为那么生硬，又无须像请求言语行为那么降低自我，这便是模糊双方的话语权力和权势的指令言语行为的关键所在。其中也包含了两种情况：一是双方本身就不具有权势差别和话语权的差别，如朋友之间，同事之间，陌生的无利害冲突的人之间；二是双方本身具有话语权的差别，但是一方基于某些考虑希望模糊双方的话语权力和权势，来达到更容易实现说话者指令意图的目的。

汉语模糊双方的话语权力和权势的指令言语行为的汉语表现和手段有如下几点：

1）通过句式“我觉得／认为……”、“……怎么样”、“……，不然……”等降低说话的强制性、减弱言语行为的力度。如：

A：我们去哪里吃饭？

B：你觉得新开的那家港式餐厅怎么样？

2）通过动词重叠来减弱指令强度。如：

①　陪我→陪陪我

②　那咱们就谈谈国际形式？

③　今天去打打网球？

④　妈妈对孩子：快开学了，你该收收心了啊。

⑤　你先端端菜，酒马上就好。

⑥　穿穿看喜欢不喜欢。

3）通过语气词“吧”以及附加语“好了”、“得了”、“好吧”、“行吧”、“算了”、“就是了”来表明立场和态度。我们知道“吧”具有使说话语气委婉、温和的功效，而几个附加语则是通过表达轻松的态度来减弱言语行为可能带来的命令性。如：

①　A：今晚我住哪里？

B：你住这个房间好了。

②　A：这件衣服多少钱？

B：最低380。

A：300卖给我算了。

③　明天你早点来行吧？

④　你若不喜欢这里，离开就是了，不要考虑东考虑西的啦。

4）通过副词“还是”。如：

①　你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好。

②　老板，我们还是把价格再压低一点吧，对手的价格实在太有诱惑了。

③　你还是别穿这件衣服了，领口太低。

④　我们还是去看看吧。

5）通过话语标记“我看”、“要不”。如：

①　要不你去？

②　要不吃完饭后去你家打牌？

③　我看你也该结婚了。

④　我看这件事就算了吧。

6）通过增加支持性话语来降低或者减弱指令的强度。如：

①　你别走，外面很危险的，现在下着大雨呢。

②　你来，你妈妈给你邮了一个好大的包裹。

③　别站着，快进屋来坐，招待不周，你别客气啊！

④　不要难过了，你难过大家也跟着伤心呢……

和命令要求类言语行为一样，在汉语中，更多的表示请求的言语行为是不包含施为动词的隐性施为行为。如：

①　那件事，千万别说出去啊，不然我就死定了。

②　麻烦您让一下，我马上要下车了。

③　老同学，你最近手上有闲钱吗？我遇到点麻烦事，我一有钱就还你。

④　珊珊，你就答应嫁给我吧，我一定会让你幸福的。

⑤　您好，可以借一下您手机吗，我有急事，可是我手机没电了。

⑥　可怜可怜我，给点吃的吧，我的孩子已经3天没有吃东西了。

我们前面提到过，请求言语行为是说话者为了强调听话者的话语权和权势的一种表达方式。这包含三种情况：

一是在实际上听话者在此情此景下的确具有话语权，如下属请求领导批准申请，再如请求别人的帮助，在当下的情境中，可以提供帮助的人具有绝对的话语权。

二是因为说话者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图而采用的一种故意降低自身权势和话语权的言语方式，是一种策略行为。如，领导对员工说：“这次的活动还要请大家多多帮忙，多多辛苦。”母亲对孩子说：“儿啊，这次你就听娘一次吧。”

三是为了表达说话者的礼貌而采取的言语行为，是一种礼貌策略。如：“麻烦您让一下。”“劳驾，我过一下。”

汉语请求类言语行为在句式上并不像命令和要求类言语行为有那么明显的具有典型性的句式和句型。它之所以为请求行为取决于请求的话题及内容以及说话者的语气。这些内容往往对说话者本人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实施此言语行为会使听话者利益受损，这利益包括金钱上的或者身体上的，而说话者有时候不能采取命令的方式，如：在当时的语境中说话者不具备话语权或者权势，或者发话者认为当时的语境不适合采取命令的方式，如领导为了让员工更卖力地工作而又不想让员工有在高压下执行命令的不愉快感则会用请求的方式来表达。请求的力度、句子的长度、支持性话语的多寡与给对方带来的利益受损程度成正比，与说话者本身所具有的权势成反比，与说话者获得帮助的需求度成正比。

当说话者本身获得帮助的需求非常大，同时说话者话语权和权势非常低的时候，会采取“千万（别）”、“求求你”等标记来加强自己需求的程度，如乞丐行乞等，如有把柄落在别人手上的人请求别人保守秘密，如请求绑匪不要撕票等。

当说话者本身获得帮助的需求非常大，同时话语权和权势并非低而是平等的时候，则会采取加强支持性话语的话语模式，支持性的话语用来说明需求的原因、急迫程度，和对听话者带来的利益受损的歉意或对听话者的回报等。如向朋友借钱："亲爱的，你最近手头有闲钱吗？我有急事需要四五万，下半年可以还。我去年刚买了房，手头只有债没有钱，也不好意思和同事说，就想着问问我的老同学吧。不过，你要是恰好没有，也别为难，这年头谁都可能会有急需用钱的地方。我等你回复。


当发话者本身获得帮助的需求比较大，但说话者本身话语权和权势高的时候，他用请求的方式则是一种交际策略，如领导对下属委以重任等情况。

当发话者本身获得帮助的需求不是那么大，同时话语权和权势不能影响到对方的时候，即双方的社会距离比较大的时候，那么说话者采用请求的方式则是为了表达礼貌。如请陌生人让路等。这时候常常会用到下列表达礼貌和客气的词语：“可不可以……”、“不好意思……”、“麻烦你……”、“劳驾……”等。

（3）对语气词和附加成分的制约

1）命令和要求类言语行为往往篇幅短小、精练，发话者的态度严肃或者情绪不佳，这类言语行为的语力很强，句末很少出现语气词，如果有语气词，则通常是可以表示强调的“啊”和“啊”的变体“呀”。如：

①　吃呀！

②　快走啊！

我们知道，一般来说，“吧”是表示委婉和温和的语气词，但有些时候，表示命令和要求的言语行为的句子有时也会出现“吧”。如：

①　说吧，什么时候去？

②　就这样吧，我要开会了，以后再说。

③　算了吧！再吵下去有什么意思。

如果句子中用了“吧”，而要表现命令和要求的话，则需要在语气、态度上补足。如：“就这样吧”（冷淡）、“算了吧”（愤怒、或不屑）、“说吧”（平静、严肃）。同时，命令和要求类的言语行为都比较简短、有力，只有表示指令的主干部分，而没有“行不行”、“好吗”和“好吧”等附加成分。

2）模糊双方话语权这一类指令行为最重要的特点是将双方的话语权悬置，因此，这类言语行为的语气词多用表达婉转语气的“吧”，同时可以采用附加成分并且态度诚恳，口气温和。

3）在请求言语行为中，语调和语气是区别请求和一般要求的非常重要的手段，即语气和语调是表达说话者态度的重要手段。同样的一个句子，如：“你来我家吃饭吧。”用轻松愉快的语调表达出来，是表示邀请；而如果用恳求的语调表达出来，则表示请求，表达“我”需要你的意思，如：“你来我家吃饭吧，我一个人太孤单了……”同时，请求的内容难度越大，发话者的态度越恳切。在句子的语调和重音上，方霁（2000）的研究表明，人们在表达请求语气时也多采用单一的较低语调，没有语气尾词时，较低语调落在句子末一节奏单位的重读音节上；有语气尾词时，语气尾词上也用较低语调，主重音落在表述成分上。次重音落在语气成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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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方霁的研究是基于汉语祈使句的，所以更准确地说，在直接请求行为和不以提问类言语行为为次要言外行为的间接请求行为中重音表现为以上情况。

在请求类言语行为中最常出现语气词有“吧”、“嘛”、“吗”，而一定不会出现“啊”以及“啊”的变体。如果祈使句句尾的语气词是“嘛”则一定是表示请求，如“你吃嘛”、“你来一下嘛”，同时表示说话者和听话者的社会距离非常小即熟悉程度非常高；而用句尾语气词是“吧”的话，则不一定是请求行为，判定是否为请求行为则需要参考命题内容、语调、表达态度等因素。“吗”则出现在间接请求类言语行为中，如：“打扰一下，您有笔吗？”“你可以把盐递给我吗？”再如，在路上问行人：“劳驾，您知道火车站怎么走吗？”

在请求类言语行为中可能会出现的附加语有“可以吗”、“行不行”、“好不好”、“可不可以”等。


 第三节　指令行为与汉语语法表现形式专题讨论

一、关于“别摔跤”和“摔跤”——祈使句的合法性

在汉语祈使句的研究中，有一些祈使句是不合法的，如，我们可以说“吃”，却不可以说“躺”；可以说“看”，却不可以说“瞅”；可以说“别忘了锁门”，却不可以说“别昏过去”；可以说“别摔跤”，却不可以说“摔跤”。袁毓林（1993）指出：“同是表示嘴巴动作的动词，‘吃’能独用构成祈使句，‘尝’却不能；同是表示身体状态的动词，‘睡’能独用构成祈使句，‘躺’却不能；同是表示感知过程的动词，‘看’能独用构成祈使句，‘想’却不能。‘尝’、‘躺’和‘想’一定要在前后加上某些成分才能构成祈使句。”

袁毓林提到的在“前后加上某些成分”可以使不合法的祈使句变得合法。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使得不合法的祈使句变得合法有哪些手段：

1．语法手段

这也是通常情况下汉语研究者对汉语祈使句研究的关注点所在。总结大家研究的成果可以得出有以下一些语法手段：

动词重叠之后变得合法。如：


*
 瞅　瞅瞅　　*
 舔　舔舔


*
 尝　尝尝　　*
 试　试试


*
 等　等等　　*
 笑　笑笑


*
 踩　踩踩　　*
 猜　猜猜

加趋向补语之后变得合法。如：


*
 站　站起来　*
 躺　躺下去


*
 蹲　蹲下　　*
 举　举起来


*
 趴　趴下　　*
 交　交出来


*
 吐　吐出来　*
 爬　爬过去

加副词之后变得合法。如：


*
 学会跳舞　　千万／一定学会跳舞


*
 治好他的病　千万／一定要治好他的病

加语气词之后变得合法。如：


*
 讨论起来　　讨论起来吧


*
 别昏过去　　别昏过去了

2．语用手段

我们曾在第四章对指令方式选择的制约因素进行过探讨，现在我们的问题是，这些制约因素会不会对祈使句的合法化也有影响？

以往的研究普遍认为在汉语中可以说“热心点”，却不可以说“别热心”；可以说“把书拿走”，却不可以说“姓李”、“属羊”，因为“姓”“属”这些词是不能由动作者控制的，是非可控的行为；可以说“别摔跤”，但不可以说“摔跤”。

我们先来看几个例子：

（1）A：怎么回事啊，你以前不是对这种事儿挺热心的么？怎么这次不管了？

B：别热心！对她热心，以后有你受的！

（2）A：你想想为什么这次任务又失败了？

B：司令，我想不出来。

A：想！想不出来别来见我！

（3）A：老公，咱们第二个孩子别姓李了，随我姓吧，姓张。

B：不行！姓李！

（4）A（对丈夫）：你看着点孩子啊！

A（对孩子）：慢点跑，哎哎，摔倒！

在例（1）中，在特定的语境下——说话者认为对某人热心会带来麻烦，这时候，“别热心”成为了合法的，可说的。在例（2）中，“想”这时候作为一个命令，是合法的，这与袁毓林（1993）提出的“‘看’能独用构成祈使句，‘想’却不能”的论述不相符。在例（3）中，妻子和丈夫商量是否可以把第二个孩子的姓改成跟母亲姓，父亲的“姓李”，是“我要求我们的孩子姓李”的意思，有非常强烈的指令意味在里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姓李”这样一个本来是非法祈使句，也变成了合法的。

那么我们的问题是，在什么情况下，语用的力量可以使单独出现是不合法的祈使句变得合法？经过观察研究和例证分析，我们得出：

首先，在事态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小心摔跤”这类提醒别人要注意的祈使句，可以用“摔跤”来表达，这种表达的合法性具有临时性，脱离了具体的语境便不能成立。但汉语中有些例子，比如，在战场上的“冲”和“杀”这一类型的祈使句或者用文本的术语来说是“指令言语行为”，本来单单看“冲”和“杀”是不能独立使用构成祈使句的，就是因为在战场上的紧急状况，所以变成了合法化的祈使句，又由于日积月累地使用，便在语言生活中成为的得到大家认可的合法化的祈使句模式。

其次，语境可以赋予祈使句更为具体的意义，当这个更为具体的意义符合指令行为的适合条件，本来不合法的祈使句便变成了临时具有合法化的祈使句，如例（1）和例（3），在这两个句子的语境当中，这两个祈使句都是合法的。

二、关于“洗得干干净净的”和“死得远远的”——祈使句的合意性

即便是有语用的调节作用存在，某些形式还是没法进入某些祈使句中。比如袁毓林（1993）举出的例子：

要尊重别人！　*
 别尊重别人！

要改正缺点！　*
 别改正缺点！

袁毓林用“在一般情况下褒义的自主动词（记作‘V［＋自主］［＋褒义］’）只能进入肯定式不能进入否定式，贬义的自主动词（记作‘V［＋自主］［＋贬义］’）只能进入否定式，不能进入肯定式；只有中性的自主动词（记作‘V［＋自主］［＋中性］’）才能同时进入肯定式和否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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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描述这种情况，但对于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他只是用“这可以看作是祈使句的语用习惯对动词类型的选择限制”匆匆带过。

同样，在谈到“给我／别＋动词＋得＋状态形容词＋的”这个句式的时候，袁毓林认为褒义的状态形容词只能构成“给我V得C”，贬义的只能构成“别V得C”定式祈使句，中性的则都可以。如：

给我擦得干干净净的　*
 别给我擦得干干净净的

给我喝得醉醺醺的　　*
 别喝得醉醺醺的

那么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子：

给我死的远远儿的　　*
 别死得远远儿的

给我烧得干干净净的　*
 别给我烧得干干净净的

如果我们说“擦得干干净净”中的“干干净净”是褒义，“醉醺醺”是贬义，那么单看“远远儿的”我们并无法判断这是褒义还是贬义，“烧得干干净净”中的“干干净净”也不能说是褒义。如果是留学生来学习汉语，我们该如何告诉他，形容词若是“远远儿的”，应该用“给我＋动词＋得＋形容词＋的”呢，还是“别＋动词＋得＋状态形容词＋的”？

以上的三个问题，从语法的角度描写容易解释难，或者在解决的时候容易将问题复杂化。那么这些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呢？

我们在绪论中谈到，意图实现是人类言语交际的最高原则。因此人类在使用言语行为的时候一定是以实现其交际意图为最终目的的，因此，其发出的言语行为一定会具有合意性。

那么我们来看看前面提到的三个例子：

“给我……”这样的句子一定是说话者希望发生的，那么一定是说话者意图的，因此，我们后面的“动词＋得＋状态形容词＋的”所体现出的内部意义只要和说话者的意图相匹配而不是相矛盾，这个句子就是可以成立的，反之则不能成立。比如：丈夫可以对一起出席宴会的妻子说“给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而如果一个人要去仇人家报仇，他可以说“给我（把他们）打得满地找牙”、“给我杀了他”、“给我烧得干干净净的”。因此，“给我……”是合意性的表现，“别……”也是合意性的表现，到底是使用前者还是后者，根据说话者的意图来决定。这样比分析形容词是褒义的、中性的还是贬义的更加简洁也更加合理。

再说到我们可以说：“要尊重别人！”“要改正缺点！”但却不能说：“别尊重别人！”“别改正缺点！”这是因为，说话者所说的话也要遵循合意性，这个合意不仅仅是合说话者的意，而且是合整个社会道德规范下大多数人的意。所以在发出指令的时候，如果是遵循了整个社会道德，那么发话者的指令更具有说服力，发话者更容易达到让听话者听从的意图。


 第四节　汉语指令言语行为的发出与回应

我们在前文中曾提到：“对话”是体现言语行为的最基本的形态和手段，完成交际行为离不开语言交流的双方，离不开交流最基本的形式——“对话”。因此本节着眼点在于汉语指令行为在话轮转换中，作为指令言语行为的发出者，在发出指令行为之后，需要通过对方的回应来把握自己的指令是否实现，以便作出后续的反应。那么指令言语行为的发出者，在发出指令言语行为之后，听话者会采用何种言语行为进行回应？也就是说，指令言语行为以及其对应回答的类别有哪些？

在汉语对话中，指令言语行为发出之后的结果有两种——接收到了指令行为和没有接收到指令行为，即听懂了发话者的意图和没有听懂发话者的意图。没有听懂发话者的意图，正常的交际则无法继续进行。在听懂发话者意图的情况下，又有两种可能性：答应实施和拒绝实施。我们先来看一下几组例句：

（1）左叔叔我能把他骑到街上去吗？

左礼生嘿地一笑，说：“当然能，左林骑你也是在外面嘛。”

（苏童《香椿树街故事》）

（2）鲁贵：你看，刚才我走到下房，这些王八蛋就跑到公馆跟我要账，当着上上下下的人，我看没有二十块钱，简直圆不下这个脸。

四凤：（拿出钱来）我的都在这儿。这是我回头预备给妈妈买衣服的，现在你先拿去用吧。

（曹禺《雷雨》）

（3）“我说，要不，咱们俩离婚吧！我带着孩子。我想，你舍不得的，不过是那些钱，我们一人一半。”老婆突然说。

宋思明半晌问：“为什么？”

（六六《蜗居》）

（4）“哎，我希望你这阵子老实点儿。”

“我又怎么啦？”安然用两个指头捏着桃核问。

我斟酌片刻，终于更明确地提示了她一下：“你最好先别穿这件衣服。”我的眼睛看着别处，故意显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哈！”她发出了一个怪声……

“别冲我这样，我是真话。”我说。

“这衣服怎么啦？不是你买的吗？不是你夸了半天漂亮吗？真的，我还舍不得穿呢。可就冲你这一说，我非连着穿三天不可，考完了，庆贺一下。”

（铁凝《没有纽扣的红衬衫》）

（5）小张说：晚上的会议您无论如何得出席。

我说：人事安排的会我不参加，下来的时候组织部交待过了，我不负责乡里的任何具体工作，我只是体验生活。

（叶广岑《对你大爷有意见》）

（6）“不准偷懒，你再把腰弯低一点，再低一点。”左林说，

“你这么弓着背，哪像一匹马，你像一头长颈鹿！”

“弯不下来了，再弯我就没办法跑了。”傻子光春说。

“你还说我偷懒，你不信，不信我们换一下试试？”

（苏童《香椿树街故事》）

（7）司令飞去一脚踢到王文义的屁股上，“咳什么？”

“司令……”王文义忍着咳嗽说，“嗓子眼发痒。”

“痒也别咳！暴露了目标我要你的脑袋！”

“是，司令。”王文义答应着……

（莫言《红高粱》）

以上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例（1）和例（2）是听话者表示同意实施说话者所发出的指令言语行为。而例（5）和例（6）则是听话者对说话者所发出的指令言语行为表示拒绝。而例（3）听话者的回答则是表现出对说话者指令行为意图不明确或者原因不明确，或认为说话者给出的理由不充分的情况下无法对指令做出明确的答复，于是给出的回答是疑问性质的。例（4）则是在一系列的话轮承接中，在听话者一步一步弄明白发话者意图的时候，果断地拒绝实施发话者的指令行为。

一、发出指令——承诺实施

下面我们来看看，在汉语对话句中对指令言语行为相对应的表示同意实施指令的回答都包含有哪些言语行为类别。

1．以“承诺”的形式承诺实施

（1）A：你手头方便么？我最近遇到点事儿，需要5万块，你手头有个万把块吗，下个月底我就能还你。

B：没问题，晚上打给你。你看我是刚买了房，不然我可以多借你一些。

（2）刘麻子：告诉你，过了这个村可没有这个店，耽误了事别怨我！快去快来！

康六：唉！我一会就回来。

（老舍《茶馆》）

（3）松二爷（对王利发）：看着点我们的鸟笼子！

王利发：您放心，我给送到家里头去。

（老舍《茶馆》）

在指令行为发出之后，听话者有可能会对说话者作出承诺的回答。如例（1）是听话者承诺借钱给发话者；例（2）是说媒拉纤的刘麻子要说服康六把女儿卖给宫里的太监做小老婆，康六要回家和女儿商量，刘麻子要他马上回话，康六承诺马上回来；例（3）是茶馆掌柜应承替松二爷看好鸟笼。

2．以“命名”的形式承诺实施

（1）爸爸：爸爸，给您孙子起个名字吧。

爷爷：就叫狗剩儿吧，好养活。

（2）甲：大师，我们孩子五行缺金，你说起个什么名儿好呢？

姓名大师（捻了捻胡须）：女孩，缺金，就叫王瑾然吧。

3．以“宣告”的形式承诺实施

（1）主持人：现在我们请著名导演×××宣布最佳男演员奖。

导演：本届电影节最佳男演员获得者是……

（2）奥委会主席罗格：现在我很荣幸地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宣布第二十九届奥运会开幕。

胡锦涛；我宣布北京第二十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

只有发出请求命名和邀请（或要求）宣告的指令言语行为的时候，才会有以“命名言语行为”和“宣告言语行为”的形式承诺实施。

4．以“表达”的形式承诺实施

1）感叹言语行为

刘麻子：松二爷（掏出个小时表来），您看这个！

松二爷：（接表）好体面的小表！

（老舍《茶馆》）

2）致谢言语行为

临出门，女人叫住天狗，说：“天狗，夜里你擦黑就来，我给你擀长面吃。”

天狗说：“师娘，我天狗没爹没娘，只有你记得我的生日，天狗不知道该怎么谢你呢！”

（贾平凹《天狗》）

3）祝贺类言语行为

A：下个月我结婚，（递上请柬）有空的话来喝我的喜酒吧！

B：哇！恭喜恭喜！

4）道歉言语行为

A：能不能叫你家的狗别一天到晚地吵？

B：真是抱歉，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5．以“呼应”的形式承诺实施

周朴园：来人啦！来人！这有人么？

仆人：老爷！

（曹禺《雷雨》）

6．以“指令”的形式承诺实施

（1）小兵母亲说：“为了孩子的肚子，你就别管你的面子了，你做好了裤子我给送去，保证你有好处。你不想想，马上就要过年了，这么和她僵下去，你还指望有什么东西端给孩子们吃呀。我告诉你，张云兰那把刀是长眼睛的，你吃了她的亏都没地方去告她的状。”

我母亲说：“是啊，家里养着这些孩子，腰杆也硬不起来，没资格讲面子，你替我捎个口信给张云兰好了……”

（苏童《香椿树街故事》）

（2）A：亲爱的，今天晚上咱们吃葱花烙饼吧！

B：记得多打个蛋哦，亲爱的老婆大人！

7．以“提问”的形式承诺实施

（1）同学甲：一会你回来的时候顺道帮我买杯奶茶吧。

同学乙：你要奶红还是奶绿？

（2）顾客：小姐我想试试这件衣服。

服务员：M号可以吧？

二、发出指令——拒绝实施

下面我们来看看，在汉语对话句中对指令言语行为相对应的表示拒绝实施指令的回答都包含有哪些言语行为类别。

1．以“承诺”的形式拒绝实施

（1）孩子：妈妈，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妈妈：再叫吃糖今天不带你出去玩儿了！

（2）今天在经理又来要求一班人马加班的时候，海萍主动说：“经理，以后一三五的加班不要叫着我，我开始进修了，我要再不自我完善提高，很快就要被社会扫地出门了。”经理不悦地警告海萍：“这是日资公司
 ，现在各个部门都是考核制
 ，每个人都要打分
 。你这样拒绝加班
 ，到时候分高分低的
 ，你也不必抱怨
 。”

（六六《蜗居》）

在拒绝实施指令言语行为的时候，如果听话者具有绝对的话语权，那么他可能会采取威胁的方式进行拒绝，如，妈妈会以不带孩子出去玩儿来拒绝孩子要吃糖的请求，而经理则会以扣除年终奖的方式拒绝职员的请假这一请求行为。

2．以“陈述”的形式拒绝实施

（1）“不准偷懒，你再把腰弯低一点，再低一点。”左林说，

“你这么弓着背，哪像一匹马，你像一头长颈鹿！”

“弯不下来了，再弯我就没办法跑了。”傻子光春说。

（苏童《香椿树街故事》）

（2）瓦仓：嘿其其格，愣着干什么啊？快做饭呀！哼！……咦？其其格！看我不揍肿你的脸！怎么还愣在那里？等死么？

其其格：面条已经擀好了。

（张承志《黑骏马》）

在拒绝指令言语行为的时候，有些情况听话者不直接说出拒绝的话语，而是通过阐述类言语行为来进行拒绝。如：例（2）中的瓦仓命令其其格去烧饭，其其格不说我不去，而是说面条已经擀好了，没有必要再去做了。而例（1）中，傻子光春是通过阐述原因来拒绝实施左林叫他把腰弯得再低一点的指令。

3．以“表达”的形式拒绝实施

1）感叹言语行为

老铁：“（你）一个人在家干什么？这你总可以告诉我了吧。”老铁光顾了笑，一点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笑容里面充满了巴结和讨好的内容。……小男孩在防盗门后面大声说：“干什么？有什么好干的？生活真没劲儿！”

（毕飞宇《彩虹》）

2）道歉言语行为

网店顾客：店主，包个邮吧？

店主：不好意思。

3）批评言语行为

小孩：让开，让我过去！

老人：小孩子这么说话是不对的！

4．以“指令”的形式拒绝实施

（1）罗汉大爷说：“兄弟们，有话好说。”

大个子伪军说：“老畜生，滚一边儿去。”

（莫言《红高粱》）

（2）周国平：“炳南叔……”

周炳南：“那就请你同锡林去讲讲吧。”

周国平：“你去，你们直接商量好了就行。”

周炳南：“你去！”

周国平：“你去！”

（高晓声《送田》）

（3）虞积藻说：“我们下楼去，吹泡泡。”

老铁：“这会儿太阳毒，傍晚吧。”

（毕飞宇《彩虹》）

（4）井把势说：“……你给我买包老鼠药来，让我喝了，反正活着没用，也不花钱吃药了！”女人听了这话，两股眼泪流下，说道：“他爹，你别说这话，家里人嫌弃你了吗？你就是睡在这儿任事不干，你也是这一家的定心骨……”

（贾平凹《天狗》）


 小结

本章一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问题，第二部分是对汉语指令句中的指令句的语法表现形式进行探讨，包括以威胁为次要施事行为的强指言语行为和一般指令言语行为。我们首先对于威胁行为进行细分，找出其中和指令行为密切相关的一种，对其语法特点进行描绘，并且从指令这种言语行为的本质对条件性威胁言语行为的成立有何种要求和制约作用进行研究。然后对指令、对汉语一般指令言语行为的语法表现形式的制约进行了研究，包括施为动词的研究、对句式的制约、对副词、语气词和附加成分的制约等，进一步完善了指令言语行为在汉语中表现手段的研究，丰富了指令行为在不同语言中表现手段的研究。在第三部分，我们就两个小的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试图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来研究指令言语行为在汉语表现形式上的问题。

第四部分则是对汉语指令言语行为在话轮转换中的应答关系的归纳和总结，我们从听话者的反应将汉语指令言语行为在话轮中的形式分为“发出指令—承诺实施”和“发出指令—拒绝实施”两种，在承诺实施的时候，发话者通常会采取承诺、命名、宣告、表达、呼应、指令和提问几种方式来表达对指令将会进行实施的承诺，当听话者打算拒绝实施发话者发出的指令的时候，通常会采用承诺、陈述、表达、指令等几种方式来表达。

本章扩大了汉语指令言语行为汉语表现的研究领域和范围，将条件性威胁言语行为也纳入到指令言语行为的研究范畴，这不但是种必要的填补，而且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至此，我们的汉语指令言语行为研究的框架基本建成。

注释：


[1]
  肖珊．现代汉语祈使类言语行为动词语义结构与同义词群建构——基于“词群—词位变体”和“词汇范畴化”的个案研究［J］．长江学术，2010（4）．


[2]
  Vanderveken，D．Meaning and Speech Acts：Principles of Language Us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3]
  在汉语中主语可以不出现，如：禁止吸烟！请勿打扰！


[4]
  何自然．语用学概论［M］．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


[5]
  方霁．现代汉语祈使句的语用研究（下）［J］．语文研究，2000（1）．


[6]
  袁毓林．现代汉语祈使句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第六章　指令言语行为与汉语话语标记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目前在国内外的研究中，指令言语行为的研究和话语标记的研究处于自成格局的状态，彼此间几乎无交叉。指令言语行为的研究侧重于指令意义的实现，指令语力的强弱、指令的等级、指令方式的选择等；而话语标记的研究则着重于话语标记的产生（包括语法化的过程）、话语标记在语境中或认知中的功能等。从话语标记和指令言语行为之间的关系这一角度对指令言语行为进行分析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角度和切入点，但没有人对此进行过深层次的探讨。指令言语行为作为一种言语行为，其作用在于通过表达说话者的要求达到让听话者做事的目的，在实际语言生活中我们常常发现，说话者并不总是简单、直接的表达指令，在指令言语行为的语言表现形式中，除了直接表达指令的部分，常常会出现很多别的附加部分。如：

（1）志国：走了啊。

和平：哎。

志国：哎，对了
 ，你给我点儿钱
 ，我昨天钱给圆圆买鞋了。

（情景喜剧《我爱我家》）

（2）书记说：“小卢呀小卢，不是我说你
 ，你这么吵也没有用，
 关键是上面不同意你上。”

（方方《一波三折（下）》）

（3）刘四狂笑起来：“哈哈，你这小子要造反吗？说你哪，说谁！你给我
 马上滚！
 看着你不错，赏你脸，你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我是干什么的，你也不打听打听！滚！
 永远别再教我瞧见你，上他妈的这儿找便宜来啦，啊？”

（老舍《骆驼祥子》）

（4）今天我就要走了，非要谈谈不可啦！我的意思是
 ，我们之间是否可以比一般同志的关系更进一步呢？


（冯德英《苦菜花》）

（5）他是个真正的革命者，党组织绝对信任他，他既然拜托了我们，依我看
 ，你就听大姐的，跟他结一对革命的夫妻吧。


（刘水耕《陈毅与赖月明的战地姻缘》）

在上面的5个句子中，每个句子都包含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直接表达说话者意图的指令部分（例句中粗体字部分），如“你给我点儿钱”、“你这么吵也没用”、“马上滚”、“我们之间是否可以比一般同志的关系更进一步呢”、“你就听大姐的，跟他结一对革命的夫妻吧”，而剩下的部分则和指令的意图并无直接的关系，只是为了使得说话者意图得以顺利实现起到支持性作用。而在这些支持性话语中，有这样一些成分，如“不是我说你”、“依我看”、“我的意思是”、“对了”等话语标记。

但我们发现，并不是任何话语标记都可以作为支持性的成分进入指令言语行为，作为其支持性话语的一部分。

那么，究竟符合什么样条件的话语标记可以进入到汉语指令言语行为中，为直接表达意图的部分提供支持？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它们能为指令言语行为的实施提供哪些有效的支持？


 第二节　汉语指令言语行为与话语标记

一、本文对“话语标记”的界定

要研究话语标记在汉语指令言语行为中的功能，首先要对话语标记进行界定。在以往的研究中，不同的研究者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对话语标记的界定也不尽相同。

希芙琳（1987）并未对话语标记进行过明确的定义，但对话语标记的意义进行过阐述。她认为每一个话语标记都有一个“核心意义”，“这些核心意义不随使用情况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变化的只是它们所出现的那个话语空位……话语标记本身不传达社会义或表述义，是该话语空位所在的言语传递着社会义或表述义”
[1]

 。

弗雷泽（1988，1990，1993）则更为关注话语标记的语法特点。他将话语标记的特点描述为：（1）有一个核心意义，可以丰富上下文的意义，这种意义是程序性的（procedural），而不是概念的（conceptual）；（2）表明了说话人意图表现的话语标记所反映的言语与之前言语之间的关系。只有那些连接两个或两个以上小句的词语才是话语标记，其作用就是用来标明或者突出同一语篇中两个话语单元之间的语义关系。
[2]



冉永平（2000）认为话语标记没有概念意义，只有程序意义；话语标记没有真值条件意义，其作用主要是引导听话人对话语的隐义进行正确的推导，对话语的理解过程进行制约。
[3]



刘丽艳（2005），认为话语标记是互动式口语交际中所特有的一类功能词（或短语），它们在句法上具有相对独立性，在口语交际中没有概念义，只有程序义，其功能体现了认知主体的元语用意识；话语标记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功能类，本身没有组合能力，它既不能与其他词类中的词组合成新的语用单位，它们之间也不能相互组合为更大的语用单位。
[4]



于海飞（2006）将话语标记界定为：话语标记是程序意义占据核心地位，概念意义或者缺失，或者退居次要地位，句法位置相对灵活，不充当句法成分，在话语中发挥语用作用的一些语言表达式，去掉它们，不影响整个话语的命题意义，其前后通常有可感知的较长停延。判断某一语言表达式是否为话语标记需结合句法、语义、语用等多方面的因素综合进行。
[5]



与前人的界定不尽相同，本文认为话语标记应该有如下特点：

首先，话语标记是语用层面的术语，和其他功能词类并不是出于同一个平面，因此，无须和其他功能词类进行对比。本文认为话语标记可以包含某一功能词语法化而形成的，如“你看”、“你知道”等；也包含一些已经固化了的副词、连词等，还包含一个功能词的临时用法，如“其实”在某些情况下的用法。当然，这些结构必须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用作话语标记的时候，它们的概念意义虚化成为背景而程序意义凸显为前景。如：

（1）你说，你到底爱不爱我！

（2）你说，他这人怎么这样啊？

例（1）中的“你说”，是句法成分；而例（2）中的“你说”，已经虚化成为了话语标记。

第二，和通常所认为的话语标记句法位置相对灵活，不充当句法成分不同，本文认为，话语标记既包含句法位置灵活，和主要意图性言语行为分开分布的“不是我说你”、“依我看”，也包含和意图性言语行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你）给我……”等结构。“（你）给我……”是前人没有归入话语标记的一个结构，但本文却认为这是指令言语行为特有的话语标记之一。

（3）娇蕊瞅了他一下，笑道：“什么客人，你这样记挂他？阿妈，
你给我

 拿支笔来，还要张纸。”

（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

（4）“再过两年得放猪啦，爹嫌乎我，老凶我，他说：‘我养不起你啦，
你给我

 滚。’我说：‘我不滚，我要跟我妈，
你给我

 滚。’他就打我一撇子。”

（周立波《暴风骤雨》）

例（3）中的“你给我拿支笔来”的“你给我”是句法成分，但是例（4）中的“你给我滚”中的“你给我”已经虚化成为了一个话语标记。

第三，话语标记单独出现没意义，而是需要依附于意图性言语行为而存在。如，一个发话者发出“不是我说你”这句话之后，听话者一定会继续等其下文，而不是像“你好”一样说完就可以终正的言语行为，而“你给我……”这个话语标记之后，听话者一定知道说话者将会发出某种指令。

第四，本文认为不仅仅连接两个或两个以上小句的词语才是话语标记，所有在句子中被虚化了概念意义而突出了其程序意义的成分都可以称之为话语标记。如“我说，你怎么这么晚了还不睡啊”的“我说”，在这里就是作为一个话题的起始的话语标记。

第五，话语标记与汉语研究中的“插入语”也不同，插入语出于研究句法结构的需要，是就一个句子而言的，是一种句法结构的静态研究。而话语标记则是以语篇为单位，是一种动态研究。
[6]

 同时，司红霞（2009）认为插入语是一种具有附着性的熟语
[7]

 ，她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Willy: Well, tell you the truth, Howard, I've come to the decision that I'd rather not travel any more.

Howard: Not travel! Well, what do you do?

Arthur Miller: Death of a salesman.

其中well是话语标记，而tell you the truth则是插入语。本文所探讨的话语标记是前者而非后者。

二、汉语言语行为中的话语标记

汉语中的话语标记有哪些？前人做过了很多的总结、归类等的研究。我们以冉永平做的研究为例来进行本章的研究。

冉永平（2000）总结出的话语标记有以下这些：说到……、至于、我要讲的是、话又说回来、顺便问一下、就这样、到此为止、下次再说、据我所知、众所周知、有人说、听说、俗话说、按你所说、据说、报纸上说，一句话、总的来说、总体上看、总而言之、这样子、我看、由此可见、如此说来、结果、这么说、可以说、原来如此、就是说、我是说、我的意思是、你是说、你的意思是、这样说吧、还有、也即、恕我直言、简而言之、说穿了、说到底、实话实说、不瞒你说、照直说吧、说真的、从内心上来讲、严格地讲、实事求是地讲、确切地说、客观地讲、不过／可是／但是、不然、相反、从另一个角度看、另一方面、尽管如此、其实／事实上、按道理、应该说、一般而言、总体上说、依我之见、照我看、依我看、我个人认为、我看哪、对你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幸运的是、令人遗憾的是、令人好奇的是、确切的是、你说、你告诉我、你知道、你要知道、你想、说说看、说实话、你要说、我看到、我告诉你、我问你、跟你说吧、我警告你、我想知道、我劝你、我在听、我想、我一直认为、你听我说。

本文认为“我警告你、我劝你、我想知道、我看到、我在听、你告诉我、我问你”这几个短语的语法意义还很强烈，承担的主要功能不是虚化的程序意义而是概念意义，还不足以成为话语标记，因此在本文中，我们不把它们作为话语标记来研究。

本文所关注的话语标记还包括冉永平没有提到的，如我说、不是、比如说、你说、你别说、我说呢、你看、你不知道、……的话、你给我、对……来说、要不等。

如果按照中心动词，可以将话语标记分为两大类别：带有中心动词的话语标记和不带有中心动词的话语标记。

1．带有中心动词的话语标记

在带有中心动词的话语标记中，如果按照中心动词将其进行归类的话，可以得出这样一些主要类别：


“说”类话语标记：
 我说、你说、你别说、比如说、我说呢、说到……、话又说回来、顺便问一下、说说看、你要说、有人说、听说、俗话说、按你所说、据说、报纸上说、对……来说、总的来说、恕我直言、简而言之、说穿了、应该说、说到底、实话实说、不瞒你说、照直说吧、说真的、从内心上来讲、严格地讲、实事求是地讲、确切地说、客观地讲、你听我说、这样说吧、下次再说、就是说、我是说、你是说、这么说、可以说、总而言之、说实话、如此说来、你要说、我告诉你、跟你说吧。


“知道”类话语标记：
 你不知道、你知道、你要知道、据我所知、众所周知。


“看”类话语标记：
 你看、我看、依我之见、照我看、依我看、我个人认为、我看哪、总体上看、由此可见、从另一个角度看。


“想”类话语标记：
 我想、你想、你想想看、你猜怎么着。


“认为”类话语标记：
 我认为。


“是”类话语标记：
 我要讲的是、我的意思是、不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幸运的是、令人遗憾的是、令人好奇的是、确切的是。

2．不带有中心动词的话语标记

不带有中心动词的话语标记包括：就这样、……的话、你给我……、不过／可是／但是、不然、相反、还有、也即、这样子、一句话、另一方面、尽管如此、其实／事实上、按道理，等等。


 第三节　话语标记与指令言语行为的双向选择的理论假设

我们发现以上一些话语标记可以进入指令言语行为，作为支持性的言语行为的一部分对指令言语行为做出有效的支持。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话语标记可以进入指令言语行为的支持部分，而有些话语标记则无法进入？我们先来作一个理论假设。

一、指令言语行为与“言语主体”

韩礼德认为语言有三大纯理功能：语言的概念功能、语言的人际功能和语言的语篇功能。这三大功能在语言的使用过程中并不是分离存在，而是都有体现，只不过有所侧重和凸显。对于指令言语行为来说，最为凸显的功能是语言的人际功能。这一功能的凸显体现在：在制约指令言语行为的关键因素中，最重要的便是主体之间的关系，包括主体之间话语权的关系和主体之间的社会距离。

任何“行为”都是一定主体的行为，任何言语行为都必定有一定的行为主体，比如“叙述者”，比如“接收者”，再比如“实现者”。行为主体可由自然语言的人称代词系统即“言语主体的构成”非常明白而有效地揭示，即“我（们）”、“你（们）”、“他（们）”。通常来说，“我”常常与言语行为的“叙述者”和“驱动者”相匹配，“你”常常与言语行为的“接受者”和“实现者”相匹配，“他”常常与言语行为的“核查者”相匹配。但在不同的言语行为里人称代词“我（们）”、“你（们）”、“他（们）”与言语主体——“叙述者”、“驱动者”、“接收者”、“实现者”以及“核查者”之间的匹配会有所不同。
[8]



那么在指令言语行为中，言语主体是什么？与人称代词“我（们）”、“你（们）”、“他（们）”又是如何匹配的？

我们知道指令言语行为是说话者要让听话者做事的言语行为，因此，言语行为主体之间存在这样的匹配关系：说话者“我”是言语行为的发出者即指令行为的“驱动者”，也是言语行为的“叙述者”；而听话者“你”是指令的“被驱动者”和指令内容的“实现者”。因此，指令言语行为可以表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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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1）我命令你离开。

（2）我请求你留下来。

二、话语标记体现出的言语主体的关系

指令言语行为存在这样的行为主体，同时和人称代词之间有着这样的匹配关系，基于以上的考察和分析，我们对话语标记作出了这样的假设：


假设1：在话语标记内部，可能也存在主体关系，存在主体和人称代词的匹配问题，存在含有主体关系的内部逻辑系统。


我们先来看下面的例句：

（1）我是说
 ，你明天得上课。

（2）“我的意思是
 ，如果你同意，我们就名正言顺地结婚……”李宗仁的话说得心平气和，不急不慌。

（周新民《李宗仁的最后一位夫人》）

（3）你说
 ，这到底算怎么回事！

通过分析我们得出“我是说”、“我的意思是”、“你说”的确也存在人称代词与主体关系：匹配关系及内在逻辑关系。

“我是说”、“我的意思是”的内在逻辑关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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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的内在逻辑关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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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指令言语行为有主体关系，话语标记内部也有和主体关系相关的逻辑关系，我们又作出如下假设：


假设2：当话语标记内部含有主体的内在的逻辑关系和指令言语行为的内在的逻辑关系相匹配的时候，话语标记可以进入指令言语行为，作为指令言语行为的附加部分对指令言语行为起某种支持作用。反之，则不能进入指令言语行为，不能作为辅助部分对指令言语行为起支持作用。



 第四节　话语标记与指令言语行为的双向选择的实证研究

——以“说”类中心动词话语标记为例

一、“说”类话语标记的分类

“说”类话语标记大致有以下这些：我说、我说呢、你说、你别说、我是说、你是说、顺便问一下、说说看、你要说、有人说、俗话说、按你所说、据说、报纸上说、对……来说、总的来说、恕我直言、简而言之、说穿了、应该说、说到底、实话实说、不瞒你说、照直说吧、说真的、从内心上来讲、严格地讲、实事求是地讲、确切地说、客观地讲、你听我说、这样说吧、下次再说、就是说、总而言之、说实话、如此说来、你要说、我告诉你、跟你说吧、照我说、丑话说在前头。那么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些“说”类话语标记如果按照人称代词分类的话，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1）我们发现有些“说”类话语标记本身是以人称代词为主语的。如：我说、你说、我是说、你是说、你要说、我说呢、你别说、我告诉你、你听我说。

2）有些虽然没有人称代词，但可以补足，即有隐性的人称代词。如：顺便问一下、说说看、不瞒你说、这样说吧、下次再说、跟你说吧、照我说、这么说吧、照直说吧、从内心上讲等等。以上这些话语标记只能和固定的人称代词搭配才能算话语标记的，如：（我）顺便问一下、（你）说说看、（我）不瞒你说、（我）这样说吧、（我们）下次再说、（我）跟你说吧、（你）照我说、（我）严格地讲、（我）实事求是地讲、（我）确切地说、（我）客观地讲、（我）按你所说、（我）丑话说在前头。这些话语标记如果更换了人称代词，就有可能成为无意义的片段，或者不能称其为话语标记，而是成为直接表达言语行为意图的部分了。

而“说真的”、“实话实说”、“说实话”、“照直说吧”这几个话语标记比较特别，它们是强调方式的，一般来说并不需要加人称代词，但却有内在的人称指向。它们潜在的人称代词可以是第一人称“我”，如：（我）说真的、（我）实话实说、（我）说实话、（我）照直说吧、（我）从内心上讲；潜在的人称代词也可能是第二人称，如：（你）说真的、（你）实话实说、（你）说实话、（你）照直说吧、（你）从内心上讲。如表8、9、10、11所示：

表8　话语标记“说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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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话语标记“实话实说／说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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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话语标记“照直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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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话语标记“从内心上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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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还有一种是无人称代词也无人称指向的。如：俗话说、说到……、对……来说、据说、报纸上说、有人说、如此说来、就是说、总而言之、话又说回来。

二、“说”类话语标记与指令言语行为的关系

1．主语为无人称指向的“说”类话语标记与指令言语行为的关系

当话语标记中不存在主体关系，即没有人称代词和人称指向的时候，话语标记是否能进入指令言语行为，并不受到指令言语行为内部主体关系与人称代词匹配及指令言语行为内部逻辑关系的影响。我们先看下面的例子：

（1）俗话说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2）俗话说
 ：“枪打出头鸟。”

（3）据说
 ，明天会有台风来。

（4）有人说
 吃亏是福，你怎么看？

（5）说到
 啤酒大国，大家第一个想到的也许是德国，并且脑海中会浮现出慕尼黑啤酒节举城狂欢的场面。

（6）对我来说
 ，不能上场演戏，每分钟都是煎熬。

（7）对于小城中的人来说
 ，电影学院这4个字离我们是那么遥远。

（8）电影演员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好自身与角色间的种种矛盾，也就是说
 ，演员要努力向角色靠拢。

（9）现在已经5点了，也就是说
 ，我们得马上出发了。

（10）……话又说回来
 ，你还是早点去吧，省得她担心。

（11）……话又说回来了
 ，干什么不吆喝什么行吗？在北京这个中国变化的中心，如果您搞不出什么信息来，等着老板炒鱿鱼吧！

（12）如此说来
 ，这个工程实施的条件很成熟的了？

（13）如此说来
 ，你还是莫要喝酒的好，久咳必伤肺，再喝酒只怕……

（14）如此说来
 ，你邀几个这样的人一起来干，不就行了吗？

（15）……总而言之
 ，必须他们表态说不再需要我，我才能到其他球队。

（16）……总而言之
 ，请您来局里一趟好吗？

我们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这些无人称代词和人称指向的话语标记，通常都是起到关联上下语篇的作用，而这些话语标记是否可以关联别的言语性和指令言语行为，完全取决于整个语篇的意义以及主要具有语篇功能的话语标记本身的语法意义。比如：例（1）到例（4）中，“俗话说”、“据说”、“报纸上说”、“有人说”等都是表示话语来源和出处的话语标记，后面常常紧接着是俗语、引用语的来源，因此，和直接指令言语行为的关联度比较小
 ，要么和指令言语行为没有关系，要么作为指令言语行为的支持话语部分，作为论据存在。如：


俗话说
 ，好马不吃回头草，你还找她做什么啊，别在一棵树上吊死啊！

例（5）到例（7）中的“说到”、“对……来说”这两个话语标记，起的作用是引出话题和确定话题的范围，因此和直接指令言语行为的关联度比较小
 ，如果和指令言语行为有关联，也是间接指令行为。

A：我配不上你，你找别人吧。

B：对我来说，你就是最好的！（做我的女朋友吧）

例（8）到例（16）中的“也就是说”、“话又说回来”、“如此说来”、“总而言之”几个话语标记中，“话又说回来”和“也就是说”两个话语标记的功能在于表示重申谈话主题、强调谈话重点，主题往往和意图相关联，因此，当说话人的意图为指令时候，可与指令言语行为直接关联。
 如：


话又说回来
 ，你还是早点去吧，省得她担心。

“如此说来”、“总而言之”这两个话语标记的功能是总结主题思想，因此如果说话者的主要意图是指令的话，则可能和指令言语行为直接相关
 ，如例（13）和例（16）。

由于这些话语标记的主要功能是语篇功能，与指令言语行为的最突出的人际功能并不在一个层面（当然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冲突的关系），对它们的研究主要应该着眼于在整个语篇中指令言语行为与其他言语行为的关系之上，并不由指令言语行为内部的制约作用决定。

2．当话语标记中存在主体关系

即有存在人称代词和人称指向与主体关系匹配的时候。由于人称的关系和言语行为的主体有关，行为主体的关系某种程度上可以体现在人称上，而行为的主体的关系则是人际关系的核心问题之。由于人称的内在关系可以体现言语主体的内在关系，而指令言语行为又是凸显人际关系的一种言语行为，因此，从理论上说，当第一人称为主语的“说”类话语标记的内在关系与指令言语行为所需求的内在关系相匹配的话，和指令言语行为的关联程度为高。下面我们来检验一下。

其中也包含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本身包含人称代词的，第二种是可以补足人称代词的。

1）我们先来看本身包含人称代词话语标记，其行为主体与人称代词之间的匹配关系是怎样的？看下面例句：


我说
 ，你明天得上课。

下面我们尝试将话语标记中表示主体的代词更换，会得出什么样的变化。


我说
 ，你明天得上课。


你说
 ，你明天得上课。


他说
 ，你明天得上课。

我们发现，在第一个句子“我说，你明天得上课”中，“我”不但是事件的叙述者，也是这件事情的驱动者。而“你”则是“被驱动者”和事件“实现者”。他们的内在逻辑关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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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明天得上课”符合指令行为的内在逻辑要求，而“我说”的行为主体和人称代词的匹配与指令言语行为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进入指令言语行为，作为支持性和辅助性的部分。

我们再来看，当人称代词变成“你”的时候，“你说”的内在逻辑关系为：

[image: ]


很显然，这个逻辑关系和指令行为的内在逻辑关系不符，因此，从理论上来说，这个话语标记作为指令言语行为的辅助功能成分，进入指令言语行为，至少不能进入直接指令言语行为。

而当人称代词变成“他”的时候，虽然听话者依然是被驱动者和实施者，但“你明天得上课”，既不是听话者的意图，也不是说话者的意图，而是第三方的意图。而说话者只是作为一个转述者出现。“他是说”、“他的意思是”的内在逻辑关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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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虽然我们在此将“他说”和“我说”、“你说”放在一起进行分析，但其实“他说”并不属于话语标记的，它依然是作为句子成分出现，并不是作为话语标记而存在。我们之所以将这三个人称代词都放入同一语言结构中，是为了更好地观察人称代词和行为主体的匹配关系。

当话语标记的内在关系与指令言语行为所需求的内在关系相匹配时，此话语标记能够得以进入指令言语行为，作为指令言语行为的支持部分。下面我们通过对北大语料库的搜索来进行检验。


“我说”和“你说”


我们在北大语料库统计发现了160个以“我说”为话语标记的句子，发现其中和指令有关的有45个。

我们先来看几个“我说”的例句：

（1）我说
 ，你还给我吧。你何必折磨牲口，还害得我孩子没有牛奶吃！

（2）我说
 ，冠先生，屋里不大方便，有什么话咱们在这里说。

（3）我说
 ，咱们是大家大口，应该大方点儿，雇几个吹鼓手，吹吹打打，排排场场地把老奶奶送走。

（4）我说
 ，小余呀，书记同志，话哪能这么说？

（5）我说
 ，今天晚上，吃什么好呢？

（6）我说
 ，你不是什么小妖精吧！

（7）我说
 ，锐霆同志，难道我们炮兵就这么一点家底，是不是你还留着一手？

我们发现，上面的例子中，有些“我说”，作为话语标记，进入了提问言语行为；有些“我说”作为话语标记进入了指令言语行为，话语标记“我说”的核心意义是，引起听话者“我要发出言语行为了”的注意。“我说”，意味着你听，“我”说意味着你要注意，“我”发出的内容你要执行或者回复。因此，这里发话者和“我”一致，除了是接下来言语的叙述者，还是整个事情的驱动者，而听话者则是听话者和被驱动者。之前我们作出过“我说”的内部逻辑关系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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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A如果是信息a1，则“我说”后面跟着的是提问言语行为；如果是索取行为a，则是指令言语行为。这证实了，当话语标记的内在关系与指令言语行为所需求的内在关系相匹配时，此话语标记能够进入指令言语行为。

而“你说”在虚化为话语标记之前，本来是一个直接指令行为，其核心意义是“我要求你说（出真相）”。如：

（1）你说
 ，你今天到底去不去？

（2）你说
 ，你把宝藏藏到哪里了？

（3）你说
 ，谁出卖了我们？

（4）你说
 ，这三个是不是八路？

上述四个句子中的“你说”并不是话语标记，当其意义虚化之后，随着“你说”的虚化程度增加，由“向听话者征询意见”向“说话者表达自己的情绪，寻找倾听者”发展。作为话语标记的“你说”的核心意义成为“向听话者征询意见”或者征求“倾听”。

我们同样在北大语料库统计了160个以“你说”为话语标记的句子，发现和指令有关为0。下面来看几个“你说”的例句：

（1）你说
 ，单调乏味的西餐，为什么喂养出五花八门的洋人？丰富多彩的中餐，偏造就出我们的千篇一律。

（2）你说
 ，这孩子咋就这么不懂事呢？

（3）你说
 ，这只表不错吧？

（4）你说
 ，看到你们来看我，想起这些事，我能不哭吗？

（5）你说
 ，我在上海滩上啥人没有见过？啥市面没有经历？

（6）你说
 ，他们哪里来那么大的胆子，居然敢挪用市里的专项拆迁资金！

我们来看“你说”这个话语标记所体现出来的主体关系。在“你说”这个话语标记内部，表现出来的主体之间的关系为：发话者也即“我”为整个言语行为的驱动者，同时也是倾听者，而听话者也即“你”则是未来的叙述者。因此，主体之间的关系与我们前面提到的指令言语行为的内在逻辑要求不一致。

由于这个内在的主体间的关系和指令行为所需要的主体间的关系不匹配，所以话语标记“你说”进入指令言语行为成为指令言语行为的话语标记的可能性极小，即话语标记“你说”与直接指令言语行为的关联度极低。


“我是说”、“你是说”


我们在北大语料库统计发现了182个以“我是说”为话语标记的句子，发现其中和指令有关的有34个。如：

（1）你别老盯着姑娘看，更别去招惹什么。我是说
 ，你别去招惹，除非你想好了。

（2）我是说
 ，那天你去伯明翰大学面试时穿的衣服为什么今天不穿上？

（3）他先恭维了魏强他们一番，接着转了口气：“我是说
 ，小心没大错。”

“我是说”作为话语标记，其核心意义是“我要表达的是”，其核心功能是，向听话者传递准确的意图。因此当且仅当核心意图为指令时，“我是说”可以作为指令言语行为的话语标记出现。

我们在北大语料库统计发现了110个以“你是说”为话语标记的句子，和指令相关的为0。

（1）薛冰道：“你是说
 ，他刚才用这块缎子，换走了你那块？”

（2）你是说
 ，我爸爸的心灵不美么？你又不认识我爸爸！我爸爸可不像你爸爸，他没有把人家打成右派。

（3）你是说
 ，这乔家人马上就要流落街头？

“你是说”这个言语行为内部行为主体与人称代词的匹配以及整个逻辑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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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说”作为话语标记，所表现出的主体间的内部关系与指令言语行为所需要的主体间的内部关系不匹配，其核心意义是“印证”和“证实”，所以“你是说”这个话语标记无法作为支持性的话语部分进入指令行为。

2）对于可以补足人称代词的话语标记来说，我们以“说真的”、“实话实说”、“照直说吧”、“从内心上讲”这四个话语标记为例，来进行实证研究。

根据我们前面对“我说”、“你说”，“我是说”、“你是说”两组话语标记的考量，我们推断在这话语标记中，如果是隐含的人称代词是“我”，则与指令言语行为可能存在关联；而隐含的人称代词是“你”和“他”的时候，与指令言语行为的关联度很小。

我们通过北大语料库、搜索引擎进行了搜索，得出了以下一些例子：

（1）（我）说真的
 ，你老哥别太消极！

（2）（我）实话实说
 ，这对你会有好处，不会伤害到你的。

（3）（我）照直说吧
 ，今天你别想拿走一分钱！

（4）（我）从内心上讲
 ，妈妈很不赞成你们在一起。

我们发现，当且仅当隐含人称代词为“我”并且说话者的意图为指令时候，“说真的”、“实话实说”、“照直说吧”、“从内心上讲”可以作为指令言语行为的标记出现。

（1）（你）说真的
 ，你会让你的儿子当兵吗？

（2）（你）说实话
 ，奥迪TT怎么样？

（3）（你）照直说吧
 ，你今日赶来见我，究竟为何？

（4）（你）没有考上大学的人，从内心上讲
 ，你们后悔了么？

（5）（他）从内心上讲
 ，她一点也不喜欢做医生。

我们发现，当这些话语标记的潜在人称代词为“你”和“他”时候，“说真的”、“实话实说”、“照直说吧”、“从内心上讲”无法作为支持性部分进入指令言语行为。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从指令言语行为的主要功能——人际功能，以及指令言语行为人际功能的主要体现——主体关系入手，试图分析为什么有些话语标记可以进入指令言语行为，而有些话语标记不能进入指令言语行为。通过假设、推理、论证我们发现，当话语标记中不存在人称代词并且没有人称指向时，这些话语标记通常都是起到关联上下语篇的作用，起到的往往是关联其他言语性和和指令言语行为，它们的出现取决于是否与整个语篇的结构和意义相匹配，不受指令言语行为的行为主体与人称代词匹配关系以及指令言语行为内部逻辑关系的制约。而当话语标记中存在人称代词并且有人称指向时，话语标记是否能够进入指令言语行为则受到指令言语行为的行为主体与人称代词匹配关系以及指令言语行为内部逻辑关系的制约。当话语标记中行为主体与人称代词的匹配与指令言语行为的行为主体与人称代词匹配及与指令言语行为内部逻辑关系相一致时，话语标记可以进入指令言语行为作为支持性的部分辅助指令的实现，反之则不能。

我们研究的是话语标记“可以或不可以”进入指令，但并不是“只能或者不能”进入指令，我们希望通过这一特殊视角来试图把看似纷乱无绪、复杂多样的表象剥离开来，看到内部的某一制约动因下话语标记和指令言语行为的匹配关系。当然，一个话语标记是否能够进入指令言语行为作为其支持性部分而出现，影响的因素有很多，并不能仅仅以其主体关系作为唯一标准，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第五节　汉语指令言语行为中话语标记的功能

在汉语指令言语行为中，出现的话语标记有下面一些：

你给我……、我告诉你、我的意思是、就是说、我个人认为、我看哪、我是说、我说、换句话说、这样说吧／这么说吧、这样吧、依我看／照我说／依我之见、我说／让我说／我说啊、丑话说在前头、我劝你、要不然、好了／好了好了、好吧、算了、不过、对了、你想、跟你说吧、我想、说实话、你别说、你听我说、顺便问一下、说说看、对……来说、总的来说、恕我直言、简而言之、说穿了、应该说、说到底、实话实说、不瞒你说、照直说吧、说真的、从内心上来讲、你听我说、下次再说、就是说、总而言之，等等。如：

（1）走，天还早呢，
你给我

 乖乖的再跑一趟去！你又不是裹脚的小妞儿，还怕走大了脚？

（老舍《四世同堂》）

（2）“他这么做，虽然动机不可告人，但也有值得谅解的地方，他是要求进步嘛。
我的意思是

 ，这件事情就不要扩张了，内部掌握，降低宣传的调子，年底让这个战士正常复员。”

（电视剧《历史的天空》）

（3）他是个真正的革命者，党组织绝对信任他，他既然拜托了我们，
依我看

 ，你就听大姐的，跟他结一对革命的夫妻吧。

（刘水耕《陈毅与赖月明的战地姻缘》）

（4）
我说

 ，你倒是说句话啊！

（5）
让我说

 ，干脆给团里打个报告，把刘二丑退回地方算了。

（6）
我说啊

 ，等你妈回来，把这些钱爷给她瞧瞧，叫她开开眼。

（7）俺就是村干部了，恳请各位长辈支持俺的工作。在家族中咱是爷们，论公事咱是上下级，
丑话说在前头

 ，谁要是违反了村规厂法，侵害了集体的利益，是本家的严加一等处理，到时候别说俺六亲不认。

（1996年人民日报8月）

（8）他对着远处皱了皱眉头。“
要不然

 你还是先到锡德·怀斯那里去一趟吧。”他把搂着她的胳臂移开，从口袋里抽出一张名片，在背面匆匆涂了三行字，递给了她。

（9）方丈看了看小和尚，还是什么也没说，回到房间里搬出那块石头，“
这样吧

 ，这次你把这块石头拿到山下的米铺老板那里去卖，但是，还记住，无论他出多少钱，都不要卖！”

（10）马林生佶屈聱牙的长句妨碍了她的收听能力，“
这么说吧

 ，我们拿这本书做个比较吧。”马林生从书架上拿下一本近期畅销的情节小说。

（11）老四家的，把孩子管管。
好了

 ，大家也都别说了。下边咱们说正经的。

（张平《姐姐》）

（12）他解嘲地咳了几声，然后缓声向女人道：“
好了好了

 ，你别认真，前头是我开了个玩笑，你不要当真。请坐请坐。”

（尤凤伟《石门绝唱（3）》）

（13）太子！请你不要这样说
好吧

 ，你应该知道，这将更增加大王的悲哀，好比，你说你决定断离恩爱之情，这话给大王听到，心中怎不悲伤呢？金石尚且容易摧碎，你的心，怎么就这样硬呢？

（《释迦牟尼佛传》）

（14）这两个人对陆某说，干脆你的牛卖给我们
算了

 ，大家都可以省点时间，还可以不交管理费。

（1994年报刊精选01）

（15）和平：（跳起）你是谁的孩子呀你！……不在这一根油条，就你们这看不起下层人民的这点儿态度，哼……我们娘家是文化低点儿，经济上穷点儿，那也不能……这也忒明显了吧。

志国：
行了行了

 ，不就为口吃的么，你看你真是。哎，
对了

 ……

（电视剧《我爱我家》）

以上的几个例子中，出现了这样一些话语标记“我的意思是”、“好了”、“……的话”、“你给我……”、“依我看”这些话语标记作为支持性言语行为出现，为说话者的指令意图实现提供某些策略性的支持。前一节我们讨论过什么样的话语标记可以进入指令言语行为，作为支持性话语辅助说话者实现其指令意图。这一节我们则将要对那些能够进入指令言语行为的话语标记在指令言语行为中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发挥何种支持性作用进行探讨和研究。

一、话语标记在汉语指令言语行为中的人际功能

由于指令言语行为的本质是要求别人做事的行为，而对于说话者发出的指令，除了听话者本身的权势大到一定程度听话者不得不服从，如古代社会的君臣、父子之外，听话者都要对发话者发出的指令进行接收、分辨、权衡之后才作出回应，即指令的实施—实现会经过这样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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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指令行为实施机制

因此，由于影响指令言语行为的种种要素的存在，为了达到最好的指令效果，指令发出者会选择他认为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来发出其指令行为，其中包括对听话者进行某些方面的干预——或者给予足够的理由，或者给予情感的干预，以便使其意图有效实施。而这些适当的语言形式的“干预手段”中就包含了话语标记。韩礼德认为语言有三大纯理功能：语言的概念功能、语言的人际功能和语言的语篇功能。“语言的人际功能就是讲话者作为干预者的‘意义潜势’，是语言的参与功能。通过这一功能，讲话者使自己参与到某一情景语境中，来表达他的态度和推断，并试图影响别人的态度和行为。”
[9]

 也就是说，话语标记是在人际、情感上进行干预的非常重要的手段之一，其最重要的功能是实现指令行为的人际功能。

我们来看下面几个例子：

（1a）尉建推了他一把：“妈的，到了这儿还敢耍你的小聪明！听见没有，
你给我

 老老实实地坐好！”

（电视剧《冬至》）

（1b）尉建推了他一把：“妈的，到了这儿还敢耍你的小聪明！听见没有，老老实实地坐好！”

（2a）
不是我批评你

 ，你一个堂堂男子汉怎么能不去工作，靠老婆养活呢？

（2b）你一个堂堂男子汉怎么能不去工作，靠老婆养活呢？

可以看出以上的两个句子，有没有“你给我……”和“不是我批评你”这两个话语标记，整个句子并没有意义上的改变，但，当“老老实实坐好”加上“你给我”之后，整个句子的气势变强，增加了对听话者的压迫感，干预听话者的心理，从而达到实现让其“老老实实坐好”的指令意图。而在第二个句子中，说话者加上“不是我批评你”这个话语标记，使得整个句子的语气变得柔和，拉近了说话者和听话者的心理距离，让听话者本来难以接受的后续话语由于说话者的推心置腹而变得容易接受，从而使得说话者的指令意图更容易实现。

从对指令的作用来看，话语标记在指令言语行为中的人际功能可以细化为以下四小类：

1．增强指令力度

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本身指令力度就很高的指令，说话者通过话语标记更加强化其指令的强度，包括：“（你）给我……”、“我把丑话说在前头”等。如：

（1）须臾，只见雅赫雅手握着剪刀口，立在她跟前道：“你给我
 走！你这就走！你不走我锥瞎你眼睛！”

（张爱玲《连环套》）

（2）辣辣砰地顿下饭碗，说：“都听着，这家里出了家贼，我把丑话说在前头
 ，谁要再干窝里偷的事，我砍断她的手。”

（池莉《你是一条河》）

当一个指令言语行为的发出者在发出指令之前，用到这几个话语标记，指令行为的接收者便早已明白这个指令执行不执行，得掂量着办，不得不执行的几率更大些。通常来说，“（你）给我……”格式之后的言语行为都是指令度很强的命令形式，而“（你）给我……”这样一个话语标记则起到了增强语势和给听话者一些线索的作用；而“丑话说在前头”则给听话者很直观的感受是如果不执行说话者的指令，未来可能利益受到损害的程度会很高，因此增强了指令的力度，增加了指令意图实现的可能性。

增强指令力度的第二种情况是，本来不是指令力度很高指令的形式，如建议、请求等，通过话语标记的出现，使得这个指令的形式增加了可信度，让听话者认为实施指令对自己更有益，或者减弱了对听话者的利益损害，或者让听话者在感情上更加倾向于说话者，从而使得听话者愿意去实施。这类话语标记包括：“依我看／照我说／依我之见”、“我个人认为”、“我看哪”、“我说／让我说／我说啊”、“我劝你”。如：

（1）淑娴摇着她的手，恳切地说：“照我说
 ，春玲啊，你就点头吧。孙老师文化高，长得也好，对你又那末贴心，你再打着灯笼也难找上这样的女婿啦！”

（冯德英《迎春花》）

（2）我劝你
 ，还是听妈一句话吧，妈总归是为了你好啊！

（3）二拴，依我看
 ，你已经有三分成功了。事不宜迟，你得趁火打铁，抓紧时机，再拿话挑他一挑。

（姚雪垠《李自成2》）

2．缓和指令力度

缓和指令力度并不是指说话者不想让听话者去实施指令行为，而是说话者采取一种委婉的策略性的方式，或者说是以退为进的方式，来达到实现其指令意图的目的。

这也分两种情况，一是缓和本来是强指令的言语行为，如“不是我说你”，当发话者说出“不是我说你”的时候，从情感上缓和了指令的力度。如：

（1）不是我说你
 ，这么大的人了也该找个男朋友了。

（2）不是我批评你
 ，你一个堂堂男子汉怎么能不去工作，靠老婆养活呢？

第二种情况是，本来就不是强指令的言语行为，通过用“好吧”、“算了”、“要不然”等话语标记来缓和其指令力度。如：

（1）坐在佐山枕边的市子回头望了望躺在木床上的阿荣，“要不然
 你就先睡吧。”

（2）二楼主人说：“爬楼的那几株你家别动好吧
 ？让它爬到我们的阳台上开，我们也好沾些光！”

（3）外商说愿出好价钱。我说，老弟呀，飘落的银杏叶已经消逝了，卖掉算了
 ，于是，外商付了一万元，取走了这幅画。现在客厅里是白白的墙。

（平浩《银杏林里的决斗》）

3．明确指令内容

发话者并没有要增强或者减弱指令力度的意图，但是希望通过让听话者明确其意图来达到实施指令行为的目的。这些话语标记包含：“我的意思是”、“我是说”等。如：

（1）今天我就要走了，非要谈谈不可啦！
我的意思是

 ，我们之间是否可以比一般同志的关系更进一步呢？

（冯德英《苦菜花》）

（2）我最近要交房租，要换电脑，还要参加三个婚礼，
我是说

 ，我手头有点紧，你能借点钱给我吗？

（3）老板看到这个设计恐怕……
我的意思是

 ，你还是再修改修改会比较容易通过。

通过“我的意思是”、“这么说吧”、“这样吧”等这些话语标记，说话者进一步向听话者明晰了自己的指令意图，以帮助自己指令意图更加容易和顺利地实现。

4．引起听话者对指令的注意。如：

（1）
我说

 ，你倒是说句话啊！

（2）“
我说

 ，要不，咱们俩离婚吧！我带着孩子。我想，你舍不得的，不过是那些钱，我们一人一半。”老婆突然说。

宋思明半晌问：“为什么？”

（六六《蜗居》）

例（1）和例（2）中的“我说”，都是具有引起听话者对指令注意的功能，在引起听话者充分注意的情况下，说话者的指令意图会较为容易得以实现。

二、话语标记在汉语指令言语行为中的语篇功能

话语标记在指令言语行为中的语篇功能体现在对一个指令的结束或对一个指令的开始，通常用在句子的开始。如：

（1）志国：走了啊。

和平：哎。

志国：哎，对了
 ，你给我点儿钱，我昨天钱给圆圆买鞋了。

（情景喜剧《我爱我家》）

（2）领导：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3）朋友：喂！

老张：哎，是我，老张。

朋友：哟，老张啊，好久不见了，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

老张：那个
 ，给你打电话是想问你有没有闲钱借给我点儿，我有急用。

（4）违章者：交警同志，我真不是成心的，您就放过我这次吧……

交警：行了行了
 ，快点先下车，把驾照拿出来。

（5）老师：好
 ，我们现在开始下一个问题。

在上面的这几个例子中，例（1）和例（3）中的“对了”和“那个”是一个指令行为开始：“向妻子要钱”、“向朋友借钱”的标记。而例（2）和例（4）中的“好了”和“行了”，是结束对方的指令行为或结束对方的指令行为同时开始自己的指令行为的标记。

话语标记在指令言语行为的语篇功能还体现在对指令言语行为与其他支持性的言语行为的连接，如表示推断的“如此说来”，表示总结的“总而言之”，表示话题回指的“话又说回来”，表示内容转折的“不过”等。

（1）如此说来
 ，你还是莫要喝酒的好，久咳必伤肺，再喝酒只怕……

（2）……总而言之
 ，请您来局里一趟好吗？

（3）……话又说回来
 ，你还是早点去吧，省得她担心。

（4）这样搭配很好看，不过
 ，把头发放下来更好看。

例（4）中，发话者通过“不过”这样一个话语标记，在下文要提出的建议之前给出了合理的连接，同时给听话者一个推理的线索和心理准备，即接下来发话者会对其搭配做出批评或者修改的建议。

话语标记在指令言语行为中的语篇功能还表现在说话者在表达的过程中，通过话语标记连接两个指令（这两个指令通常意义相近，但表达不同，或者层次有所区别），从而起到修订、精炼意义的作用，这样的指令有：“换句话说”、“这样说吧／这么说吧”、“也就是说”。

（1）一位在证券公司工作的老同学来广州出差，两人一聊股票，老同学笑了：“你呀，还是老脾气，什么事情都爱着急——做股票可不是着急就能解决问题的！这样说吧
 ，既然你把握不好买卖点，干脆跟着黑马雷达做波段得了！”

（2）……这么说吧
 ，我还是建议读者去读一些其他更好的书，他只有读了更好的书，他才能知道李敖不是一个好作家。

（3）现在已经5点了，也就是说
 ，我们得马上出发了。

三、话语标记在汉语指令言语行为中的概念功能

语言的概念功能是语言的使用者作为世界的“观察者”，对主客观世界进行观察和认识的功能，包括对主客观世界存在的反映的经验功能和对事物之间抽象关系进行推理和分析的逻辑功能
[10]

 。

以往的研究都认为话语标记不具有概念功能。其实，语言的三大功能并不是有此无彼、界限分明的，而是交叉、融合、共存的。每种语言形式都具有三种功能，只是有所凸显和有所侧重而已。

那么话语标记在指令言语行为中有没有体现概念功能？我们来看下面几个例子：

（1）（语境：求婚中）对我来说
 ，你就是最好的，嫁给我吧。

（2）不还钱的话
 ，有你好看！

（3）对
 你来说
 ，再没有比这件衣服更合适你的啦，就买它吧！

（4）对于
 小城中的人来说
 ，做考电影学院的梦还不如踏踏实实去找份工作！

（5）据
 报纸上说
 今年的房价还会跌，我建议你今年把房子的问题解决了吧。

（6）根据
 规章制度，你这样做是要被罚款的，赶快停止吧！

（7）俗话说
 “好马不吃回头草”，你还找她做什么啊，别在一棵树上吊死啊！

如果没有“对我来说”、“不还钱的话”、“对你来说”，虽然在句法上仍然可以自足，但命题的有效性显然会发生问题。在以上这两个例子中，例（1）是一个求婚的间接言语行为，话语标记“对……来说”起到的是一个限定作用，限定的是范围，对“我”来说，你是最好的伴侣，不管对别人来说你是好或者不好，合适或者不合适，漂亮或者不漂亮。例（2）也是一个间接言语行为，是要债行为。在这个句子中，“有你好看”是有条件的，如果不还钱的话，才会导致这个结果。因此在这样的句子中，“……的话”起到的是限定边界条件的作用，也就是说，起到的是限定后面的命题有效性的概念支持功能。而“根据……”、“据说……”、“据……说”，则都是指明信息的来源、依据。

以上这些话语标记，都是说话者表达完整的信息，听话者在接收信息进行逻辑推理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话语标记和话语标记相关联的支持性的部分是命题有效性的必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这一部分，那么听话者的推理将会在逻辑推理和分析部分出现缺失，将会导致整个言语行为出现表述不清、边界不明的状况。

因此，话语标记在指令言语行为中，不但具有人际功能、语篇功能，同时也具有概念功能。

结论

作为支持性言语行为的一部分，话语标记在说话者的指令意图实现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其最重要的作用是对听话者起到干预作用的“人际功能”，包括“增强指令力度”、“缓和指令力度”、“明确指令内容”和“引起对指令的注意”四个功能。同时，话语标记在汉语指令言语行为中还具有“语篇功能”和“概念功能”。其语篇功能表现在说话者在表达的过程中，通过话语标记来修订、精炼已经说过的核心意义相同的指令，还体现在对一个指令的结束或对一个新的指令的开始以及对指令言语行为与其他支持性的言语行为的连接。而话语标记在指令言语行为中的概念功能则表现为限定命题边界有效性和说明信息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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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指令言语行为的语用规则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就像是游戏，任何游戏都有一个特点，就是都有一定规则的。而游戏的规则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构成性规则，所谓构成性，指的是这类规则是一定要遵守的，如果不遵守这类规则，就等于破坏了这类游戏，比如中国象棋规定‘象’走田字格，‘兵’只能一步一步走等……另一类规则是策略性规则，指的是可以根据不同的条件选用的规则，比如同样是为了打败对手，下中国象棋时候究竟是采用‘马后炮’还是‘双炮叠’，那是可以选择的。”
[1]

 奥斯汀认为说话是一种受规则约束的实施行为方式，他曾提出过实施言语行为的三个恰当条件，即：（1）说话人必须是具备实施某一行为条件的人；（2）说话人对自己要实施的行为必须抱有诚意；（3）说话人对自己的话不能反悔。塞尔也曾经说过：“实施言语行为有两种规则：调节性规则和构成性规则。调节性规则是交际对象的活动，这种规则在实施言语行为时不是非要不可的；构成性规则是实施言语行为的基本规则，遵守这种规则本身就构成某种活动或行为，违反了这种规则，某种活动或行为就不存在。”“任何一句话说出就等于完成了一种受规则支配的言语行为。”
 
[2]



我们知道，交际主体之所以发出指令言语行为，是为了实现自己指令意图，而这一意图的实现会受到包括交际双方、交际环境等各种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从各个方面影响甚至决定交际主体对言语行为模式的选择和实施。它们会以各种规则的形式出现，来规定或者调节交际主体的言语行为。与此同时，为了能使交际意图的实现达到最大化的效果，交际主体也必须得权衡各种参数，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来选择最为适当的言语行为模式来进行指令行为，这个选择和权衡的行为也许是显意识的；也许连交际主体都没有意识到，是潜意识的，但这个权衡的过程一定存在。忽略和轻视了任何一个规则或者因素都有可能导致交际意图的无法实现。言语交际的过程极其复杂，我们所提出的仅仅是影响指令行为的最主要的因素，遵守以上所有的因素不一定能够成功地实现自己的指令意图，但是违反这些构成性规则，轻视、忽视策略性规则，则一定无法成功实现自己的指令意图。

那么指令言语行为有哪些构成性要素？受什么样的构成性规则的制约？指令言语行为的实施又需要哪些策略性规则？这是我们本章的研究目标所在。


 第二节　指令言语行为的构成性要素及构成性规则

一、指令言语行为的构成性要素

现在我们先回到之前对指令言语行为本质的研究上来。在第二章我们对指令行为进行的研究得出，指令言语行为就是“在一定的语境中，一个言语主体发出的，要求另一个言语主体在未来实施某个合乎其意图的行为的言语行为”，并得出指令言语行为的规定性要素（构成性要素）为：

第一，发出指令行为者
具有

 让指令接收者实施行为A的
意图

 。

第二，行为A还
未实施

 ，可能会在未来实施。

第三，发出指令行为者
如果

 不将这个
意图现实化

 ，
即不发出此指令

 ，听话者不会自动实施此行为。

第四，发出指令行为者
认为

 指令接收者
有实施或者愿意实施

 行为A的
可能性

 。

第五，发出指令为认为自己有权利发出此指令。

二、指令言语行为的构成性规则

指令言语行为的构成性要素决定了其构成性规则。由上我们可以推导出，如果要发出一个指令言语行为，一定要遵循以下构成规则：

1．意图指向准则

这一准则指的是说话者的意图必须是指向听话者的，即叫对方做事。这是指令言语行为实施的最根本的规则，是指令言语行为之所以为指令行为的基础所在。我们在第四章讨论威胁言语行为的时候，曾经将威胁划分为两种类别，一种是针对听话者过去行为所作出的威胁，如：“你必须为你今天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另一种是针对听话者未来行为所作出的威胁，如：“要是不按照我说的做，杀无赦！”
 第一种威胁行为之所以和指令无关而第二种威胁行为是间接指令，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因为第一种威胁行为是指向说话者自己的，即是说话者自己将有可能在未来做事；而第二种威胁行为是指向听话者的，即是说话者要听话者做事。同样的道理，指令之所以是指令而不是允诺，也是因为允诺是指向说话者自己，而不是指向听话者。因此，只有符合意图指向听话者这一构成性规则的言语行为，才有可能是指令行为。

2．时间准则

这一准则和命题内容相关，正如胡方芳所说，“事实条件是存在于外在世界中的事件，这样的事件并不能直接进入到言语行为中来”
[3]

 ，它是通过命题内容的方式，进入发话者的表述过程，进而通过这一过程，将外部事件、发话者和听话者联系起来。而指令言语行为中所涉及的命题内容，其发生时间是和未来相关联而不是和过去相关联。只有和未来相关联的命题内容才有可能是和指令言语行为相关的命题内容。如：“我昨天请求你帮助我。”
 这个句子的命题内容中的时间是和过去相关联的，因此它不是指令；而“我请求你帮助我”
 这个句子的命题内容中，其时间是和未来相关联的，即其时间指向未来，因此，它才有可能承担指令的功能。

3．真诚准则

这一准则是基于发话者的心理状态的构成性规则，指的是，言语行为的发出者
发自内心地

 认为言语行为的接收者能够实施其发出的指令，并且言语行为的发出者
发自内心地

 要听话者实施这一指令。如军官命令士兵开火，再如老师要求学生写作业，某个人邀请朋友到家中做客等等。这些指令行为，都是基于发出者认为这件事情有实施的可能性。当我们认为听话者不可能去实施一个行为，但却使用这样的言语行为方式的时候，这个言语行为则不承担指令的功能。如：在男女朋友吵架的时候，女朋友脱口而出的一句“去死”，并不是真正的指令，它的功能是抱怨和情绪的发泄，即属于感叹的功能。因此，只有遵守真诚准则，这一言语行为才可能是指令言语行为。

4．话语权准则

这个规则指的是，指令言语行为的发出者认为自己有权利和权力发出这一指令行为。也就是说，指令的发出者在发出指令的时候，必须要考虑的是，自己有什么样的话语权，自己想怎么处置这个话语权，指令就是通过表达话语权的方式来让听话者做事。就拿“命令”来说，这一类的指令行为不仅仅是用语言来表达上级对下级发布命令这种行为，它的内涵和外延更为广阔。简而言之，强调自身话语权、降低对方话语权的指令言语行为，就是指具有很强语力的命令行为。如：

（1）不准汉奸讲话！（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第十八回）

（2）请勿大声喧哗！

（3）此处严禁停车。

（4）第一次军训，教官命令道：“抬起左腿，伸向前方！”

（5）她不耐烦地说道：“你给我滚出去！”

再比如在禁止类言语行为中，对象或者说受众有两类，一类是无定指的公众，一类是有定指的某个人或者某些人。因此场合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公共场合，以标语和告示或者广播的形式出现，如“禁止吸烟”、“此处严禁停车”等。也就是说，以“严禁”和“禁止”和“勿”为标记的禁止类言语行为常常是以固化的形式出现，其正式程度高，没有辅助话语，语力也很强，有着不容忽视和不容违背的力量。实施这一言语行为的人有着绝对的权威和立场，实施这一禁止行为的发话者正是用“严禁”、“禁止”和“勿”来强调自身的绝对权威和话语权，如：“严禁酒后驾驶”是由交通部门和与交通相关的法律法规的颁布部门及相关的管理人员发布、实施和监督，从而使得其指令行为有着不容违背的力量；而针对有定指的某个人或者某些人的禁止类的言语行为则常常出现在对话的情境中，以“不许”、“不准”、“别”和“不要”为标记，也是以强调权势和话语权为使别人服从指令的。有些特殊场合命令类行为不仅仅是强调权势和话语权，而且是只有具有某类话语权的人才可以实施，如在法庭，只有法律的代表者可以实施命令和要求行为；在军队只有上级可以命令和要求下级。

不仅仅是威胁、命令等高语力的指令行为是凸显话语权的行为，请求同样也是凸显话语权的行为，发出请求的人也许没有权势，也许社会地位不如听话者高，但其认为在彼时彼刻自己有权利提出请求。请求也是凸显话语权的行为，与命令不同的是，它凸显的是听话者的话语权，通过这种方式来达到要别人帮助自己做事的意图。

因此，当我们要发出一个指令行为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我们有怎么样的话语权，我们可以怎样通过合适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话语权，进而，通过对话语权的表达和处置，达到实现自己的指令意图。


 第三节　指令言语行为的策略性规则

相对于构成性规则来说，策略性规则所管辖的问题不是不遵循它就不能称其为指令行为，它所管辖的是如何让这个言语行为更加有效地实现。那么指令言语行为是否可以有效的实现，则需要遵循以下策略性规则。

1．紧急优先准则

指令言语行为第一个策略性规则是：紧急优先准则。即指令言语行为中命题的内容在紧急状况和严重的事态中具有优先出现的权利。如“开火”是发生在战争紧急状态时，也就是说根据对事情的判断做出的针对紧急情况的命令类行为出现在事态紧急级别较高的场合和事态严重性较强的场合的频率比较高，在非严重和非紧急事态下，命令行为就会缺少很多合理性的支持，人们通常会采取比较长的语言形式或者比较婉转的语言形式、更加温和的语言形式来表达其指令，如建议、请求。简言之，在紧急状态和事件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命令、要求类言语行为的发出具有较为充分的合理性来缩减事件，应对紧急事件。因此在选择用哪种方式来表达指令的时候，说话者可以根据事态的紧急程度来选择合适的指令方式，以达到更加有效地实现其指令意图的目的。如：

（1）着火了。快跑！

（2）你可以快点走吗？不然大家都堵在这里了。

2．理据准则

要想使得指令得以顺利实现，那么一定需要遵循一定的理由，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即指令需要遵循第二个策略性规则为：理据准则。以禁止类言语行为为例，它具有不容违反性和严格性，禁止的内容如“吸烟”，如“踩踏草坪”、“酒后驾驶”是与法律、规章制度或者社会规则相反的、不允许存在的；或者与应受到保护的个人权利相违背，如“私闯民宅”等。没有依据的禁止行为不会被执行。而其他的命令和要求，越是合理性高的，有理据的，发出命令者越有依据，命令和要求也更加容易实施。

我们之前提到上级和权威等具有话语权的人所发出的指示行为，比如医生对病人，老师对学生，军队的上级对下级，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发出的命令都是不得不执行的，“官方文章、新闻媒介、法律、法庭、政府和国会辩论会、宣传、广告、命令、政策文件、社会化话语、教科书、电影、电视节目、漫画以及一大批其他的话语形式，它们构成‘活动中的’权势和意识形态的符号框架（Fowler：1985；Kramarae，Shulz和o'Barr：1984；vanDijk：1988）。换言之，话语是我们社会中权势的基本信递工具。通过话语，人们‘学会’如何获得、保持、接受权势；更重要的是，通过话语，人们建立和交流能使权势合法化的、受意识形态控制的社会认知”
[4]

 。在整个人类社会中，权势和话语权具有非常大的联系，具有权势的人和阶层具有绝对的话语权，他们可以利用这一绝对的话语权来进行命令类的言语行为。但同时，具有话语权的人也必须得考虑这一命令类言语行为是不是毫无原则和根据的，是不是足以信服大部分人而不是受到大部分人的反对和排斥，因此，他们会寻求理据性的支持，这些理据或者是法律、法规、政策，或者是别的可以支持命令类言语行为的理据，即便这些理据的话语构成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合法化的具有话语权阶级的意志体现。第二种是在不具有绝对话语权，或者不是权威人士的情况下，也会有命令类言语行为出现，如在吵架的时候说出的“你给我闭嘴”。又如对突然闯进家门的陌生人说：“请你马上离开我的房间！”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存在一种微语境，在这个微语境中，有一方具有相对的话语权。这一话语权是谁赋予的？不是上帝，也不是政府和领导，而是在这一微语境中的具有理据的一方。吵架的时候让对方闭嘴的人是认为对方伤害到自己，每个人都有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的权利。因此在这个微语境中，发出命令这一言语行为的一方便成为由于具有理据而成为拥有话语权或者自认为成为拥有话语权的人。

同样，说话者发出的建议，也需要是有理据的，是合理的，只有合理的建议才具有实现的可能性。如：“我觉得你住在月球上会比较好。”这个句子符合人们常常使用的建议的模式，貌似是建议，但听话者不会把它作为一个建议，因为它违背了合理性准则。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常常会听到“合理化建议”一词的原因。在劝阻类言语行为中，也应该遵循理据准则，通过说明原因，或者说明不良后果来劝告听话者不要做某事。理由越充分，越具有说服力，劝阻则越容易实现。理由充分度不仅仅取决于是否有辅助性话语，而且取决于辅助性话语的质量，即辅助性话语是否具有针对性。

（1）我建议你去厦门，鼓浪屿真的挺好玩的。

（2）我建议将我们公司本月的销售计划降低一个百分点，因为……

对于一个请求行为来说，它的实施者没有很强的话语权，甚至和听话者熟悉程度也很低，在这种情况下，请求言语行为的实施者凭什么来要求听话者答应说话者的请求并且提供帮助或者其他行为呢？除了激发听话者在心理上的认同感和同情心之外，只有在理由很充分的情况下，听话者才有可能应允请求行为。因此，发出请求行为的人，需要通过充分的理由来说服听话者来达到实现其请求的目的。

3．诚恳准则

若想更有效地实施指令言语行为，那么如果遵循“诚恳准则”则会使得指令更加容易得以实现。以“模糊双方话语权的指令言语行为”为例，发话者为什么要模糊双方的权势和话语权，特别是本身具有权势差异的人，如上级对下级，或者下级对上级。模糊彼此的权势和话语权就是为了要营造一个平等的对话氛围，以便在这个氛围中来实现其指令意图。因此，在这个氛围中最重要的是诚恳，也就是说态度要真诚，如果咬牙切齿地说：“我希望你明天不要出现在这里！”这完全不是建议，而有可能是命令或者威胁。

体现真诚原则的手段有语气——用温和的语气来表现真诚的态度，还有增加辅助性的话语来支持核心话语。

请看下面两个例子：

（1）别哭了，再哭脸就花了哦。

（1a）别哭了。

（2）你不要过来了，这边人手够了。

（2a）不要过来了。

例（1）、（2）明显比没有说明原因和理由的例（1a）、（2a）显得真诚，也更有说服力。

由于三类指令言语行为的指令方式的不同，它们除了需要共同遵循构成性规则之外，还有各自不同的策略性规则。比如对于“模糊彼此的权势和话语权的指令言语行为”来说，如果遵循以下的策略性规则，则更有利于这类指令言语行为的顺利实现。

4．利他准则

建议、商量等行为者不像威胁和命令行为，是带有强迫性地要求别人做事情，发话者对听话者执行其命题内容的心理期待值没有那么高，只是提出了自己对某一特定事情的观点和看法，发出建议和邀请，听话者是否做，完全取决于听话者自己的决定。同时，由于这一类言语行为的语力不够强，不足以用高语力来使听话者必须实施某种行为，因此，它只有在有利于听话者或者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情况下才能最大化实现。以劝阻类言语行为为例，劝阻最根本的意图在于阻止，阻止这一行为在本质上是一个费效比比较高的行为。和建议行为相比较，建议是疏，而阻止则是堵。阻止这一类的行为由于程度的差别可以分为劝阻和禁止。阻，加了劝，其语力大大降低；同时，加了劝，劝阻行为的实施者的立场和角度也有所不同，劝，实施者劝阻行为者在心理上和情感上是站在听者一方的。由于劝阻类行为根本目的是阻，而其基本形式是劝，劝阻不同于禁止，是一种较为柔性的手段，其语力级别不够高，所以，为了补足其语力低的不足，达到阻的目的，劝阻行为的发出者必须从听话者的角度出发，劝阻的命题内容是有利于听话者的，让听话者认为他只有按照说话者的方法去做，才是对自己最有利的。如：

（1）我觉得床放在这里不如放在那边好，那边采光好，睡着多舒服啊。

（2）别哭了，再哭就不漂亮了。

（3）丫头啊，我劝你还是听我一句话，别和那个小子来往了，他不是个好人。

（4）你还是不要走了吧，天都这么晚了，还下着雨。

5．慷慨准则

慷慨准则，即建议、邀请等类言语行为的发出者愿意使得别人受惠达到最大化，愿意慷慨帮助别人而自己受惠程度最小化。如：

（1）走吧，天气这么好，我们一定可以玩得很开心的！

（2）你要是听我的，保证你后半辈子衣食无忧。

6．婉转准则

婉转准则即建议、邀请等类言语行为的发出者通过比较多的支持性的话语以及较为婉转的方式来表达建议这一言语行为。如：

（1）如果是我是你，我就会选择红色，红色多喜庆啊，蓝色太素了，米色太淡了，粉色又太平庸了。

（2）你最好明天去，今天她恐怕不在家。

不给出直接建议有几种情况：一种是双方的社会距离比较远，对彼此不太熟悉或者是不适合直接说出，出于礼貌原则从而怕伤及听话者的面子而用婉转的形式来让对方接受。另外一种是听话者自己有比较坚定的主意，而发话者希望对方接受自己的看法，而在直接建议之后加一些说明性的话语，在增加婉转性的同时使得自己的建议更加具有说服力，增强其合理性。不实施直接阻止，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不直接实施阻止是为了避免伤害对方的面子，让对方难堪，同时使对方有回旋的余地。其次，婉转地实施阻止行为在心理上和听话者是同一立场，是出于对听话者的保护和理解所作出的阻止行为，可以增强劝阻的效果。

而对于“降低自身话语权的指令言语行为”来说，如果遵循以下的策略性规则，则更有利于这类指令言语行为的顺利实现。

7．同情准则

在请求类言语行为中，想获得别人的帮助或者让别人实施命题内容，由于请求类言语行为的发出者没有足够的话语权或者和听话者熟悉程度太低，不能够足以使听话者去实施他希望的行为，因此使用同情准则激发对方的同情心来促使命题内容的实行。如：

（1）可怜可怜我，给点吃的吧，我的孩子已经3天没有吃东西了。

（2）求你别离开我，离开你我一天也活不下去。


 小结

前面几章我们对指令言语行为的内涵、分类、指令度、语法形式等等指令类言语行为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探讨和研究，本章首先从语用规则的角度对指令言语行为的构成要素、构成性规则和策略性规则进行研究，得出指令言语行为的构成性规则为：意图指向准则，即说话者的意图必须是指向听话者的；时间准则，即指令言语行为中所涉及的命题内容，其发生时间是和未来相关联而不是和过去相关联；真诚准则，即言语行为的发出者
发自内心地

 认为言语行为的接收者能够实施其发出的指令，并且言语行为的发出者
发自内心地

 要听话者实施这一指令；话语权准则，即指令言语行为的发出者认为自己有权利和权力发出这一指令行为。除了构成性规则，本章还探讨了指令言语行为的策略性规则，包括紧急优先准则、理据准则、诚恳准则、利他准则、婉转准则、同情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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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马蒂尼奇．语言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3]
  胡方芳．对言语行为构成规则的重新思考［J］．重庆社会科学，2007（5）．


[4]
  Tenu A．Van Dijk施旭摘译．Social Cognition，Social Power and Social Discourse［J］．国外语言学，1991（3）．

附：汉语指令言语行为研究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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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作为修辞问题的国家形象传播

一　作为修辞问题的国家形象传播

近年来，无论是中国政府、学界还是普通公众，都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在世界上的国家形象的传播及其对于我们自身的影响。

仅以2008年一年为例：

——3月14日，拉萨骚乱，中国大陆媒体包括最权威的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几乎都不被国际社会采信。而西方社会对华负面报道，瞬间大幅升温。

——4月，奥运火炬传递，沿途遭遇的抵制、抗议和抢夺火炬更让中国上下瞠目结舌。为保护火炬传递不受干扰，火炬“护卫队”在海外华人与留学生的支持下，与抗议者针锋相对。对于火炬护卫行动，在国内，掌声一片；在国外，则截然相反。CNN素来以言辞刻薄著称的主持人卡弗蒂称：“我知道我们跟中国的关系肯定有改变。我认为他们基本上同过去50年一样，是一帮暴徒和恶棍。”中国青年网民于是愤怒地创造出“做人不要太CNN”的流行语。而西方对华舆论攻击也愈演愈烈。一些欧洲国家政要突然变脸，纷纷拿中国“人权”开刀，一些政要甚至直接宣称将不参加奥运开幕式。
[1]



——5月12日，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举国上下团结救灾，国务院宣布全国5月19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共和国的国旗首次为普通百姓而降，不但极大唤起全中国人民的国家认同，极大唤起了全球华人的血脉认同，也空前改善了全世界对于中国形象的认同。

——8月8日，第二十九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开幕，辉煌的开幕式，不但诠释了“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的口号，表达了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共有美好家园，同享文明成果，携手共创未来的理想；更表达了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正在大步走向现代化的伟大民族致力于和平发展、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信念。既获得了全世界的惊叹，也刺激了某些国家和利益集团的失落与猜忌。

从官方到民间，不但这一年，可以说最近几年来，全国上下都越来越极其深刻地感受到中国自我认定的国家形象和国际社会感知的形象的巨大差异，感受到中国国家形象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所带来的巨大冲击波。

在这里，中国的国家形象正日益既成为中国不断走向世界的一个焦点，帮助或者阻碍了中国与世界的沟通；也成为中国内部动员的巨大资源，构建或削弱了全球华人对祖国的归属感，成为一个不但事关外部认同，也事关内部认同，从而影响整个中国的和平发展和世界和谐的一个巨大的问题。

而国家形象的问题，不仅是政治性的、经济性的、传播性的，也是语言性的。

任何国家行为都是需要用语言加以叙述，用语言加以表达，用语言加以理解的。一切言语行为都是修辞行为，一旦出现了语言叙述，也就是出现了修辞问题。就语言表达而言，当西方记者发问：“听说中国政府为搞西藏和平解放的庆祝活动花了许多钱，西藏目前还是相当贫困的地区，把这些钱用来帮助西藏治理贫困不是更好吗？何必搞这种华而不实的形式呢？”外交部发言人不是无言以对或者强词夺理，而是有理有据地回答：“一个国家对自己历史上的重要节日隆重庆祝，不是中国人发明的。1976年的时候，我在美国，目睹了美国独立200周年的庆典。两年前是法国1789年大革命200周年，全世界多少人通过电视转播也都看到那次大规模庆典盛况。美国也有无家可归的人，欧洲也有穷人，那些搞庆典的花费，是不是也应该用去帮助无家可归的和贫困的人们呢？西藏和平解放，继而废除了农奴制度，由奴隶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难道不值得很好地庆祝吗？”
[2]

 即使一个简单的答记者问也会影响到中国的国家形象的传播。而就语言理解而言，即使一个身份词语的理解也会影响到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北京奥运火炬在欧美传递，自然需要“护卫队”，但如果当时有关方面能够更准确地理解奥运火炬“护卫手”的“礼仪性”与日常语言、军事语言中“护卫手”的“警卫性”在语义上的巨大差异，不是选派勇猛型的武警战士“护卫”，而是选派亲和型的大中学校男女学生“护卫”，将真正意义上的“护卫”完全交由所在国承当，也许更能够获得西方公众的认同与支持。
[3]



既然“语言性”是国家形象传播问题的基本属性之一，则国家形象传播修辞的理论模型应该如何构拟？汉语修辞学传统的理论模型，有唐钺的《修辞格》和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为代表的“辞格分析”（由考察话语有无特别之处入手，分析话语是否使用了辞格，用的是何种辞格，该辞格有何作用），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为代表的“标准分析”（由考察话语有无特别之处入手，看话语与“标准”相比“好”或“坏”，这好坏与词句组织有何关系），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为代表的“语体分析”（由对语体的分类入手，考察话语在词频、句长、句式等等方面的统计学的特征），以林兴仁为代表的“同义结构分析”（由考察话语有无特别之处入手，分析话语与何话语构成同义结构，在同义结构中为何如此选择）。凡此种种，似乎都无法有效说明“国家形象的修辞”问题。
[4]

 新近，也有人提出了“修辞结构分析”，亦即研究“加进了修辞变量的语法结构”
[5]

 ，不过，似乎也难以据此构拟分析国家形象传播的修辞学框架。

我们以为，任何修辞行为都是言语行为，任何言语行为都是人类意图性行为的组成部分，要构拟有效的“国家形象修辞”模型，也许应该以“言语行为分析”为核心，亦即从考察一种意图性行为的特性入手，由此分析作为这种意图性行为的语言表现，进而分析言语行为的结构与规则
[6]

 。

二　国家形象的“主体间性”

任何修辞行为都是人类意图性行为中的一个部分，既然国家形象的传播是一种修辞行为，那么，首先必须确定什么是“国家形象”？其特性是什么？

何谓“形象”？按照词典的定义就是“能引起人的思想或感情活动的具体形状或姿态”
[7]

 ，则“国家形象”应该就是“一个国家所呈现出的能引起人的思想或感情活动的具体形状或姿态”。由此而论，国家形象的基本特性就是“呈现性”，也就是一个国家所直接呈现出的“形状或姿态”。

对此，程曼丽批评道：

有一种误解，以为国家形象是一种外在的、表象的、形式化的东西，只要在这个层面上做到位就大功告成了，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国家形象并不仅仅是外在“形象”，而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内容是核心，是基础，它决定形式，并通过形式表现出来。没有内容，形式无所依托；内容不明确，表现形式也必然是飘忽不定的，无法给人以清晰的印象。

国家形象的内容是什么？它首先是一种主体意识，是国家或民族精神中的闪光点。它是在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化的要素，经萃取、提炼而成。作为民族精神、意志的集中体现，它不但有助于形成公民对国家、民族的向心力与凝聚力，更有助于向外界展示一个鲜明的、一贯的国家形象。
[8]



也就是说，国家形象是“主体性”的，是一个国家“主体意识”的体现。

这一意见是有见地的，但依然还有局限性。言语行为不仅是主体性的，更是主体间性的。西方社会心理学家米德曾经指出：所谓主体，其实包括“主我”（I）和“宾我”（me）两个部分。“主我”是有机体对他人的态度的反应，“宾我”则是“一个人自己采取的诸多他人的态度的系统组合”，是“我”这个主体在与其他主体发生互动的过程中，把他们对“我”的期望内在化的结果。
[9]

 哈贝马斯则进一步指出：

一旦主体性被设想为一个人自己的表象的内在空间，一个当表象客体的主体折返——就像在一面镜子中那样——到它的表象活动上来的时候所揭示出来的空间，任何主观的东西就都将只能以自我观察或反思之对象的形式而被接近——而主体本身则只能被当作一个在这种凝视之下被“客观化”的“宾我”。但是，这个“宾我”一旦抛开这种具有物化作用的凝视，一旦主体不是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而是以一个说话者的身份出现，并且从一个听话者的社会视角出发与他在对话中面对，他就学会把自己看成、理解成另一个自我的他我（alter ego）……
[10]



作为主体间性的言语行为，是由多重主体之间的关系互动决定的。在这里，没有有效的“说”就没有有效的“听”，而没有有效的“听”也就没有有效的“说”。

同样，所谓“国家形象”，不但具有呈现性，也具有主体性，还具有主体间性。由此，国家形象应该包括这样几个层面：

[image: ]


国家形象1
 是直接呈现性的，是一个国家在世界上所直接呈现出的全部信息的总和。任何国家不管是否希望与国际社会对话，不管是否意识到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能否被接受，都在呈现出某种形象，尽管在某些特别的历史语境中，一个国家有时似乎并不在意能否获得国际社会认同，并不把“国家形象”看作是一个“问题”——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国家形象”不但没有成为一个政府和公众都高度关注和积极维护的问题，相反，在冷战格局中，妖魔化和被妖魔化成为常态，“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成为一种行动的准则和自我形象认知的依据。

国家形象2
 则是主体性的，这是在一个国家希望获得国际社会认同，也就是与国际社会“对话”时才会突显的。但是，“希望认同”未必就能“获得认同”。由于任何言语行为都必然包含信息发布主体和接受主体，则国家形象的主体性其实也有两类表现，一是“说话者”的主体性——一个国家对于自我形象的定位和认知，另外一个则是“接受者”的主体性——国际社会对“说话者”形象的接受与认知。说话者“自以为是”的和听话者“所接受的”二者相关而并不相等，常常可能出现明显的断裂与冲突。于是，这时反而便非常容易产生“国家形象焦虑”。

国家形象3
 则是主体间性的。这时的国家形象不仅意味着“对话”，意味着“自我定位”，更意味着“自我认知”与“他们对‘我’的期望内在化”的统一，是一个国家的自我“心象”和借助“他人”这面镜子观察到的自我“镜像”的统一。这一国家形象不仅是一种主体的“自我定位”，并且，更是一种以国际语境为参照的自我认识，是一个主体依据自我意图和“世界语语法”发出的促进国际和谐对话的主体间性话语。这种话语当然是“自我”的，但又应该是合乎“世界语语法”的，是他人能够接收到，能够听得懂，并且又可能认同接受的。这是一个在国际社会规约的关系框架和世界传承的文明中，博弈性地运用自己的资源，运用国际社会能够清晰辨识、容易理解、可能认同的语言，真实地叙述，实现自己语言意图（包括修正国际社会规约）的过程。

任何言语行为都必然至少包括这样几个参量：说者、听者、说什么、怎么说。这也是一组互相制约的参量，而国家形象的修辞学思考也许也可以如此展开。

三　言者身份：中国国家形象修辞与国际社会“意见领袖”

通常以为，一个国家形象的叙述者主要是由国家元首和外交官承担的。其实，国家形象的叙述并不限于“外交活动”，即使外交活动，今天的“公共外交”（“政府对政府”以外的外交）也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中国电影已经开始进入国际社会，则每一部电影导演乃至每一个电影人都可能是一个国家形象的叙述者；中国已经启动汉语国际推广和“孔子学院”建设，则每一位对外汉语的教师乃至每一册教材的编者也都可能成为一个国家形象的叙述者；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增长最迅猛的国际教育生源地和旅游客源地之一，则每一个留学生乃至出国旅游者都可能成为一个国家形象“叙述者”；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旅游目的地和商务投资地之一，则即使在国内，每一位公民乃至遍布城乡的每一条户外标语口号的发布者，都可能成为一个国家形象的叙述者；中国已然成为“世界工厂”，则每一个企业乃至每一件产品的制造者也都可能成为一个国家形象“叙述者”。由此，在国家形象的“日常修辞”中，从对外汉语教材到城乡户外标语口号，我们都需要从国家形象修辞的角度重新加以考察。
[11]

 以汉语国际传播中的国家形象修辞为例，就有“组织者形象”、“教师”、“教材”等一系列问题：现有的“国家汉办”（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是否是一个国际社会“听话者”容易接受的“说话者”？如果改由NGO组织出面承当此类活动，是否能够减低“文化侵略”之类的非议？孔子学院的教师到底是一种职业还是一种志愿？对外汉语教材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应该如何建构？

不过，在国家形象的“日常修辞”以外，还存在同样重要的“事件修辞”。一个国家形象，不仅是在日常活动中积累的，也是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中突显的。在重大事件的国家形象修辞的“说话者”中，现在需要特别值得注意的，一是国际事务表达中的“网民”，一是国际社会意见领袖。

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2％，如果说以往由于语言、媒介和体制的障碍，在国际性事件的意见表达上，中国的人口优势并未能够转化为国际社会的民意优势，那么，高等教育和网络的普及或许将成为改变这一局面的某种契机。2008年对于CNN主持人肆意辱骂的万众愤怒，2010年对于日本无理拘押我在钓鱼岛海域捕鱼渔民的狂飙谴责，也许可以说是在国际性突发事件中中国网民力量的初步显现。

与网民民意的迅速发育不同，国际意见领袖的缺位依然是中国国家形象修辞中的一大软肋。我们现在也许并不缺乏富豪、官员、科学家、记者、导演等，但在当今国际社会中，我们却几乎没有什么拥有同时具有社会知名度和社会号召力的商业巨子、著名科学家、著名政论家、NGO领袖、名记者、名专栏作家等。

四　听者预设：国家形象修辞与“文化猎奇者错觉”

任何言语行为都有一定的听者预设，汉语俗语中的“自言自语”、“隔墙有耳”、“对牛弹琴”“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等其实都可以说是一种听者预设的问题。听者并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曾深刻地指出：语言产品的生产，不仅取决于行动者自己的意愿，还同时必须加上对市场裁决的预期：

语言生产不可避免地要受对市场裁决的预期的影响。
[12]



“对市场裁决”的预期其实也就是对“听者”及其认知状态的预设。而国家形象修辞的“听者”即可能存在某种统一，“四海之中，心同理同”，更可能是分裂的，分裂为不同的文化传统、种族血缘、经济水平、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乃至利益诉求，从而形成一个个“场域”（Field）：

一个分化了的社会并不是一个由各种系统功能、一套共享的文化、纵横交错的冲突或者一个君临四方的权威整合在一起的浑然一体的总体，而是各个相对自主“游戏”领域的聚合，这种聚合不可能被压制在一种普遍的社会总体逻辑下，不管这种逻辑是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的还是后现代的。
[13]



一条信息的意义和社会效力只有在一个既定的场域（例如新闻业或者哲学界）中被决定。
[14]



世界是由各种文化各种需求的人群构成的，可是，在我国电影的国家形象修辞上，迄今基本上都是基于一种“文化猎奇者假设”，尽管越来越多的国际观众更感兴趣于当代中国的现实，可是，我们的电影导演努力提供的往往还是一种只满足一小部分猎奇者的心理需求；在我国对外汉语教材的国家形象修辞中，尽管不是没有顾及当代中国的发展，却基本上又是一种“旅游者假设”，把学生仅仅看作是一个山川风光的旅游者。

世界已然进入网络时代，国家形象的修辞还意味一切对国内说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国际社会的理解，如我们曾经将与“法轮功”的斗争称为“政治斗争”，便给了李洪志把自己打扮成“政治家”以可乘之机。

当然，听者与言者的身份常常是互相转化的，最典型的便是海外华人与留学生，既是中国国家形象修辞的重要“言者”，也是重要“听者”，我们的国家形象修辞能否有效听取海外华人和留学生的反馈，将极大影响我们修辞意图的实现。

五　话语所述：中国国家形象的重新符号化和元修辞重构

既然真正有效的国家形象是主体间性的，则中国的国家形象的修辞就需要一个基于主体间性的重新符号化的过程。

中国国家形象修辞迄今并没有非常明确地经过“形象定位”的讨论，只是由教科书和“外宣”资料可以看到，最具有高频词和关键词特征的也许就是“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社会主义制度”，一度还曾经出现过“世界革命中心”之类的观念。改革开放以后，“地大物博”逐渐消隐，代之以“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山川秀丽＋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可以说，这一系列形象的定位，自然有相当的理据，但却依然缺乏比较充分的主体间性。

形象是表达主体与接受主体互动的产物，中国的国家形象的符号化自然不可能不面对“旅游者”，面对“古文明的爱好者”，但就总体而言，需要面对的应该是整个国际社会。

在当今世界，“国家形象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第一要义，而国家形象修辞的首要任务就是“保障国家形象安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大的国家，仅仅二三十年国民生产总值就一跃成为世界前茅，如此“迅速崛起，发展太快了，世界舆论在理解和感受上都赶不上趟。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傲慢论，五花八门，层出不穷”
[15]

 。在这一语境下，无疑需要新的清晰而有力的形象定位，以尽可能明确地发出国际社会易予接收、理解和认同的信息。

有道是“中国过去是挨打，后来是挨饿，现在则是挨骂”。中国国家形象修辞也许首先就需要针对“挨什么骂”来针锋相对地明确作出回应。

在国家形象修辞的重新符号化中，我们需要的也许是一组而非一个“关键词”，这组关键词应该真实描写中国的国家现状（如“发展”——已经产生了巨变，依然还有巨大问题），也应该揭示中国的国家性格（如“和平”），还应该传达中国的社会哲学理想（如“仁”）。

同时，中国国家形象修辞还应该面对“国家形象元修辞”的问题：对什么是一个“好国家”，什么是“人权”，作出有效的重构。我们曾经讳言“人权”，结果“人权”曾经成为国家形象修辞中最艰难的话题之一。今天，我们已经开始学习比较坦然地面对“人权”的话题，但依然还有还多路要走。假如我们的《人权白皮书》不是由国务院新闻办而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假如我们《人权白皮书》不仅展示中国人权发展的成就，纠正外部对于人权问题现状的误解，也不讳言亟待解决的问题，也许将更有力量。进而言之，对于“人权”这样的关于“国家形象元修辞”概念，我们也应该作出新的重构：我们已经揭示，“人权”不仅仅包括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等，首先更是一个“生存权”的问题，那么，我们能不能进一步揭示：生存的基本条件是资源，把“资源人均消费权”作为“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揭示某些先发国家在资源消费上的“原罪”。

六　如何叙述：国家形象修辞中的方式选择

“如何叙述”尽管似乎只是一个言语行为的方式问题，其实却是“叙述”的有机组成，叙述的时间、空间、媒介选择等等也都是一种叙述。

在国家形象的如何叙述中，最容易解决也最容易被发现的问题就是叙述的时间问题，越是重大的事件，越是需要我们及时发出自己的声音。可是，这在我们现有体制下，常常还是一个困难的问题——“9·11”事件当天中国大众传媒的集体性失语可以说是中国大众传媒的一次自我形象的严重自戕，从而也成为对中国国家形象的一次伤害。而我们的“汉语国际推广”的全面开展如果当时与我国的某次裁军行动同时宣布，则“化干戈为玉帛”的意义将很容易突显。

空间的选择同样是国家形象修辞的重要问题。任何成功的修辞行为都是一个言说主体发出话语，相关的主体接收到这样的话语并作出合乎说话者意图的反应的过程。在国家形象修辞中，我们的一大问题就是“自言自语”，而之所以是“自言自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信息发布的空间与目标接受者的空间不一致，我们很难有效地将我们的话语传达到国际社会受众的耳中。

在此背后的一大原因是媒体的选择。中国尽管可以称为“媒体大国”，却绝非“媒体强国”，迄今我们没有一个在世界级有充分公信力的大众传媒，“血管里流出的是血”，如果没有一家被国际社会信任的大众传媒，则中国国家形象的修辞将很难进入目标受众的认知域。由此，还将极大地影响国家形象修辞行为的频次、空间与时机选择。

在行为方式的选择中，“言语即行为”，同样，一切互动行为也就是某种言语。升旗是几乎一切大型国际活动必有的仪式，升旗时，美国人几乎无例外地将右手放左胸前，整齐而庄重；而我们却没有一定的“言语规范”，奥运会上，中国男子体操团体冠军，6名运动员在升旗时各有姿势，无疑影响了国家形象的展示。

再以“海外捐赠行为”为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对国际社会的参与也越加广泛。当采取“捐赠行动”时，我们的捐赠是想表达什么，赠送什么，留下什么，由此决定什么时间赠送（是首发还是暂缓），送什么（资金还是物质），如何包装（“国家标志”如何标记，语码如何选择，“口号”如何制定），采用什么途径（直接赠送受赠者还是转赠）等，似乎缺乏系统的讨论。

余论

中国修辞学的转向已然成为一个比较时髦的话题，但到底如何转向？“学术”可以说就是“问题”加“方法”，可是，到底是“问题优先”还是“方法优先”上，似乎还缺乏应有的共识。
[16]

 很多人还是习惯于先到海外或者其他学科寻找一些“工具”，比如“斧头”，然后回到“现场”看有什么东西可以“砍”，而不是先考察对于今天的中国修辞学来说，中国社会生活中有什么问题？什么才是“问题”？什么是“真问题”？什么是“大问题”？然后再寻找合适的“方法”如刀或者锯去解决。

由此，在诸如“国家形象修辞”、“中国法律语言的现代化”、“中国新闻语言的现代性”等一系列当代语言生活重大问题上失语，便是难免的。

（本文与胡范铸合作完成，胡范铸为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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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形象修辞中的核心话语和支持性话语

——基于H7N9与SARS时期官方媒体报道的分析

一　问题的提出

美国政治学家Boulding，K．E．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对自己的认知以及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主体对它认知的结合，是一系列信息输入和输出产生的结果，它是一个“结构十分明确的信息资本”。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国家形象”不仅仅是要面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需要在国际事务中展示，在国际话语权的建立中呈现的；而且也是要面对本国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是构建人民对国家信赖感，增加对本国信心的必要要素。“国家形象修辞”则是“一个国家及有关的机构或个人为了维护或者改变一个国家的形象所采取的语言活动（修辞活动）”
[1]

 。对于我国来说，国家形象修辞的目的就是通过（广义的）修辞活动维护和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国家形象修辞”不仅仅体现在国家日常的政治活动、经济活动中，在面临“重大危机”的时候，如何塑造一个良好的国家形象，对于国家形象修辞来说是一个尤为重要的命题。

“重大危机”是指“一种发生具有不可预测性，其发展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应对具有高度时间压力，对社会系统的形象、价值、运行产生重大威胁的事件”
[2]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重大的自然灾害是重大危机，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也是重大危机。

本文希望在新言语行为的视角下，通过修辞结构分析的方法对“H7N9禽流感”与“SARS”时期政府官方新闻进行对比分析，对重大灾难时期国家形象修辞构建进行分析和研究，试图找出在重大灾难报道中国家形象修辞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二　理论背景和研究方法

言语行为理论是在20世纪50年代西方哲学研究出现“语言学转向”的背景下产生的。英国哲学家奥斯汀推翻了“逻辑—语义的真值条件是语言理解的中心”这一传统观点，开始建立言语行为理论，他认为言即是行。塞尔则进一步将这一理论提高为一种解释人类语言交际的理论，在“意义”这一命题的基础上对言语行为进行研究。之后Davison（1975）从句法和语义等方面对言语行为进行研究。传统的言语行为理论，关注的是言语行为内部关系，近年来，胡范铸先生提出的新言语行为理论将意图确立为言语行为的核心概念
[3]

 ，即任何言语行为都是有一定的意图的，并且努力使自己的意图得以实现，合意性是言语行为的基本特性。这一特性塑造了言语行为的基本结构——“意图＋支持”即一个言语行为可以分为意图性子行为和支持性子行为。所谓意图性子行为，指的是这类言语行为直接表明交际的意图，是对交际意图的直接诉求；而支持性子行为则用来构建意图性子行为的合法性，以保证交际意图实现的有效性。运用新言语行为理论解决“国家形象修辞”这一问题是前人未曾尝试过的领域，也是我们本文的理论支撑。

修辞结构理论（Rhetorical Structure Theory），简称RST理论，是由美国南加州大学信息科学研究所的Mann & Thompson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这一理论起初是为了研究计算机语篇生成程序而建立的，但作为一种建立在语言功能之上，着眼于整个语篇以及语篇各部分之间关系的一种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和直观性的研究方法，后来被广泛应用于语篇连贯的分析、不同语言的同一类型语篇对比分析以及不同语体特点归纳与对比等“语用”、“语义”框架下的研究。

修辞结构理论（RST）认为，语篇是由具有各种功能的部分组成的，每一部分相对于其他部分而言，都承担着一个特定的任务，完成一项特定的功能，相对的两个功能部分之间通过一定的语义关系连接起来，组成较大的功能部分，这些较大的功能部分与同层次的其他功能部分组成更大的功能部分，最后形成篇章。即一个语篇由不同层次的语篇单元对（pairs of text spans）构成。而单元对中的关系大多是非对称性的，有主要的功能部分——核心部分（nucleus）和辅助部分（satellite），它们之间有着不同的修辞关系（rhetorical relations）。

虽然修辞结构理论在计算语言学以及语篇连贯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从未有人将其用于国家形象修辞的研究中。我们试图将这一分析方法应用于“国家形象修辞”研究上，通过对不同语篇修辞结构的分析、修辞关系的统计，在新言语行为理论的指导下，发现在重大灾难中“国家形象修辞”常用的手段和存在的问题。

本文的研究路径如下：将从2013年4月发生的H7N9禽流感与十年前SARS这两件重大危机事件入手，选取两者最早的报道、新闻发布会的发言等语料各3篇，首先对其进行修辞结构分析，然后在分析的结果中进行对比，得出中国政府在H7N9禽流感和SARS这两大重大危机时的话语模式的区别，从而找出重大危机下媒体报道如何进行“国家形象修辞”的方法和途径。

三　“H7N9禽流感”与“SARS”时期主流媒体新闻报道的文本分析

H7N9型禽流感是于2013年3月底在上海和安徽两地率先发现的一种新型禽流感。而SARS是于2002年在中国广东首发，并扩散至东南亚乃至全球一种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直至2003年中期疫情才被逐渐消灭的一次全球性传染病疫潮。这样的前所未有的疾病对我国来说，都属于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在这一部分，我们选取了“H7N9禽流感”和“SARS”政府面向公众发布的消息的样本各3个，分别是：发现该种疾病的初期报道1篇，政府在该种疾病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的发言1份，以及最新的进展报告1份。

1．“H7N9禽流感”与“SARS”时期主流媒体首发报道分析

例（1）　H7N9爆发后最早的报道：


1
 中新网3月31日电　2
 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网站消息，3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3月31日通报，上海市和安徽省发现3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


4
 据介绍，5
 上海市患者李某，男，87岁，2月19日发病，3月4日经积极抢救无效死亡。6
 上海市患者吴某，男，27岁，2月27日发病，3月10日经积极抢救无效死亡。7
 安徽省滁州市患者韩某，女，35岁，3月9日发病，目前病情危重，正在江苏南京积极救治。8
 3例病例临床表现均为早期出现发热、咳嗽等呼吸道感染症状，进而发展为严重肺炎和呼吸困难。9
 3月29日下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从相关病例的标本中分离到H7N9禽流感病毒。10
 3月30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专家，根据病例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诊断3名患者为人感染H7N9禽流感确诊病例。11
 目前，未发现3例病例之间有流行病学关联。


12
 接报后，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高度重视，13
 立即派出专家组赶赴当地指导协助全力开展临床救治和疫情应急处置工作；14
 研究落实各项疫情处置措施；15
 组织专家开展风险评估，研判疫情形势。16
 目前，上海、安徽、江苏三省市卫生部门正按照我委要求，继续落实患者临床救治、密切接触者追踪和医学观察、疫情监测等应急处置措施。17
 截至目前，3例病例的88名密切接触者均未发现异常情况。


18
 据专家介绍，19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20
 流感病毒可分为甲（A）、乙（B）、丙（C）三型。21
 其中，甲型流感依据流感病毒特征可分为HxNx共135种亚型，H7N9亚型禽流感病毒是其中的一种，既往仅在禽间发现，未发现过人的感染情况。22
 据中国疾控中心报告，23
 未发现近期全国流感活动水平异常升高。24
 专家认为，根据目前密切接触者医学观察结果，未提示该病毒具有较强的人传人能力。


25
 专家提示，一旦出现发热、咳嗽等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尤其是出现高热、呼吸困难者，26
 应及时就医。27
 保持勤洗手、咳嗽和打喷嚏时遮掩口鼻等个人卫生习惯，能够有效预防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疾病。28
 同时还应避免接触和食用病（死）禽、畜。29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称，上述病例有关情况已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港澳台地区和有关国家通报。30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将继续密切关注疫情进展，根据疫情形势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障公众健康。

我们应用SRTtool将文本切分为30个小句，进行分析后，我们以从篇章到局部从宏观到微观进行结构标识，对它们之间的修辞结构关系有如下结论：

[image: ]


图1　例（1）的修辞关系

从图1可以看出，该文本的语篇核心句是位于第29和30句两个联接关系的小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称，上述病例有关情况已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港澳台地区和有关国家通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将继续密切关注疫情进展，根据疫情形势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障公众健康”。这两个句子是整个篇章的核心部分，而第2到28句则是辅助部分。辅助部分是作为支持性的部分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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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例（1）第2—28句的修辞结构关系

从图2可以看出，在第2到28句这个层次中，依然也是由核心部分和辅助部分构成，其中第22到28句是核心句，第2到17句、第18到21句都是辅助部分。它们的关系如下：第2到17句和第22到28句是证据关系，而第18句到21句和第22到28句是背景关系。在第2到17句中分别使用了并列关系列举了3位病人的发病情况、抢救结果，采取证据关系的修辞结构标明了这3个病例之间流行病学的关联情况，同时第二次采用证据关系来说明与3名患病者密切接触的88名人员未发现异常情况，作为“H7N9不严重，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染”的证据。而第18到21句是H7N9的病情介绍，作为第22到28句的背景。而在核心成分第22到28句由两个处于联接关系的部分构成；第22到24句是对疫情进展的阐述以及专家密切观察后得到的结果，第25到28小句是面对H7N9这种疫情专家采取的措施——给出一系列建议。

整个报道的语篇中的从第2到28句中一共运用了32种修辞关系，从不同层面，各个角度对篇章核心句第29和30句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作用。

十年前在SARS在最早爆发时期，广州市和广东省政府一直没有发布相关信息，当地政府也要求媒体不要过度渲染该地区的疫情，以免引起民众恐慌。我们选取2003年2月《广州日报》以及《南方都市报》的较早的两篇报道作为语料进行分析。

例（2）《广州日报》2013年2月11日的报道：


1
 近来，我省部分地区先后发生部分非典型肺炎病例，2
 该病主要表现为急性起病，以发热为首发症状，偶有畏寒，伴有头痛、关节酸痛和全身酸痛、乏力。3
 有明显呼吸道症状：干咳、少痰，4
 个别病人偶有血丝痰，5
 部分病人出现呼吸加速、气促等上呼吸道病毒感染症状，6
 多数病人症状较轻。


7
 根据卫生部门组织专家调查，8
 该病有一定的传染性，可通过短距离飞沫、接触呼吸道分泌物等途径传播。


9
 目前我省正处于呼吸道感染疾病多发季节，专家提醒市民做好预防保护措施避免感染疾病。10
 一是保持生活、工作环境的空气流通；11
 二是可用食用酸醋熏蒸消毒空气；12
 三是勤洗手；13
 四是凡与病人接触者须戴口罩，注意手的清洁和消毒；14
 五是根据天气变化，注意防寒保暖，多参加锻炼，增强自身抵抗疾病能力，防止疾病的发生。15
 如出现上述类似症状时，应及时到医院就诊。

从图3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个修辞结构树形图的最高层次是由第9句和第14小句构成的条件关系的核心句：“如果发现有某些症状要及时就医”。而对这些症状描述的支持性话语既非案例，又非数据。又如在支持性话语第4到6句中，核心句是第6句“大部分人症状较轻”，第4到5句是辅助部分，报道使用“对照关系”，来强调“大部分人症状较轻”，同时在论述该疾病的传播关系时候，只有第8句孤零零的“该病有一定的传染性，可通过短距离飞沫、接触呼吸道分泌物等途径传播”。对该疾病传播的严重性或者不严重性并没有更多层次的修辞关系来支撑，整个语篇没有过多的支持性话语，具有修辞结构简单化，话语内容模糊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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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例（2）的修辞结构

例（3）　《南方都市报》2013年2月11日的报道：

……2
 获悉我省部分地区发生非典型肺炎的情况后，3
 省委、省政府领导高度重视，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省长黄华华立即作出指示，5
 要求卫生部门立即组织调集全省最好的卫生力量全力进行救治，查清病因和病源，确保不让病情继续扩散，不增加死亡人数；6
 对参加救治的医护人员要采取保护性措施，不能再增加医护人员感染发病。


7
 国家卫生部对我省发生的病例十分关注，8
 迅速派出由马晓伟副部长率领的专家组于9日下午飞抵广州协助查找病因，指导防治工作。9
 截至2月10日下午3时统计，我省部分地区发现的非典型病例共305例，死亡5例。10
 其中，医务人员感染发病共105例，没有1例死亡。11
 经过卫生医疗部门和广大医务工作者的紧急救治，12
 患病的305例病人中，已有59人病愈康复出院，13
 尚未出院的病人目前都得到有效治疗，情况稳定。

例（3）的修辞结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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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例（3）的修辞结构

从图4中可看出，如果通读这篇新闻报道，大部分人会认为这是一篇介绍“非典型病例”患病情况和治疗情况相关的报道，尤其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容：第9到13句——“截至2月10日下午3时统计，我省部分地区发现的非典型病例共305例，死亡5例。其中，医务人员感染发病共105例，没有1例死亡。经过卫生医疗部门和广大医务工作者的紧急救治，患病的305例病人中，已有59人病愈康复出院，尚未出院的病人目前都得到有效治疗，情况稳定。”我们暂且不去追究这些数字的真实性，但当我们从修辞结构关系入手，会发现，这篇报道的最重要的核心句并不在于非典型病例患病的人数和死亡情况，而是两个并列关系的小句——第3句“获悉我省部分地区发生非典型肺炎的情况后，省委、省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和第7句“国家卫生部对我省发生的病例十分关注”，第8句到13句中的非典病例的发展和死亡情况报道是作为第7句“国家卫生部对我省发生的病例十分关注”的辅助部分，它们之间的修辞关系是证明关系。在一个重大危机发生的时候，民众最关心的问题应该是这一危机是否严重，是否会涉及自身的生命以及财产安全。因此，在重大危机的报道中，如果不以民众最关心的问题作为首要问题，将会对政府在处理重大危机时候的“形象”造成负面的效应。

2．“H7N9禽流感”与“SARS”时期新闻发布会对比分析

我们对当时中国卫生部长张文康在2003年4月3日北京召开的SARA新闻发布会的内容进行修辞结构分析，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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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03年4月3日SARS新闻发布会的修辞结构

我们发现树形图显示出来的最顶层的语篇核心关系是有着非意愿原因关系的两个部分——第26句“正如大家看到的现在中国社会稳定，人们生活工作持续正常”和第27到29句“在此，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在中国工作、生活，包括旅游，都是安全的。在座的各位，戴口罩、不戴口罩，我相信都是安全的”。新闻发布会内容前半部分从第3句到第25句的一系列疾病发病数字、治愈情况、疫情特征、政府态度等等都是为第26句“中国社会稳定，人们生活工作持续正常”提供证据，在这一关系中，“中国社会稳定，人们生活工作持续正常”作为核心句存在。而同时，在篇章的最高层面它又作为辅助句与篇章核心句“在中国工作、生活，包括旅游，都是安全的”形成“原因——结果”关系，因此整个发布会的内容旨在说明“中国是安全的”，同时，卫生部长张文康还采取重述的方式，通过“戴不戴口罩都是安全的”再次强调了“中国是安全的”这一核心思想。

这一新闻发布会的直接后果是：由于中国政府的这种表态，世界卫生组织把北京从疫区中剔除，但其实疫情远远比公布的情况严重得多。这次新闻发布会试图传递“北京安然无恙”乃至“中国安然无恙”的信息，树立在政府的带领下，一切安好的“国家形象”，但却在疫情揭露后，不但没有在掩盖疫情的情况下使得疫情情况减少和好转，而且把我国推上了面临国际社会的指责的尴尬境地，同时也使得本国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产生了危机，造成了极其不良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的补救措施才使得疫情得以暂缓而阻止进一步扩大，还需要重新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可以说，在SARS初期，中国“国家形象”完全没有考虑“国家形象修辞”的问题，或者说是用错误的修辞方式来树立“国家形象”，其结果反而适得其反。

下面我们把2013年6月上海召开的关于H7N9的新闻发布会以及H7N9的持续报道中的修辞结构和SARS时期的新闻发布会进行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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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言语行为都由一个意图引发，并且为实现此意图而展开，意图既是言语行为的出发点，也是言语行为的回归点，所有言语行为的组成都是为意图服务。对于一个语篇来说，其语篇核心句就是整个语篇的意图所在。从SARS的新闻发布会的核心句可以看出，整个语篇核心的意图是为了表明“中国是安全的”，语篇其他的部分都要为这个意图所服务，因此为了实现这一意图而采取淡化疫情的手段就不难理解了，事实上当时也确实是有隐瞒疫情的情况。

四　结论

SARS事件不仅仅对我国的医疗卫生制度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对比SARS时期的新闻报道，我们明显感受得到在H7N9时期新闻报道的变化，以及在这些新闻中传达出的“中国形象”——真实、可信、积极、向上，通过第三部分的分析，我们发现，在重大危机中如果要想对“国家形象”的建立有积极的作用，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正确的篇章核心话语的确立。

在H7N9这样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官方报道确立了正确的篇章核心话语，无论是H7N9发现之初报道的核心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称，上述病例有关情况已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港澳台地区和有关国家通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将继续密切关注疫情进展，根据疫情形势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障公众健康），还是新闻发布会的核心句（向大家再通报一下本次防控人感染H7N9禽流感工作情况），都在第一时间表明了中国政府对待这个问题态度：保持透明度、真实性，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负责任。这样一来，无论是对国内的民众还是对世界其他国家，中国的负责任的“国家形象”便跃然纸上。而SARS时期的官方报道中，《广州日报》的轻描淡写和《南方都市报》的对“省委、省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和“国家卫生部对我省发生的病例十分关注”主要报道，忽略了疫情之初首要应该以涉及民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为篇章核心话语。在SARS的新闻发布会上，篇章核心话语确立为“中国是安全的”更是对疫情不但毫无帮助，还给中国“国家形象”造成了非常不良的影响。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篇章核心话语的确定从根本上其实表达的是一种“话语态度”和“话语立场”，即在这官方的报道中，是以一种什么样的立场在说话，是真实报道、勇敢面对，还是躲避、隐瞒；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的利益，还是为了标榜领导的行为和态度。而正确的“话语立场”的确立和“话语态度”的传递可以有效地增强“国家形象”。

第二，支持性话语的具体化和准确化。

H7N9不但在第一时间进行报道，而且以并列关系呈现了3名患者的患病治疗以及结果，将疾病的情况具体化，具体化使得对疾病的介绍可信度增高；而对于SARS不但没有在第一时间进行报道，而且使用的是“个别病人”、“部分病人”和“多数病人”等模糊用语。同时H7N9的报道中使用了很多支持性话语的修辞结构作为辅助关系来辅助核心话语的表达——如背景关系、证据关系、阐述关系，等等。而SARS时期的首发报道则很少有准确的、具体的支持性的修辞结构。因此，媒体报道篇章中用具体和准确的支持性话语可以有效地提高在重大公共危机中的“国家形象”。

第三，发挥支持性话语中话语标记的作用。

在H7N9和SARS的报道中，我们可以发现运用了这样一些话语标记：“据……介绍”、“据……消息”、“据……说”、“根据……”、“据……调查”来指明信息的来源、依据，如：“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发布的有关规定，从4月24日起，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信息由日发布改为周发布。”


以上这些话语标记都是“说话者表达完整的信息、听话者在接收信息进行逻辑推理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话语标记及和话语标记相关联的支持性的部分是命题有效性的必要组成部分，体现的是概念功能，如果没有这一部分，那么听话者的推理将会在逻辑推理和分析部分出现缺失，将会导致整个言语行为出现表述不清，边界不明的状况”
[4]

 。

以往的报道中，只是运用这些话语标记表达信息的来源，表达数据的来源，那么如何运用这些对命题有效性的话语标记，是目前的重大危机报道应该重视的问题。我们在面对一个全新的，还不能完全解决的新的疾病的时候，是否可以减少绝对性的话语的使用量，以真实的、科学的不确定性来表述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如在H7N9的最新的报道中：“据新华社电国家卫生计生委应急办主任梁万年24日说，在对H7N9禽流感传染来源没有完全查明和有效控制之前，散发病例有可能继续出现，疫情发生地也有可能继续扩大。”


同时，在描述已知信息的时候，同样由于我们面对的是全新的疫情和疾病，我们当下的医学研究未必是最正确、最权威和最有效的或者说可能会在某些时刻不够准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采用这样的说法，如：“根据已知的病毒情况的分析，这样的疾病暂时不会……”这样对结论加以限定是严谨的，不仅仅使得目前受众者有更为清晰的感知，而且如果日后的疫情有所变化，这样的结论则更是具有严谨性。

注释：


[1]
  除佳璇，崔蓬克，胡范铸．言者身份与修辞的力量：国家形象修辞分析中的一个问题［J］．当代修辞学，2012（2）．


[2]
  胡范铸．实话如何实说：突发公共安全危机管理中的政府信息发布［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6）．


[3]
  胡范铸．言语行为的合意性、合意原则与合意化［J］．外语学刊，2009（4）．


[4]
  胡范铸．语用学讲义，待发表．






 机构形象传播中主体意识的缺失与重建

——“郭美美事件”引发的“中国红十字会”危机案例分析

一　引言

“机构”是指“把人力、物力和智力等按一定的形式和结构，为实现共同的目标、任务或利益，有秩序有成效地组合起来而开展活动的社会单位”，“机构形象”就是一个机构对自己的认知和社会体系中其他行为主体对它认知的结合，同时也是输入和输出产生的结果，它是一个“结构十分明确的信息资本”
[1]

 。“在这里，政府部门是一种机构，企业是一种机构，社会团体是一种机构，国家其实也是一种机构。国家是广义的机构的一种组织形式，而各种具体的机构可以说是国家的组成单元与细胞。”
[2]

 胡范铸等认为，过去的修辞学主要关注个人话语与个人话语的传播，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今天的修辞学更应该关注国家形象修辞、机构形象修辞的问题，需要从对于个人与个人话语活动的关注转向机构与机构，机构与个人话语活动的关注。
[3]



2010年6月从网络上爆发的“郭美美事件”引发了巨大的“中国红十字会”（以下或简称为“红会”）的信任危机，并且在两年之内持续发酵。这一危机的爆发使得“红会”这一机构形象在传播过程中公信力严重受损，公众信任度急剧下降。而红会的种种试图化解危机的做法并没有起到化解危机的作用反而加重了危机，这正显示目前我国在“机构形象”的维护和修复上存在着很大的问题。造成这类问题的原因何在，如何通过语言学角度的分析有效解决这一问题，这正是本文的出发点和目的所在。

二　机构形象传播中主体意识的缺失

社会语言学家布迪厄将整个社会看作是一个通过语言进行象征性交换的市场，把语言市场上人们实施言语行为过程中流通的语言称为“话语”
[4]

 。大到国家，小到学校机构、社会团体的建立和运行都需要语言的表述、传播，从而让公众了解、认可和接受。因此，我们可以把构建“机构形象”的过程，视作是一个言语行为的实施过程。

以胡范铸为代表的新言语行为分析理论认为：任何行为都是一定主体的行为，任何言语行为都必定有一定的行为主体，亦即言语主体；而这个言语主体并不单纯地包含传统研究中通常注意到的言语行为的发出者“我”，言语行为的接收者“你”，还有并未直接参与言语行为但却在一旁的“他”。这三者在言语行为中分别承担不同的功能，通常来说，“我”是言语行为的“叙述者”和“驱动者”，“你”是言语行为的“接收者”和“实现者”，“他”则是言语行为的“核查者”。“核查者”意识的存在是现代言语行为与前现代言语行为的根本性区别，是“言语行为的现代性”的基本标志之一。
[5]

 胡范铸“言语主体模型”理论中还提到，任何言语主体都有“隐”、“显”之别，“目标接受者”如此，“驱动者”也是如此。

我们以“郭美美事件”为例，对“机构形象”传播中的主体问题进行分析。“郭美美事件”是2011年6月在网络爆发的由一个年轻女孩子微博炫富而引发的民众对“中国红十字会”信任危机的一系列事件。事情的发展由下图呈现：

由“郭美美”引发的一系列的事件根据时间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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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2011年6月郭美美网络炫富，引起网民热议以及随后的网络人肉搜索。郭美美的炫富行为本来是一种个人行为，由于网民的参与，变成了一种网络的群体性事件。在发微博这一行为中，行为主体是“郭美美”与目标受众——“网民”，郭美美作为博主，她是微博信息的发出者和叙述者，而“网民”是接收者。“网民”在接收到郭美美发出的信息之后，从中发现了问题从而对郭美美进行“人肉搜索”。在这一阶段即在网民人肉搜索的过程中，网民作为驱动者，郭美美则变为“目标对象”，由于郭美美微博认证身份的特殊性，网民的目标对象指向了“红商会”以及“红商会”背后的“中国红十字会”。也就是说，在这一阶段，郭美美是显性的“目标对象”，但其实网民更关心的是隐性“目标对象”——中国红十字会。但显然，红会并没有这样的意识，首先在事发的当天，红会并未对此事进行回应，而只是在记者采访时由红会的副会长以个人的身份否认和郭美美是父女关系。在网友的不断搜索和曝光下，6月22日到28日期间，红会只是被动地作出了轻描淡写的回应，并且没有正面回答而采用了否定的形式，否认有“红十字商会”机构，也否认有“商业总经理”的职位，更否认“红商会”有“郭美美”其人。这种态度表明红会并未真正认识到在这件事情里红会才是真正的隐性的“目标对象”，从而对这件事并没有加以应有的重视，而是用随便遮掩一下就过去的态度对待网民。这一阶段造成的直接后果是：

自2011年6月下旬“郭美美事件”等一系列事件发生后，社会捐款数以及慈善组织捐赠数额均出现锐减。民政部最新统计数据表示，全国7月份社会捐款数为5亿元，和6月相比降幅超过50％。慈善组织6到8月接收的捐赠数额降幅更是达到86.6％。

第二阶段：2011年7月到2011年底。在网民质问越来越强烈的情况下，“郭美美事件”由网民和郭美美的对峙变成了网民和红会的对峙，更多的网民需要红会给个“说法”，更多人关心的重点由对郭美美本人的质疑转变为对慈善制度的质疑，对慈善机构运作不透明的追问。整个事件的言语行为主体其实已经由“网民”、“郭美美”转变为“人民群众”和“慈善机构的代表”——红会。和在第一阶段一样，此时红会并未意识到自己已由隐性“行为主体”变为显性“行为主体”，也并未意识到此刻广大人民群众需要知道和希望了解的是什么，而是依然着力于撇清郭美美与红会的关系，撇清商红会与红会的关系上：“郭美美本人与红会及商红会无关，其用以炫耀的财富也与公众捐款或项目资金无关”，“商红会的确管理混乱并与商业机构存在利益关联”，并通过撤销商红会为事件调查画上句点这样行为结束了整个调查，并未公开商红会财务收支的审计情况，也没有指明商红会的利益相关方及对其实施问责，并对媒体质疑态度的回应表现不积极。这一阶段的后果是：有77.5％的受访者表示红会在“郭美美事件”调查过程中“表现糟糕”。人民群众对红会的反应的不满意依然体现在捐款数据上：

根据民政部2012年2季度民政事业的统计数据，到2012年2季度，全国社会捐款累计达26.5亿元，其中6月份为10.2亿元。和2011年同期相比，2012年全国上半年社会捐款数额出现了大幅减少。民政部的相关数据表明，2011年上半年，全国社会捐款为100.5亿元，2012年较2011年减少了74亿元，降幅达73.6％。

第三阶段：2013年2月到2013年6月。这一阶段，红会认为，关于郭美美的事情红会已经完全解释清楚，此事此时已应告一段落。但事实上，此事造成的慈善机构信任危机远未结束，四川芦山地震后，红会在震后募捐中再度遭遇危机。为挽回公信力，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新闻发言人王永2013年4月24日表示，将于5月中下旬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随后，红会总会也表示愿意配合这次调查。这本是红会作为言语行为主体挽回自己机构形象最好的机会，而伴随着事情起因者“郭美美”在微博发出已将红会贪污内幕资料寄往美国的威胁，最后“重启调查”仅以获得两位社监委委员支持无法进行而失败。在这一阶段，“郭美美”以胜利者的姿态和红会对峙，言语行为的主体似乎又转变回了“郭美美”与“红会”，但人民群众在此时作为该言语行为的“核查者”和“监督者”的力量更为强大，可以说是“红会重启调查”的“驱动者”。但由于“红会”的不作为，随着6月20日的到来，起诉郭美美侵权的诉讼时效即将到期，而郭美美则依然毫无顾忌地炫富，在澳门大肆开庆生派对，“红会”的机构形象彻底、完全坍塌。

“郭美美事件”的三个阶段中主体关系的演变可以由下图表示：

[image: ]


图1

而红会的机构形象一步步恶化则是以俄罗斯套娃的形式逐渐呈现，即后一阶段以前一阶段的情况为背景并进一步扩大。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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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通过以上对“郭美美事件”的整体分析，我们发现红会的形象由受损到坍塌这一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主体意识的缺失。在“郭美美事件”最初发生的时候红会并没有意识到其实自己是郭美美的“隐性目标对象”，于是出现了没有反应，反应过于轻率等现象，接下来红会也是因为缺乏主体意识或者主体意识不清晰、不准确而采用了“自认为恰当”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才导致红会的“机构形象”一而再、再而三地恶化。

一个言语行为，有说话者，有听话者，还有旁观者（监督者）。在整个言语行为实施的过程中重要的不仅仅是怎么说，说什么，还包括谁在听，怎么听，听什么。听也是言语行为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听本身也是一种发出信息的行为，可以说听在某种角度上也是一种说。一个有效的言语行为，不但包括说话者和说的信息，还包括听话者和听的姿态，不管听话者是否说，是否回答，其实都是在回应。这里的听话者包括直接的“目标接收者”和不是直接的“目标接收者”但可能是“核查者”的“非目标接收者”。说话者不仅仅要听听话者在听什么、怎么听、有没有听到说话者想要他听到的，还要注意“核查者”在听什么和“核查者”听的姿态。说话者只有注意到以上两点才能做到有效地说。同时，说话者也要注意听话者“听”之后的“说”，如此才能在这一系列的基础之上更有效地表达自己。在“郭美美事件”中“红会”在开始的阶段忽视了自己“隐性目标对象”的主体地位，没能够有效地听，从而无法在有效地听的基础上做到立刻、马上、直接地、有效地说，而在后面的几个阶段也都没能够在有效地听和有效地说中转换，从而最终导致了红会“机构形象”的坍塌。

作为一个机构来说，尤其是官方机构，要维护一个机构的形象，一定要做到有效地听以及有效听的基础上的有效回应：

第一，别人（包括人民、包括国际上其他国家）怎么说，机构是否有效地听到了；

第二，在有效地听到的基础上判断是否给予回应；

第三，该回应的时候，回应是否够及时，是否够直接，是否是听者所需要的内容。

这都是直接影响一个机构形象的因素。当一个机构完全没有有效地听的时候，整个事情的发展就失去了主动权；当一个机构听到了但却没有给予及时的、直接的回应时候，机构的形象可能会大打折扣。因此，怎样有效地帮助机构“听”，进而帮助机构有效地“说”，从而维护一个机构的形象，是机构形象塑造和维护的重点之一。

三　机构形象传播中言语主体的重建

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产生后，信息传播的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网络舆情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在这个新时代的背景下“郭美美事件”所反映出来的机构主体意识的缺失是所有机构面临的非常重要的问题。

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方面和重要指标是对话方式的和谐和对话内容的和谐，当对话者的主体意识缺失的时候，社会对话方式和对话内容的和谐必定大打折扣。以机构和民众为例，当一方在说，对方没有听到，或者听到没有回应的时候，说话者会产生话语焦虑，比如在“郭美美事件”中公众的感受；而当社会机构发出声音，而公众没有反应的时候，机构同样也会产生话语焦虑。在机构和民众对话沟通不畅，产生话语焦虑的情况下，极其容易引发群体性社会事件从而影响整个社会话语的和谐，进而影响社会和谐。而对话沟通不畅则常常是由于机构主体意识的缺失造成的。

机构主体意识的缺失在当代社会最明显的表现在于“听话者”角色的缺失。我们发现，很多机构都设有“专业说话者”。比如政府有专门的“新闻发言人”，其职责是在一定时间内就某一重大事件或时局的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或约见个别记者，发布有关新闻或阐述本部门的观点立场，并代表有关部门回答记者的提问；比如企业有专门“企业新闻发言人”，在出现对企业不利的“负面新闻”时，负责维护企业形象，修复企业的受损形象。既然说一个有效的言语行为，不但包括说话者和说的信息，还包括听话者和听的姿态，那么对于和“说”同样重要的“听”，和“专业说话者”同样重要的“专业听话者”的情况又如何？目前有两种人属于“专业听话者”，一种是各个行政区的信访办的办事人员，一种是舆情机构的舆情监控员。信访办的工作人员属于被动接受信息，是被动的“听”。如果被动接受，被动地“听”，则无法主动地“说”，更无法做到有效地维护机构形象；而对于舆情监控人员来说，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主动关注社会舆情，因此他们的“听”是主动的“听”。主动“听”的舆情监控机构和舆情监控人员的确是机构所需要的，但现实的情况是：并不是所有的机构都有能力设置舆情监控机构，有专门的舆情监控人员来从事“专业听话者”的角色。尤其是像红会这样的社会团体和中小型以下的机构。这些机构在没有专门的舆情机构的情况下，如何及时获得相关的信息，如何判断筛选、提炼这些信息中有用的要素，则成为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这样一来，当遇到牵涉到这些机构的话语和形象的问题的时候，由于缺乏有效的“听”，从而无法客观判断自己的“言语主体”定位，因此会无法做到有效地“说”，就会出现与社会公众话语交流障碍和错位的问题，从而无法有效应对出现的危机。

那么如何使得公众的意见、公众所说能够有效、立刻地返回到以上所提到的机构，帮助其有效地“听”，有效地找到其言语行为的主体位置，然后有效地回应？从而更好地化解机构遇到的危机、塑造良好的“机构形象”？

设立一个公共性的“专业听话者”也许可以有效地缓解这个问题。

首先，这样的“专业听话者”不是为某个特定机构服务的，也不是站在某些特定人的立场来关注公众话语的，而是关注公共生活，关注公共安全话题，站在公益的立场的；这样的“专业听话者”可以是NGO“绿色组织”性质的，和提供服务的机构没有利益和经济的关系。同时，这样的“专业听话者”应以关注网络异动为任务，关注网络异动的原因，负责通知网络异动涉及的机构，对民众话语以及涉及的各个机构的重大话语事件进行收集整理和数据分析。

第二，这样的机构可以设置在很多地方，比如可以是高校的研究机构，也可以是设立在社会科学院的某个机构，它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关注本地的民众话语、民众所说，而是要超越地域，以关注整个社会话语和谐性，整个社会对话的正常、交流的畅通为目的。

第三，这样的“专业听话者”组织可以由若干名计算机学者、政治学研究者、传播学研究者、语言学研究者等多学科的学者组成，从学术的角度研究网络异动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从哪些地方着手可以解决问题，而不是导致事态更加恶化，对机构的回应时间、回应方式、回应内容予以建议和指导。

四　结语

一个有效的言语行为，不但意味着“说”，也包括“听”，只有“说”没有“听”的言语行为和只有“听”没有“说”的言语行为都会造成信息无法流畅传递和有效传递的后果。

而一个有效言语行为中的“听”，不仅是指听话者的“听”的行为，同时，还也包括说话者对于听者声音的关注。说话者什么时候说、说什么、怎么说即说话者说的时间、说的内容、说的方式，都与他听到了什么有密切的关系。一个有意义的说的内容绝对不能是不管不顾地自说自话。也就是说，听话者必须做到说的身份和听的身份的有效的转化。这次“郭美美事件”引发的红会危机中，红会之所以没能做出有效的正确的应对，与其没有有效地听有非常大的关系。

第三，听话者包括直接的“目标接收者”，也包括“非目标接收者”。在“郭美美事件”中“红会”忽视了自己“隐性目标对象”的主体位置，没能够有效地听，从而无法在这个基础上做到立刻、直接、有效地说，导致了红会的机构形象一步步走向坍塌。

没有有效的“听”就没有有效的“说”，任何机构都必须“听”到社会的声音才能有效“说”出自己的声音。由此，在当今网络时代的传播条件下，为了帮助所有的机构更有效地“听”，就需要设立关注公共生活、公共安全话题、站在公益的立场。作为“专业听话者”的NGO“绿色组织”，这类组织应该关注网络异动但不以删帖作为目的，及时通知涉及网络异动的机构，研究网络异动的根本原因，为机构的回应时间、回应方式、回应内容提供有效支持，从而维护当代生活“社会交往”的顺畅，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注释：


[1]
  本文对“机构形象”的定义来自于美国政治学家Boulding，K．E．对“国家形象”的定义。他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对自己的认知以及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主体对它认知的结合；是一系列信息输入和输出产生的结果，它是一个“结构十分明确的信息资本”。


[2]
  [3]
  胡范铸，陈佳璇，甘莅豪，周萍．“海量接受”下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研究的方法设计［J］．当代修辞学，2013（4）．


[4]
  赵杰，刘永兵．语言·社会·权力［J］．外语学刊，2113（1）．


[5]
  胡范铸．“言语主体”：语用学一个重要范畴的“日常语言”分析［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6）．


后记

本书是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预研究项目”的成果，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写论文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痛苦并快乐”的过程。从开始选题，到写好每一节、每一章，到最终完工，用了很久的时间。每一次推进一点点，都觉得艰难；看着论文逐渐成形，想法表达出来，变成文字，又觉得特别快乐。这种快乐是别的获得无法取代的，是思想带来的。思考是艰难的，思考是快乐的；付出是艰难的，收获是快乐的。

在这个过程中，真的非常感谢我的导师胡范铸先生。我最感激的是，他教我应该怎样去发现问题，怎样去研究问题。这点对学术研究来说，太重要，也太有帮助了。每次和老师电话沟通，或者面谈，都会觉得当面对一个问题感觉走投无路，完全没法解决的时候，经老师一点拨，立刻觉得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可以继续写下去了。大到结构，小到标点，老师都会给出非常中肯的意见。说实话，老师真的是位严格的老师，每当发现我思路上的错误总是严厉地、清晰地指出来。我清楚地知道，这样的指点是多么的难得。不磨砺，如何能写出好文章。老师对我的帮助，又何止是在博士论文，在我的人生道路上，老师和师母也给予我非常多，从硕士到博士，从学习到工作，从以前到现在……

同时要感谢在我学术道路上一同切磋、一同进步的师兄弟姐妹们。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家人，在我熬夜的时候陪伴我，在我气馁的时候鼓励我，是我强大的精神动力！

当你打开一扇门，发现门外美景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想去靠近它。学术研究就是这样。我知道，这不是终点，这只是个开始。虽然我天资不够聪颖，但我爱这个写作的过程，尽管充满了痛苦，充满了纠结，我还是愿意“为伊消得人憔悴”。

201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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